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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華民國（臺灣）於 2021 年開放含萊克多巴胺（Ractopamine）的美國豬肉進

口，在野黨為求抗爭，透過社群媒體播送經剪輯重製國外研究單位拍攝的影音資

訊，試圖發動民眾抵制。雖經影片原拍攝者澄清遭剪輯的影片內容為不實資訊，

但已引發部分國人恐慌，不僅產生迴聲室現象及逆火效應，更讓豬肉消費在臺灣

形成政治消費行為。加以臺灣因地緣政治的關係，近年持續遭受不實資訊的認知

作戰，因此觸發了研究者深入探討此議題的動機。 

本系列研究歷時三年，以資訊傳播觀點出發，分別以量化和質性研究方法，

深度探究國內消費者在實體世界裡的政治消費行為與相關研究，共完成四項研

究。研究一透過兩支萊豬影片，檢定消費者之政治傾向、計劃行為、資訊呈現方

式、資訊來源可信度，以及消費意願間的因果關係，同時探究對其豬肉消費意願

之影響。研究二依循紮根理論進行半結構式深度晤談法，探討農產品政治消費的

資訊傳播行為。研究三分析不同政治傾向和性別之民眾的逆火效應，來檢定計劃

行為、資訊呈現方式、迴聲室等變項對逆火效應的影響。研究四則是對施測對象

進行職業區別，以釐清臺灣媒體從業人員與一般大眾對農業不實資訊防治方式的

異同。 

本系列研究實證了政治消費的日常化，同時發現迴聲室會大幅催生逆火效

應，重視動物福利的態度則會抑制逆火效應，建立起以迴聲室為中介變項，來預

測逆火效應的結構模型。另更進一步指出，透過結構與認知干預並行的兩種防治

方式，可減輕不實資訊的傳播和危害，建構出以態度及資訊呈現方式為中介之不

實資訊防治方式的預測模型，並依據研究結果，針對一般民眾、媒體從業人員，

以及政府機構，提出研究者的實務建議。 

關鍵詞：不實資訊防治、逆火效應、迴聲室、政治消費、政治傾向、計劃行為、

進口美豬、資訊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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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21,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permitted imports of American pork 

containing ractopamine. In protest, the opposition party disseminated a manipulated 

video—originally produced by a foreign research institution—on social media in an 

attempt to mobilize public resistance. Although the original producer clarified that the 

altered video constituted disinformation, it nevertheless provoked public anxiety in 

Taiwan. This incident not only reinforced echo chamber dynamics and triggered the 

backfire effect but also transformed pork consumption into an act of political expression. 

Additionally, Taiwan’s geographical context has rendered it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o 

disinformation-based cognitive warfare in recent years, prompting researchers to 

investigate this phenomenon in depth. 

This 3-year research project adopted a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perspective and 

employed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to investigate political 

consumption behaviors among Taiwanese consumers. The project comprised four 

studies. Study 1 used two videos related to ractopamine-containing pork to examin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nsumers’ political orientations, behavioral planning, 

information presentation, source credibility, and pork consumption intentions. Study 2 

employed grounded theory and conducted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to explore 

the dissemination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related to agricultural products. Study 3 

analyzed the backfire effect across political affiliations and gender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behavioral planning, information presentation methods, and echo chamber 

exposure on the backfire effect. Study 4 classified participants by occupation to 

compare how Taiwanese media professional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pproach the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disinformation. 

Collectively, these studies empirically demonstrate the normalization of political 

consumption in daily life and reveal that echo chambers significantly intensify the 

backfire effect, whereas attitudes centered on animal welfare can mitigate it. A 

structural model was developed with the echo chamber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to 

predict the backfire effect. Furthermore, the study identified two effective 

strategies—structural and cognitive interventions—for curbing the spread and impact of 

disinformation. A predictive model incorporating attitudes and information presentation 

as mediating variables was constructed to guide disinformation prevention.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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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findings, the researchers proposed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general 

public, media professional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Keywords: prevention of disinformation, backfire effect, echo chamber, political 

consumption, political orientation, planned behavior, imported U.S. pork, 

information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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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網路興起改變了新聞媒體的傳播形式，媒體生態也隨之轉型（徐美苓，2015；

Liang, 2020）。各種不同形式的傳播媒介，恰若人們認識世界及掌握新知，最關鍵

的文化肌膚（黃俊儒、簡妙如，2010）。網路訊息因為有匿名性與高即時性，致使

其中充斥著許多未經查證的訊息，又因為缺乏守門機制，非常有利於謠言的傳播

（羅文伶、邱銘心，2015；Himma-Kadakas, 2017）。加上有心人士的刻意操作，社

群媒體已在國際間成為骯髒政治的戰場，透過網路以「謊言、垃圾和錯誤訊息」的

傳播方式在全球廣為流傳（何吉森，2018；Allcott & Gentzkow, 2017）。 

媒體對於資訊傳播扮演著引導的角色，並參與了傳播過程，後續又對大眾產生

渲染效應（黃俊儒，2014；Anwar et al., 2020）。新聞應當是基於事實陳述，但也有

可能會因為無心疏忽而產生謬誤，違反了此一準則。更甚者，有些不實新聞還可能

來自別有用心之刻意捏造（顏榮宏等，2019；Alemanno, 2018），但一般民眾在面對

這些傳播訊息時，很少能理解其間的差異（黃俊儒，2014；Sample et al., 2020）。臺

灣以農立國，農業假資訊的漫布，不僅會干擾農產品的市場價格，更會影響政策的

推動，甚至衍生食安危機（顏榮宏等，2019；Eberly, 2019）。不過，在面對新近資

訊時，少有人能夠了解其間不同特質的差別，加上有心人的刻意操作，更可能透過

網路廣為流傳（何吉森，2018）。在當代科技平台、新聞媒體與使用者共同參與資

訊傳播的過程，具有匿名與即時性的網路媒體不僅會助長了不實資訊的傳播，更會

增進政治動員式的消費行為（Becker & Copeland, 2016）。 

「消費」是一種計劃行為，消費者常會基於個人的需要、興趣及價值，對所接

收到的訊息產生關心；也會因其態度、自信心、親友支持和社會壓力，而影響其計

劃行為（陳美如等，2016；Sun & Liang, 2021）。而「消費意願」是一種特定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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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狀態，消費者會依其購買意願進行消費決策，同時也會受到其他因素之影響

而改變此一意願（Ghahtarani et al., 2020）。大眾透過消費來表達其訴求或實踐其主

張，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也是一種公民參與的形式，被統稱為「政治消費」

（political consumption）（Gil de Zúñiga et al., 2014）。政治消費是一種自我激勵的行

動，通常都是個體因為環境、道德或政治等因素，而產生的市場行為，也是一種非

典型的政治參與（Boulianne, 2022）。換句話說，政治消費是透過消費手段以表達個

體對政治或道德議題偏好的方式，這已然成為影響經濟與政治的工具（Copeland & 

Boulianne, 2022）。 

民眾會透過消費行為來表達其對政治的訴求，或實踐其對環保與倫理的主張

（Stolle et al., 2005），此類自我激勵的行動是一種非典型的政治參與（Boulianne, 

2022）。這種傾向個體屬性的市場行為，近年來在西方世界已相當常見，且也已經

有概況論述與學術發表。這些剛起步的政治消費研究多數集中在歐美各國，其成果

並不全然一致，此係因不同的社會情境和政府特性自然就會引發互異的政治消費

行為（Schwalb et al., 2023）。在西方常見的政治消費，因著不同的社會活化情境，

而產生截然不同的現象，但這些豐富且有趣的市場實況，卻在亞洲同類消費行為上

呈現出渾沌不明的型態，遑論能夠深度理解，這也凸顯出對此議題進行嚴謹研究的

必要（Schwalb et al., 2023）。 

Gil de Zúñiga 等人（2014）指出，未來政治消費的研究應更專注在影響此消費

行為的資訊內容上，因為資訊內容及其傳播方式對洞悉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如何

影響民眾行為至關重要。在目前有限的政治消費研究中可以發現，多數都是從政治

與經濟的角度切入，缺乏資訊傳播的觀點（Kelm & Dohle, 2018）。不過，當網際網

路興起後，資訊內容的傳播方式，新聞媒體、科技平台與使用者參與傳播過程隨之

巨變。多元的資訊載體除了扮演資訊引導的角色外，亦會對民眾的認知和情緒產生

渲染的效應，或讓他們壟罩在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當中（Anwar et al., 2020; 

Wong, 2022）。此外，Copeland 與 Boulianne（2022）另強調，政治消費與民眾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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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程度、其意識形態、媒體使用習慣、教育程度、政治傾向，以及所屬組織都

有密切的關聯。 

誠如前述，網路資訊傳播匿名又即時，且缺乏守門機制，不僅能助長不實資訊

的傳播，更會增進政治消費的動員（Becker & Copeland, 2016）。而迴聲室（echo 

chambers）與逆火效應（backfire effect）這兩種網路傳播的常見行為，即是助長網

路偏見與過激行動的關鍵。當相近立場的資訊在特定環境中重複傳播時，參與者可

能會認為這些資訊確為真實，進而加速或擴大同溫層的傳播，而引發迴聲室；當民

眾確信與其立場相近的資訊為真實時，面對立場相左之資訊，可能會更堅信其原本

之立場，甚至出現檢舉、反駁、肉搜等攻擊行為，此即為逆火效應（Boulianne et al., 

2020; Kitchens et al., 2020; Liebertz & Bunch, 2021; Nyhan & Reifler, 2010; Peter & 

Koch, 2016）。網際網路的發展便利多元資訊得以快速傳播，社群媒體成為促進民

眾直接參與政治的動力。而政治傾向不僅會影響傳播行為，高度政治化的議題更會

促進立場相同者彼此聯繫，相關資訊也就會透過特定的途徑傳播，加劇了迴聲室及

逆火效應（Luzsa & Mayr, 2021; Wang, Zhou et al., 2022; Yang et al., 2020）。 

上述的不實資訊、同溫層效應與網路過激行為，既是當代社會政治動員的養分，

也能進化成為仇恨動員的手段，更是認知作戰的溫床。與傳統武力戰爭相比，認知

戰是現今全球最被廣泛使用的作戰類型，其中又以透過說服、煽動、恐怖宣傳，以

及製作並傳播不實資訊等方式，來發動媒體與資訊戰為主（Gershaneck, 2021）。認

知戰的發動者常以輿論做為武器，透過各種形式的宣傳與脅迫，確保己方的團結信

念，並削弱對手的心防與意志，對遭逢攻擊的國家生存與發展俱構成嚴重的威脅。

臺灣身處於亞洲第一島鏈上，因其歷史和地緣關係，目前已成為全球遭逢認知作戰

的最前線。有心人士編纂大量虛假資訊透過網路廣泛傳送，在短期內造成民眾恐懼

與社會動盪，以掠奪其商業利益或遂行其政治目的。不實資訊通常會隨著時興議題

而浮沉，如 COVID-19 的相關謠言流竄於 2020 年初至今。當民生政策（特別是民

眾健康與食品安全）遭受不實資訊攻擊時，除了影響產業經濟、打擊政府威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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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會引發民心動盪。儘管各國執政當局在面對認知作戰時，都會即時且盡力澄清，

但經常難收實效；因此如何有效地對抗認知作戰，並採取有效的防治措施，遂成為

各國最迫切的社會、經濟、政治與外交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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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中華民國（臺灣）於 2021 年 1 月開始開放含萊克多巴胺（Ractopamine）的美

國豬肉（以下簡稱萊豬）進口，儘管執政的民進黨宣稱會在國際容許值標準下嚴格

把關，但仍引發了廣泛討論。在野的國民黨除了在立法院杯葛開放萊豬政策外，並

大量應用自製或剪輯重製的影音資訊，指稱吃了含有萊克多巴胺飼料的豬隻會產

生抽搐和躁動等現象，透過社群媒體強力發送，呼籲其支持者發動抗爭。儘管遭到

國民黨引用的影片原創者美國動保團體 Animal Outlook 表示，在授權國民黨使用時

已經清楚告知影片中的豬隻並沒有使用含萊劑的豬隻飼料，但在社群媒體的轉傳

下，該影片引發部分民眾恐慌，短期內即對國內農業政策及農畜產銷產生重大衝擊，

更引發部分民眾對開放萊豬政策的不滿，促成後續第 18 案的全國性公投案成案。 

萊豬進口的正反意見論述與不實資訊衝擊，引發社會動盪，進而嚴重衝擊政府

施政。消費者會透過內在與外在資訊（如資訊吸收、資訊處理、行為動機、媒體傳

播，以及周遭環境），對特定品牌或商品進行選擇和決策（Huang et al., 2020; Wu et 

al., 2022）；甚至連消費者個人的政治立場，也都會影響其消費意願和行為，特別是

當其閱聽到有政治動員力的資訊時（Copeland & Boulianne, 2022）。此一不實資訊

的傳播與後續產生的效應，不僅促發國人的政治消費行為，更會在不同性質的社群

團體中產生迴聲室現象，反應激烈者亦開始在網路世界中發表偏激言論，更甚者會

在真實世界裡產生脫序行為。這些一連貫的事件，觸發了研究者深入探討的動機，

首先便是從文獻中爬梳出政治消費的肇因。 

消費者涉入度會影響其對產品的認知與情感反應、資訊搜尋與解釋，以及品牌

選擇（Li et al., 2022）。資訊的呈現方式、資訊來源可信度，以及使用者回應習慣，

都會影響其對資訊的採信，進而影響到其後續行為（Buchanan, 2021; Ettinger & 

Jehiel, 2021; Himma-Kadakas, 2017; Maity et al., 2018）。過往研究顯示，圖文並茂的

資訊會更能影響人類的行為意願（Chau et al., 2000; Pooja & Upadhyaya, 2024）。此

外，資訊來源可信度也對傳播效果產生顯著的影響，如果資訊傳播者是熟識的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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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收訊者會更容易產生高度的信賴度，因為他們不會懷疑傳播者的意圖不良

（Buchanan, 2021; Pornpitakpan, 2004）。當收訊者認為資訊來源不會因傳播此一資訊

而獲利時，會更容易將此傳播動機歸因於該資訊的有用度和正確性；反之，則會將

資訊發送動機歸因於有利可圖，而降低對該資訊的信賴度（Ettinger & Jehiel, 2021）。 

基於 Gil de Zúñiga 等人（2014）對於重視政治消費之資訊內容的呼籲，也基於

Copeland 與 Boulianne（2022）對政治消費與媒體使用、計劃行為、政治立場與所

屬組織有密切關聯的強調，面對臺灣近年來陸續發生如臺東鳳梨滯銷、食用萊豬會

引發人體健康疑慮等農業不實資訊，儘管相關部會極力澄清，但在部分政治團體的

刻意操作下，仍引發社會恐慌之現象，研究者在臺大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就讀

博士班期間，選修梁朝雲教授指導之「專題研究」課程，即選擇臺灣政府決定開放

含有萊劑的美國進口牛肉和豬肉為研究議題，探討農產品政治消費的資訊傳播行

為，此為本博士學位論文的初始研究（亦稱研究一）。 

研究一旨在探索進口萊豬的政治消費，其係以兩支萊豬影片做為對照素材，短

片一是由毒理專家主講的科普影片，短片二是經剪輯、具政治動員的不實廣告。研

究依據相關文獻建議，以涉入度、政治傾向和資訊呈現方式做為自變項，資訊來源

可信度為中介變項，消費意願為應變項，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後簡稱 CFA）與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後簡稱 SEM）

來檢定這些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causal relationship）。其研究目的包括：（1）探究

資訊來源可信度、資訊呈現方式、涉入度，以及政治傾向對消費意願的影響；（2）

分析資訊來源可信度對消費意願的中介效果；（3）比較科普影片與不實資訊短片之

間的差異。研究一透過 1,474 份有效樣本的分析發現，臺灣民眾的政治傾向與資訊

來源可信度是預測其豬肉消費意願的強韌指標，民眾所偏好的資訊呈現方式也會

產生正向影響。針對專家講授的短片一（正面的真實資訊），政治傾向與資訊來源

可信度對消費意願都會產生巨大的正向影響，資訊呈現方式也有微幅的效應，但涉

入度則無影響。針對在政治動員的短片二（負面的不實資訊），政治傾向、資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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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可信度與資訊呈現方式都會中度且正向地影響消費意願，而涉入度也會產生微

幅的影響。本研究結果除確認以資訊呈現方式為中介的預測模型外，同時也發現豬

肉消費在臺灣已經成為政治問題，而非單純的市場消費問題。 

研究者在完成研究一後發現，因為臺灣過往缺乏政治消費的相關研究，因此研

究結果難收對照或佐證之效。此外，研究一以豬肉消費為引，採用量化的調查研究，

除了較難精準判定受調者的政治傾向的差異外，對於受調者的社會心理狀態亦可

能有深究不足之處。為了深化研究一，也期避免因調查情境受限對研究結果難收佐

證之功，研究者在選修由系上的「社會科學質化研究方法」時，啟動了相關主題的

另一項質性研究（亦稱研究二）。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1）消費者對資訊獲取與

回應行為對農產品政治消費的影響；（2）消費者之計劃行為對農產品政治消費的影

響；（3）消費者之政治立場對農產品政治消費的影響。研究二針對七名精擅傳播，

同時也是豬肉製品消費者的新聞工作者，依循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的研究

程序，以半結構式的深度晤談法（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來收集研究

資料，並經編碼後針對資料進行分析，來達成上述研究目的。 

研究者在研究二發現：（1）資訊來源多因應生活習慣與工作需求，科學證據

與政府公告則可強化來源之可信度；（2）日常多偏好影音資訊的呈現方式，但也

會因特定需求而有他類選擇；（3）會依發訊者親疏遠近和所涉事態大小，而有不

同程度的互異回應；（4）包含環境永續、健康飲食等概念的食物倫理態度會決定

農產品的政治消費意願，而自由民主風氣則會限縮對不實資訊的防治方式與程度；

（5）自主性高的飲食抉擇不會受控於外，然同溫層效應已成為當代社會的主流壓力；

（6）因工作特性而生的自信與自省，可自助明辨政治消費相關資訊的真偽，又可強

化自身的新聞專業形象；以及（7）政治立場會左右市場認同，並強化支持或抵制

的消費行動，但也可能限縮人們接受多元觀點的能力（康仁俊、梁朝雲，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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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與研究二都是以進口萊豬為引，從資訊傳播的角度來探究政治消費。除

了正規研究結果外，研究者另發現，政治立場和性別都會對網路偏激行為產生影響，

還有媒體工作者對不實資訊防治方法的觀點不同於一般民眾。也因此，研究者針對

前者加以醞釀，續以進口萊豬為引，探究迴聲室效應、逆火效應等網路偏激行為，

以及不同政治傾向與不同性別之受眾地差異性，進而形成了第三項研究（亦稱研究

三）。同時，為辨別媒體從業人員與一般社會大眾在防治不實資訊上之差異，研究

者規劃進行第四項研究（亦稱研究四），希冀透過大樣本的調查研究，以釐清支持

不實資訊防治的前置因素及預測模型，並據此研擬政府偕同媒體與大眾共同面對

認知作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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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系列概述 

本系列四項研究係以中華民國臺灣開放萊豬及其製品進口為引，分別以量化

和質性研究方法，深度探究國內消費者的政治消費行為。不同於西方過往研究多以

政治和經濟取向出發，本系列從資訊傳播觀點為視角，研究一（政治消費量化）應

用量化方法實證政治消費行為，研究二（政治消費質性）續採質性研究取向，以半

結構式深度晤談方法來探討消費者之資訊獲取與回應行為、計劃行為、政治立場，

與農產品政治消費之間的關聯性；研究三（逆火效應）以計劃行為及資訊呈現、迴

聲室效應為變項，探究臺灣民眾在高度政治對抗中常見之迴聲室行為與逆火效應

之間的因果關係，並分析不同政治傾向和性別之民眾的逆火效應；研究四（防治方

法）續以計劃行為、政治傾向，以及資訊來源、態度和資訊呈現方式為變項，希冀

藉以建構防治不實資訊的預測模型與理論基礎，並比較媒體從業人員與一般大眾

對支持不實資訊防治方式的差異。系列研究關係圖如圖 1。 

 

 

圖 1：系列研究關係 

研究一（政治消費量化） 

量化調查研究以實證政治

消費的日常化行為。 

研究二（政治消費質性） 

質性研究以探討消費者對政治

消費之資訊獲取與回應行為。 

研究三（逆火效應） 

探究臺灣民眾在高度政治對

抗中常見之迴聲室行為與逆

火效應之間的因果關係，並

分析不同政治傾向和性別之

民眾的逆火效應。 

研究四（防治方法） 

建構防治不實資訊的預測模型

與理論基礎，並比較媒體從業

人員與一般大眾對支持不實資

訊防治方式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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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研究透過研究啟動、結果反饋，與研究延伸共歷時三年；研究後發現，

在網路時代的人際傳播中，迴聲室與逆火效應會透過網路的匿名機制，助長其蔓延

與惡化，而臺灣因為高度政治對立，透過政治動員產生的逆火效應，除加劇造成國

人分裂外，位處認知作戰最前線的臺灣，亦會遭到不實資訊侵擾而深陷危害。因此，

如何研擬出具體有效之不實資訊防治方式，在臺灣更顯重要。研究者在本系列研究

中，除建立本土化政治消費的基礎理論模型外，面對迴聲室與逆火效應的不可迴避

性和有待深研的必要性，更透過研究四建立政治消費與逆火效應的理論基礎與預

測模型，希望能為爾後政府在建立防治不實資訊傳播之政策、法規與措施時，提出

策略方向與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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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目的 

面對真假難辨的不實資訊時，基於「寧可信其有」的心態，消費者確實會改變

其購買決定（Lewandowsky et al., 2012）。有些農業假資訊是透過「內容農場」來大

量產製，他們模仿新聞網站之編排和報導，讓民眾誤以為其登載的資訊已經過專業

新聞守門而信以為真。這些假資訊再經由特定管道、採小群體的傳播模式發送

（Bakker, 2012），在個人成見與同溫層效應下轉傳，徒增農民及政府的困擾

（Lewandowsky et al., 2012）。臺灣過往缺乏政治消費的相關研究，研究者依據自己

長期在媒體機構工作的經驗，並有機會深度觀察國內媒體內容與傳播方式，再根據

前面研究一和研究二之研究成果推演，認為農業相關資訊的傳播效果，會因政治立

場而產生迴聲室與逆火效應等網路偏激行為，因此觸動了研究三的執行。研究三的

研究目的包括： 

一、 探究計劃行為、資訊呈現方式與迴聲室對逆火效應的影響。 

二、 分析迴聲室對逆火效應的中介效果。 

三、 比較不同政治傾向與性別之間的差異。 

研究者在媒體實務經驗上亦發現，媒體工作者因工作屬性及環境的不同，對於

資訊接收量和相關評量之考量較一般大眾廣且深。媒體從業人員基於任務需要，必

須因應突發事件的處理，也需要結合各種資源及各項即時資訊以達成任務（Liang, 

2020）。因此，媒體引用網路素材的比重將越來越高（Liu et al., 2019）。而強烈的社

會互動性，時間壓力、社會責任、新聞倫理道德與同業競爭衝突等，更成為當代媒

體從業人員職業的特性（Painter-Morland & Deslandes, 2017）。儘管傳統專業主義倡

導者堅信，新聞工作應該由學有所長的專業人士負責內容產製、過濾與傳送

（Hodges, 1986）。客觀性規範也會要求新聞從業者以追求真理，並實現真實、準確、

平衡和公平的媒體報導為職志（Revers, 2014）。但因為前述網路即時資訊的重要性，

加上媒體在資訊傳播過程中會對大眾會產生渲染效應（Anwar et al., 2020），特別是

在現今的社群媒體時代，因為資訊大量產製自非專業人士，媒體資訊的可信度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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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挑戰（Knight & Cook, 2013）。如何防治不實資訊，遂成為當今媒體從業人員

關切的議題，也成為公眾對他們的職業倫理要求。 

根據過往文獻，不實資訊的防治會受到個體政治立場和資訊傳播方式所影響

（Copeland & Boulianne, 2022; Maity et al., 2018）；而因應不實資訊也是一種計劃型

行為（planned behavior）（蕭禾秦、梁朝雲，2022；Koohikamali & Sidorova, 2017; 

Xiao et al., 2021）。因此針對媒體從業人員與一般大眾對不實資訊防治方法的差異，

研究者啟動了研究四，具體的研究目的包括： 

一、 探究政治傾向、計劃行為、資訊來源，以及資訊呈現方式對不實資訊防治方

式的影響。 

二、 分析態度與資訊呈現方式對不實資訊防治方式的中介效果。 

三、 比較媒體從業人員與一般大眾之間的差異。 

研究者冀望透過此四項系列研究，除了為臺灣政治消費研究奠定論證基礎外，

對於臺灣近年因政治對立而極易產生的迴聲室與逆火效應，提出有效的減緩策略。

同時，在面對農業假資訊的日漸增加，能提供社會大眾與政府農政及衛福部門、傳

媒事業單位及一般社會大眾，防治不實資訊之具體作為和相關策略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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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流程 

研究三與研究四都採取量化研究取徑，研究三主要在分析不同政治傾向與不

同性別之間對逆火效應的差異，研究四主要探究媒體從業人員與一般大眾之間對

不實資訊防治方式的差異。兩個研究的執行程序依序均可分為準備、實施、完成等

三個階段（圖 2）。 

一、預備階段 

(一) 確立研究主題 

研究者收集且閱讀逆火效應和迴聲室，以及它們的成因和影響等文獻，同時搜

整政治消費、計劃行為，以及不實資訊防治之相關論述，透過媒體實務工作上

的經驗與觀察，以及在前兩個研究的研究背景下產生研究動機，擬定研究三與

研究四之研究方向，進一步確定研究主題。 

(二) 文獻探討 

透過國內外電子資料庫和學術相關網站廣蒐研究報告、期刊論文、政府暨產業

資訊等文獻，加以組織、分析及歸納其研究成果，以釐清研究三與研究四之研

究主題的理論內涵，做為後續探索與立論之參考。 

(三) 建立研究架構與擬定研究問題 

建立研究三與研究四的研究架構，並分別提出研究問題與假設模型。 

二、 實施階段 

(一) 研擬問卷初稿 

研究者以個人媒體實務經驗為基礎，研讀過往文獻與相關量表，以建構問卷題

項的初稿，再透過訪談十數名專家學者及潛在受調對象以提供問卷內容之修改

建議，並參酌潤飾或修正，完成預試問卷之編製。 

(二) 預試調查 

研究三與研究四所稱之預試調查係指先導研究（pilot testing），就某領域進行

探索，並產生初步瞭解，用於挖掘研究主題中包含的潛在構念（王馨敏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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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項研究的受調對象皆為預試調查之被施測者，研究者在預試問卷完成後即

進行修改，再透過宣傳和說明，並經由網路發放問卷進行施測，預計回收百份

以上的有效問卷。 

(三) 編製正式問卷

在預試並回收問卷完成後，研究者將預試問卷之有效樣本進行敘述性統計、探

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mean 值、Cronbach’s α（α

值），先依照分析結果挑選出不符標準、可能須要被刪減的題項，再經由諮詢

專家學者的意見後，製作正式問卷的初稿，而後再度進行 EFA 與 α 值等分析，

並依分析結果研判因素結構，重新確立正式施測的問卷。

(四) 正式施測

當正式施測的問卷研發完成後，研究者以中華民國臺灣年滿 18 歲以上，且有

購買豬肉消費、料理或相關製品經驗之消費者為施測對象，其中，研究三針對

一般民眾，研究四施測對象因研究對象不同，在職業別部分則區分為一般民眾

以及從事媒體工作者兩者進行施測。為求取樣精確，研究者預期將透過媒體組

織、工會等專責媒體單位進行宣傳與說明，再透過網路發放問卷，預計回收有

效問卷 1,200 份以上。

三、 完成階段 

(一) 資料分析 

研究者在兩次正式問卷完成後，首先排除無效樣本，並將正式問卷之有效樣本

予以編碼、彙整，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V25.0 與 Amos™ 25 統計軟體

進行敘述性統計、CFA、SEM 及差異分析，並撰寫最終的研究結果。 

(二) 結論與建議

針對研究成果進行歸納和討論，並撰寫研究結論與建議，以提供後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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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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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涉及之各項專有名詞，說明如下： 

一、 萊克多巴胺（ractopamine）：一種動物飼料添加物，能助長動物減少體脂肪，

亦稱為瘦肉精。 

二、 政治立場（political stance）：泛指政黨傾向，是民眾對不同政治立場之政黨的

認同與偏好程度，亦是民眾對政治的心理狀態，用以導引或影響個體對政治

目標或其情境的反應；一般會以左傾或右傾之政治光譜（left-right political 

spectrum）或其意識型態與政黨歸屬來進行區分，在臺灣政黨多依兩岸認同為

考量，區分為藍綠兩大區塊。 

三、 政治消費（political consumption）：民眾透過消費行為表達對政治的訴求，或

是實踐對環保與倫理的主張。 

四、 消費意願（consumption intention）：消費者在評估特定產品或服務後，願意為

消費支付經費的可能性，亦是消費心理的狀態展現。 

五、 認知作戰（cognitive warfare）：有別於左右資訊內容的資訊作戰，和壟斷媒體

的媒體作戰，認知作戰是整合資訊與媒體的總體作戰，既操作資訊內容，又

進佔媒體管道。認知作戰又泛指結合多元媒體與通訊技術，應用不實資訊，

透過煽動、說服、收買等方式，刻意製造社會衝突的手段，影響或破壞社會

互信網絡並加深對立。 

六、 資訊呈現方式（information presentation）：可分為口語和視聽傳播兩種形式；

另依製作方式的不同，分成以影像、聲音或是動畫來呈現的動態模式，以及

利用文字、圖形或圖像的靜態模式。 

七、 資訊來源（information source）：區分為內在資訊及外在資訊兩種來源，內在

資訊來源如資訊吸收、資訊處理、行為動機等，外在資訊來源則指如媒體傳

播、親友推薦、周遭環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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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資訊來源可信度（information source credibility）：人們對資訊來源的真確性、

專業知能，以及正直誠信的信賴程度。 

九、 不實資訊（disinformation）：亦稱假資訊，此係基於刻意或惡意杜撰、捏造、

竄改，藉由傳媒、網際網路或個人社交網絡傳播，意圖欺騙公眾改變認知，

讓人誤信其為真實，或藉此謀取不當利益之資訊。其與 misinformation 不同，

後者係因疏忽或不慎而造成的虛假陳述。 

十、 不實資訊防治方式（ways of preventing disinformation）：為社會面對不實資訊

所採取的防治手段，通常可分為政府干預或法律規範、問責媒體暨平台、深

化資訊媒體素養、建立與推廣事實查核平台等方式；本研究將防治方式區分

為結構和認知兩種干預方式。 

(一) 結構干預（structural intervention）：以外在環境和法令制度來結構性地調

節民眾與資訊內容的互動，特別是以政策治理、制度監理與法律規範併

進的方式，如政府干預、立法規定、問責媒體暨科技平台等。

(二) 認知干預（cognitive intervention）：是指改善民眾認知與強化應對能力的

方式，如深化資訊媒體素養、建立與推廣事實查核平台等。

十一、 逆火效應（backfire effect）：當民眾確信與其立場相近的資訊為真實時，面

對立場相左之資訊，會更堅信其原本立場，而出現檢舉、肉搜、反駁、霸

凌等具攻擊性的網路偏激行為。 

十二、 迴聲室（echo chambers）：相近立場的資訊在特定環境中重複傳播時，參與

者會認為這些資訊確為真實，進而加速或擴大同溫層的傳播。 

十三、 涉入度（involvement）：個人基於自己的興趣、需求和價值觀，對特定事物

產生接觸與介入的攸關程度，或是經由特定的刺激情境下所激發的心理狀

態。可區分為：產品、訊息與情境三類涉入度。 

(一) 產品涉入度（product involvement）：個人認為特定產品對自身興趣、

需求與價值觀的關注程度，即產品對消費者的意義或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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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訊息涉入度（message involvement）：個人對特定訊息內容的關切程度

或接觸期間的心理狀態，即消費者對訊息內容所產生的注意力或反映，

或是對特定訊息的關心程度。 

(三) 情境涉入度（situational involvement）：係指在某種情況下的短暫或臨

時狀態，會因為個人需求或興趣所引起對特定事物的關心程度。 

十四、 計劃行為（planned behavior）：意指人類行為並不完全由意志控制，而會受

到其他內在主觀認知和情感，以及外在客觀環境因素所影響，該學理統稱

為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態度、主觀規範、知覺

行為控制為計劃行為的三大組成要素。 

(一) 態度（attitude）：屬心理層面的感受，是對情境的價值觀、感覺及動

機，也是個體對特定行為所抱持之正負向認知，以及對此行為可能致

生結果的正面或負面評價。 

(二) 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當個體要採取某種行為時，會受到他人

認同此行為與否的影響，也是個體感覺到外在參考團體或重要他人的

壓力或影響。 

(三) 知覺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一種以自我意志來控制

行為意願的感知因素，即個體對執行某種行為時會認知到的難易程度

和內在自信，以及所需要的外在支持或資源。 

  



doi:10.6342/NTU202501594

19 

第七節 潛在貢獻 

臺灣以農立國，農業為經濟發展與民生根基。除了傳統農耕外，農業相關休閒

產業之蓬勃發展，亦成為臺灣面對國際競爭與觀光發展的硬實力。本系列研究從資

訊傳播角度對農產品政治消費、網路偏激行為，以及不實資訊防治進行深入探討，

研究結果預期可提供產、官、學界在研擬農政推廣及遏止不實資訊的政策制定做為

參考依據。爰此，預期產生以下三點潛在學術研究貢獻： 

一、實證臺灣民眾在農產品消費時，因政治傾向、食物倫理、資訊來源可信度、資

訊呈現方式等因素而影響消費意願，進而產生政治消費日常化的現象，以建立

本土化政治消費的相關學理。 

二、在政治消費的背景下，探究計劃行為、資訊呈現方式與迴聲室對逆火效應的影

響，並釐清不同性別與政治傾向之民眾間的差異，以建構逆火效應的預測模型

與理論基礎。 

三、在前述政治消費的情境下，探究政治傾向、計劃行為、資訊呈現，以及資訊來

源對不實資訊防治方式的影響，並融入媒體從業人員之特殊性，建構其與一般

民眾在防治不實資訊，運用不同策略的學理依據。 

除此之外，本系列研究亦能產出以下潛在四點之實務貢獻： 

一、為各級教育機構在制定資訊傳播與食農教育課程和活動規劃時，提供制定方

針與評估原則。 

二、為農企業與整體社會推廣動物福利政策注入潛在量能。 

三、為地方政府在農政推廣時，能據以研擬精準且有效的傳播方式。 

四、為中央政府在面對認知作戰時，提供建立防治政策之方向並制定有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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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政治消費與消費意願 

一、政治消費 

政治消費（political consumption）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也是一種公民參

與的形式（Gil de Zúñiga et al., 2014）。政治消費是透過消費手段以表達政治偏好

的方式，更成為影響經濟與政治的工具（Copeland & Boulianne, 2022）。研究發

現，政治消費可分為聯合抵制（boycott）與支持購買（buycott）兩種形式

（Endres & Panagopoulos, 2017; Gotlieb & Cheema, 2017; Kelm & Dohle, 2018）。聯

合抵制是指消費者針對一家或多家公司，用拒絕消費做為對企業一種懲罰手段的

集體行動，聯合抵制並非個人行為，通常會透過組織，在特定時間內進行的一種

有計劃性的行為；支持購買則是以獎勵為導向的個人行為來支持心儀的企業與旗

下之商品。學者發現，消費者會因為企業的不良行為，產生認同或排斥心態，因

此引發聯合抵制它的產品或服務，也會支持購買與他們觀點一致的企業產品或服

務的行動（Stolle et al., 2005）。過往研究指出，民眾會因為環境、道德或政治因

素，產生政治消費的行為（Gil de Zúñiga et al., 2014）。特別的是，在政治消費行

為中，採取聯合抵制的行動會多於支持購買的行為（Grünbaum & Stenger, 2015; 

Gundelach, 2020; Kelm & Dohle, 2018）。 

研究亦發現，政治消費不僅限於採與聯合抵制與支持購買等行為，也包含了

民主參與上的選舉投票，這些都是不同類型的政治消費，與為政黨從政或服務不

同，此種類型的政治消費模糊化公共與私人領域的界限，是一種非常規的社會參

與形式（康仁俊、梁朝雲，2024；Dalton, 2008; Earl et al., 2017）。相關研究指

出，民眾會用購買力來表達自己的環境主張或道德立場，而當政治立場介入民眾

的評斷考量時，不同的政治立場對特定產品的消費意願也會產生絕對的影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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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政治立場區分泛藍與泛綠兩個陣營，泛藍係以認同中國國民黨（政黨代表

色為藍色）及與其政治理念相近的其他政黨支持者所組成，泛綠陣營則是以認同

民主進步黨（政黨代表色為綠色）及政治理念相近的其他政黨支持者所構成。學

者指出，消費者的政治立場將會強化其消費意願並促成政治消費（Copeland & 

Boulianne, 2022; Kim & Chung, 2021）。 

過往研究發現，政治消費與人際網絡互動有關，人際網絡內的同儕力量也會

影響民眾是否進行政治消費的決策因素，網路資訊亦是推動政治消費的重要工具

（Becker & Copeland, 2016; Boulianne, 2022）。當消費者決定是否採取聯合抵制或

支持購買的政治消費前，傳播媒體通常是聯合抵制者的資訊來源，支持購買者則

多半會透過口耳相傳的資訊傳播做出決策（Neilson, 2010）。同時，學者認為，消

費者會受到社交網路分享、評論，以及社會氛圍的影響而產生政治消費行為，甚

至產生推波助瀾的效果（Baek, 2010; Neilson & Paxton, 2010）。 

過往政治消費相關研究發現，中年、女性、高教育程度、經濟條件充裕，以及

對政治有高度興趣與積極參與者，較容易產生政治消費的行為。其中，教育程度高

和對政治較不信任者，會比較容易產生聯合抵制的行為，而採取支持購買行為則多

會受到收入、政黨認同度，以及公民規範所影響（Atkinson, 2015; Copeland & 

Boulianne, 2022; Kelm & Dohle, 2018; Madani et al., 2021）。儘管政治消費已成為常

態，相關研究亦多有著墨，不過，目前政治消費研究多集中於西方世界（Copeland 

& Becker, 2019; Echegaray, 2015; Koos, 2012; Schwalb et al., 2023），且多從政治與經

濟的角度切入進行研究（Baumann et al., 2015; Copeland, 2014; Madani et al., 2021; 

Yates, 2011），較少從資訊傳播的角度來探究此一重要的議題，亦是激發本系列研

究的動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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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費意願 

當消費者在決定進行消費前，會先確認自己的需求，再依照偏好來尋找商

品、進而產生興趣、評估，最後進行採購，產生最終的消費行為（李威龍等，

2005；Casais & Faria, 2022; Everard & Galletta, 2005; Kim & Chung, 2021）。根據消

費者行為理論，消費者會透過內在與外在資訊（如資訊吸收、資訊處理、行為動

機，以及周遭環境），並受到媒體傳播資訊之影響，對特定品牌或商品進行選擇

和決策（林南宏等，2007；Huang et al., 2020; Wu et al., 2022）。研究指出，消費

意願通常會以「可能購買」、「會去購買」、「願意推薦」與「願意收到相關資訊」

等項目來進行衡量（Chow et al., 2022; Everard & Galletta, 2005; Ghahtarani et al., 

2020）。 

消費行為的起始點在消費意願，此意願指的是，當消費者對欲購產品執行整

體評價後依照其自主意願進行消費的心理狀態，也是消費者受到產品與外在因素

的刺激後會想去購買的可能性，消費者會按照其消費意願來做出消費決策，其中

包含了行為與互動的過程（Chow et al., 2022; Spears & Singh, 2004）。學者認為，

消費意願並非具有不可變動性，消費者在做出最終消費行為前，也會受到外在因

素的影響，例如所接獲的資訊內容、人際關係的親疏遠近，以及個人價值的判

斷，甚或當下所處環境的氛圍、輿論探討的方向，進而改變其原始的消費意願，

做出最終決策（Ghahtarani et al., 2020）。 

儘管學術界有許多學者已針對消費意願議題進行多項研究，不過，學者亦指

出，由於傳播資訊的社會背景對於理解多變的媒體環境如何影響公民行為至關重

要（Gil de Zúñiga & Collogues, 2014），同時，政治消費意願和行為的促成因素尚

未被研究透析，因此學者也呼籲，未來應在相同主題下，著重理解媒體使用與政

治消費之間的社會連結，並注重不同資訊管道與來源，以及在其上的資訊內容和

傳播活動進行更詳盡的研究，至為重要（Kelm & Dohle, 2018; Neilso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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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認知作戰、不實資訊與因應對策 

一、認知作戰 

認知作戰（cognitive warfare）是一種透過資訊傳播達到特定目的的方式，係指：

透過操縱環境資訊，從多重領域製造衝突，以達成控制他人心理狀態與行為模式的

行動（Hung & Hung, 2022）。近年各國相關研究發現，透過使用各種媒體進行宣傳

或脅迫，以鞏固己方的意志與團結，並削弱對手的戰鬥意志、瓦解其組織的手段，

也是認知作戰中最常被使用的方式（Gershaneck, 2021）。研究指出，臺灣因為兩岸

特殊關係與緊張情勢而形成的地緣政治，近年來除了受到鄰國所發動的軍事恐嚇、

情緒煽動、利益誘惑、宗教干涉、電訊干擾、媒體購買、系統破壞等手段遂行認知

作戰外，另有透過匿名 IP 設定議題，從特定的網路社群傳播不實資訊，試圖影響

新聞趨勢以及製造輿論，甚至以獎勵或脅迫的方式，促使民眾轉發進而代為宣傳，

以達到動盪局勢和擾亂民心的目的（康仁俊、梁朝雲，2024）。學者認為，臺灣已

經成為遭受不實資訊強烈攻擊的民主前線，而最終目的，則是意圖阻止臺灣尋求國

際認同（Gershaneck, 2021）。 

認知作戰的發動者通常會透過：自製版本對內宣傳、對外壓制批評觀點、管控

資訊傳播系統等策略，來影響世界各國的新聞媒體。同時，由於民生議題與民眾生

活息息相關，同時涵蓋多元面向，因此民眾會高度關注相關議題，因此，認知作戰

所用的不實資訊，通常會以民生關切的議題為導向，來引導民眾的感知和行為，若

成功引起民眾注意，不只會引發恐慌，民眾甚至會因意見不同產生爭議，進而對政

府決策產生社會壓力，造成執政困擾（Hasell & Weeks, 2016）。特別的是，有別於

媒體戰專注於輸入端的資訊內容，認知作戰更關注接收端資訊內化的控制，同時，

發動者甚或會特別針對受眾的差異性訂製專屬內容，以便對特定對象進行煽動、利

誘或脅迫的操縱，達成遂行認知作戰之目的（Hung & Hung,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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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研究發現，網路平台與社群媒體是發動認知作戰的最主要管道（Lazer et 

al., 2018）。其中，由於臺灣網際網路發展快速且趨於成熟，民眾多已習慣透過手機、

電腦等個人化資訊產品中獲取所需資訊，因此，網路平台常見的內容農場成為有心

人士系統性地發動認知作戰的操作地，發動者會將所欲傳播的不實資訊以偽新聞

的方式進行包裝，進而透過控制搜尋引擎及廣告置入的方式與手段，藉此規避網路

審查並大量投送，讓閱聽受眾誤信其為真實，以達到壓制和渲染特定資訊的效果。

研究發現，儘管透過網路進行資訊傳播有其特性與優勢，不過由於網路訊息傳播的

可匿名性與缺乏守門機制，也成為有心人士大量散布利己或有損他人資訊，同時成

為發動認知作戰的有效管道（Himma-Kadakas, 2017）。學者更提出警訊，認為民主

世界標榜的言論自由已經受到不實資訊影響而被濫用，面對臺灣特有的區域情勢，

認知作戰更對臺灣的自由和主權構成極大的威脅（Gershaneck,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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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實資訊 

不實資訊（disinformation）專指惡意扭曲或虛構內容不正確或與事實不合的資

訊，意圖欺騙公眾或改變他人認知，或是為圖謀不當利益而創造和散播之資訊（康

仁俊、梁朝雲，2024；Pennycook et al., 2021）。不實資訊可區分為刻意製造並傳遞

的不實資訊（disinformation）與未經查證且不具任何目的而散布的不實資訊

（misinformation），本研究之不實資訊則聚焦在具有特定目的並刻意製造者。過往

研究指出，不實資訊的製造者通常會透過：自製版本對內宣傳、對外壓制批評觀點、

管控資訊傳播系統等策略，來影響世界各國的新聞媒體。研究指出，不實資訊透過

廣泛的傳播，將會製造民眾恐慌、衝擊政府政策，並破壞消費市場的運作，甚至會

可能從中牟取暴利（Alemanno, 2018; Pennycook et al., 2021; Xiao et al., 2021）。實務

上亦發現，過往曾有不實資訊刻意針對單一國家的航空公司、時尚品牌、運動員和

體育協會、娛樂事業、學術研究、教育體系進行散布、滲透和鉗制，甚至會收買國

際組織實施控制和影響，其最終目的在於限制資訊自由流動，並藉此遏制公民社會

的正常發展（Hung & Hung, 2022）。 

研究發現，當農業不實資訊透過不同管道傳播時，將會對消費者健康和社會經

濟，產生巨大的危害（康仁俊、梁朝雲，2024；Wansink, 2006）。研究指出，當不

實的農業資訊出現時，即使經過相關單位的澄清，但消費者基於「寧可信其有」的

心態，經常會更動當下的消費行為（汪志堅、賴明政，2001；Lewandowsky et al., 

2012）。在臺灣，2018 年時網路出現一張卡車載滿鳳梨倒進水裡的照片，宣稱是國

產鳳梨沒人要所以只好倒掉（楊淑閔等，2018），儘管農委會澄清此照片發生地為

中國，同時透過不同平台予以澄清駁斥，但該資訊仍造成鳳梨農恐慌，連帶導致鳳

梨價格下滑。同年，網路流傳另一張大量香蕉遭到卡車運載並被傾倒在地上的照片，

圖說則標記該照片為「高雄旗山美濃的香蕉棄置現場新聞不敢報，一切都被新聞封

鎖」（黃佳琳，2018），隨後有特定政黨轉貼在官網，引發社會討論，雖時任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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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委的陳吉仲緊急召開記者會，澄清該照片是 2007 年時由公視拍攝，並非當年

的狀況，但是該消息流傳後，仍造成蕉價下滑與引爆市場恐慌。 

農業假資訊的發布與傳播有時是意圖干擾政府機關運作，例如，2019 年時網

路曾盛傳「全國農業金庫把農漁民的存款搬到海外」的資訊（黃捷，2019），流傳

者並引用未經查證之資訊，指稱農業金庫出現營運危機，儘管農業金庫澄清相關傳

言為不實資訊，但短期內仍造成存戶擔憂與恐慌，嚴重損害農業金庫信用，並損及

存款誤信人及股東權益（康仁俊、梁朝雲，2024）。除此之外，農業假資訊的散布

也可能是為了謀取特定利益（Kang & Liang, 2023）。例如，2020 年 3 月，臺東鳳梨

才剛結果之際，即有人在網路上傳播指稱產自臺東的鹿野鳳梨因 COVID-19 疫情

而滯銷，該資訊並盜用農民在鳳梨田中與鳳梨乾加工等畫面，鼓吹民眾多多上網採

購，幫忙救助農民度過難關（章明哲，2020），被質疑是果乾業者希望增加銷售量

而進行的惡意操作；即使農委會表示當時鳳梨根本還沒採收，並指稱要將該資訊送

交臺東縣警局追查，並呼籲社會大眾勿信此資訊，但仍造成農民的巨大困擾。 

學者指出，民眾會依據政治傾向和偏好來選擇資訊來源和內容（Flaxman et al., 

2016），當其接收到悖離自己政治信念的資訊時，通常會產生抗衡的心理，並更堅

定原本的政治信念（Copeland & Boulianne, 2022; Luzsa & Mayr, 2021）。如此一來，

若不實資訊透過特定政黨的資訊來源或社群傳送時，熟悉該來源或屬於該社群的

民眾自然會對這些資訊深信不疑。當民眾無法辨別資訊真偽，即便是正反意見並陳，

民眾更會受到自己的政治傾向所影響（Traberg & van der Linden, 2022）。當政府施

政受到不實資訊攻擊時，部分民眾的負面情緒會被激發，負面情緒越多，越會限縮

其多元觀點，並降低對政府的信任感（Hasell & Week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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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實資訊因應對策 

目前，如何有效防治因不實資訊流傳而造成危害，已經成為各國政府在執政

時的首要之重。經過多位學者長期研究，國際間已逐漸將不實資訊防治的多項對

策統整為五種因應策略，區分為：干預或法律規範、問責媒體暨資訊平台、用演

算法提供對應資訊、建立與推廣事實查核平台，與深化資訊媒體素養等五種對策

（Alemanno, 2018; Gershaneck, 2021; Katsirea, 2018; Wood & Ravel, 2018; Xiao et al., 

2021）。也有學者將這些對策（countermeasures）分類區分成結構干預（structural 

intervention）和認知干預（cognitive intervention）兩大類（Hung & Hung, 2022; 

Lazer, 2018）。 

結構干預是指調節與民眾互動的社會環境，特別是透過以治理、監理與制定

法律併進等方式進行不實資訊防治。調節方法可包含：釐清言論暨新聞自由與不

實資訊之間的差異、監理網路平台編輯實務的透明度（特別是刪除和推播內

容）、維護內容供應商的公平競爭、對製造及傳播不實資訊者進行問責、採用新

科技以阻礙或抵消認知攻擊、提高攻擊者與本地協同者的障礙、研發受認知攻擊

的警示機制，以及透過應用演算法遏制機器人自動傳播、建立新聞從業者的證照

制度、允許民眾對不實資訊的侵權訴訟、透過外交與他國共同圍堵等方式（Hung 

& Hung, 2022; Lazer, 2018）。 

認知干預是指改善民眾認知與強化應對能力。其中，增強民眾的理性能力既可

培養民眾對不實資訊的免疫力，又可提高開放社會的寬容度。強化方法包括有：建

立明確的敵我意識、厚植資訊媒體素養、培養批判思考和資訊評鑑能力、鼓勵質疑

資訊、閱聽多種來源的資訊內容、採用不同的資訊檢索工具、要求意見領袖與媒體

自律、建立與推廣非屬政府之第三方事實查核機構、定期發布認知攻擊報告與因應

措施、邀請專家提供並說明科學數據、用演算法提供不實資訊的對應內容、提升臺

灣通用語言的多樣化等對策來加以運用（Hung & Hung, 2022; Laz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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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各國對於防治不實資訊危害的對策已逐漸形成共識，同時，研究指出。

凝聚公眾輿論和社會支持，會減弱人們表現敵意或抑制其攻擊性的行為（Luzsa & 

Mayr, 2021）。因此，採取有效的糾錯方式，讓民眾接觸且亦步亦趨地逐步引導觀

念（pacing and leading with contact），在防治不實資訊的手段上確有其必要性，此

對策也被證明是一種可與不同立場受眾溫和互動的說服方式（Nyhan, 2021; Yang 

et al., 2020）。不過，學者亦發現，即便糾錯或更正有助於化解不實資訊所引發

的負面影響，不過要進行糾錯或更正時，勢必須先揭露該不實資訊的內容始得糾

錯，如此做法卻也可能會增加不實資訊的曝光度，甚至間接強化已經接收不實資

訊者對既有信念的堅持，進而產生排斥效果，對已接收不實資訊並態度堅定者，

更可能會引發其採取不接受糾錯或加以駁斥等激烈反應，如此，反而會提高不實

資訊的可信度（Peter & Koch, 2016）。同時，亦有學者研究後發現，民眾的政治

傾向會對如何防治具政治意涵之不實資訊造成影響，甚或削弱防治對策的效能

（Copeland & Boulianne, 2022; Maity et al., 2018）。因此，時至今日，如何研擬出防

治不實資訊危害的有效對策，仍是學界與各國政府戮力研究的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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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網路回應、逆火效應與迴聲室效應 

由於網路傳播科技的快速發展與突破，加上各式社群互動平台與網路媒體的

興起，網路的特性能讓居中的使用者可以即時獲取並分享巨量影音以及文字訊息，

並達到有別於傳統媒體單向傳輸的即時互動的功能。學者指出，在網路社群等新興

科技的空間結構中，如何讓特定資訊受到民眾的關注，甚或廣為流傳，已經成為當

代重要的研究議題（蕭維傑、王維菁，2018；Liao et al., 2014）。研究指出，當民眾

在網路可互動平台上接收到資訊時，會透過按讚、給予負評、轉發、留言或評論等

行動進行回應，以表達己身對資訊的反饋，而所展現的相關反饋，則源自民眾自身

在接收資訊後對其產生的影響，進而引發行動的具體行為。特別的是，過往研究發

現，負面陳述和具情緒性之資訊更容易被民眾誤認為真實，進而引發民眾的網路回

應行為，而不同的網路反駁行為（rebuttal behavior）具有互異的效應，例如轉發資

訊會促進使用者立場的自我隔離，而進行評論則會為持相反立場的群體對資訊內

容提供更多的理解（Hasell & Weeks, 2016; Hilbig, 2009; Koch et al., 2013）。 

過往研究指出，在民眾進行網路回應行為時，將可能會連帶觸發逆火效應與迴

聲室效應。學者指出，逆火效應與迴聲室都是一種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

此兩種效應會受到人們日常回應資訊方式所影響（Bakshy et al., 2015; Drążkowski 

& Trepanowski, 2021; Kang & Liang, 2023），當兩種行為效應被觸發時，甚至會出現

抵制、肉蒐或攻擊的行為（Nyhan & Reifler, 2010）。迴聲室會觸發並加劇逆火效應，

兩相結合後將會對說服行動形成巨大的障礙（Wang, Zhou et al., 2022; Yang et al., 

2020）。過往研究指出，若民眾能養成從不同媒體或從多元檢索工具來搜尋資訊的

習慣，以及當民眾接收資訊時能立刻判斷真偽，進而防止因為自身對議題的熟悉度

或錯誤記憶來影響自己態度時，將能有效減少迴聲室與逆火效應的發生（Ecker et 

al., 2020; Nyhan, 2021; Peter & Koch, 2016; Skurnik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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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逆火效應 

逆火效應（backfire effect）亦稱迴力鏢效應（boomerang effect），係指當民眾

接收到牴觸自身信念的觀點時，有可能會刻意忽略或抗拒，進而更強烈地支持自己

原有的觀點（Buchanan, 2021; Nyhan & Reifler, 2010）。研究指出，民眾的決策會受

到相關態度與意圖所影響，態度與意圖則取決於其過去的經驗，民眾會據此評斷並

相信所收到的資訊是否為真（Nyhan & Reifler, 2010; Vedejová & Čavojová, 2022）。

當民眾接觸到與其立場相異的資訊時，逆火效應會限制民眾對相反意見的接觸與

說服效果，當民眾接收到相反觀點時，分歧的意見會導致核心論點的偏離，若試圖

進行說服或是與不同意見者爭論，只會產生更嚴重的逆火效應（Yang et al., 2020）。 

研究發現，社群平台的興起，對於逆火效應的形成會產生推波助瀾的效果，特

別是具有特定立場者，會在社群平台建構群組形成特殊聚落，並在社群內大量傳播

與其立場相近者之資訊。學者指出，相較於沒有特定政治立場以及個人主張者，若

民眾為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者和善用記憶判斷策略的個人，將更容易比其他

人引發逆火效應（Swire-Thompson et al., 2020）。同時，由立場相近者所構築的社

群平台，會大量傳播符合其立場的資訊，亦可能會導致同一資訊在相異時間以及不

同轉發者在該平台內重複傳播，隨著時間的推移，重複曝光的資訊不僅會強化具特

定意識形態者的態度，更可能會觸發及增進逆火效應（Parks & Toth,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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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迴聲室效應 

迴聲室（echo chambers）亦可稱為同溫層傳播，係指民眾（社群媒體使用者尤

甚）在共享特定想法、資訊和信仰的環境中，會選擇與志同道合的人們和意識形態

一致的內容互動，同時，迴聲室效應的觸發，也會促使民眾減少接觸與其衝突的想

法（Terren & Borge-Bravo, 2021）。研究指出，網路科技擴大了資訊傳播的便捷性，

並協助民眾獲得更多元的資訊。不過，研究也發現，特別是對政治有高度興趣及習

慣從不同媒體獲取資訊的民眾，雖然會主動去接觸對立觀點的新聞媒體和資訊內

容，但身處在迴聲室者僅能接觸到他們認同的資訊，並進而相信這些資訊代表外界

的全部意見（Flaxman et al., 2016）。學者更指出，當相似的意見在特定環境中重

複出現時，最後可能會以扭曲的形式呈現，致使身處其中者皆認定這些扭曲都是事

實（Cinelli et al., 2021）。 

過往研究發現，在資訊快速流動的多元媒體時代，當民眾處在可高度選擇的媒

體環境時，可能會因為自身偏好與當下情境，導致只選擇閱聽能強化其既有信念的

媒體與內容，甚至產生抗拒或排斥接收立場相異之資訊，進而導致意識形態的隔離

現象（Dubois & Blank, 2018; Flaxman et al., 2016）。特別是，近年社群媒體常使用

搜尋引擎及新聞推播，為強化所傳播的資訊觸及率，都會透過演算法來產生過濾氣

泡（filter bubbles），為受眾建構獨特的個人化資訊（林群維等，2011；蕭維傑、王

維菁，2018），相關研究指出，演算法所推播之個人化資訊雖可達到精準投遞的效

果，並凝聚受眾對其平台的向心力，但卻也擴大了意識型態的區隔，甚至讓受眾誤

以為其所接觸之資訊為完全真實，同時，若觸發迴聲室效應，將更會助長公眾的兩

極分化，甚或形成對立與衝突（Boulianne et al., 2020; Kitchens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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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新聞工作者特質與不實資訊防治 

傳播媒體在資訊傳播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新聞工作者面對密集的社會互動、

截稿時間的壓力，甚或是為追求獨家而與同業產生的激烈競爭和衝突，以及媒體對

新聞倫理的自我要求與社會責任，都成為當代媒體與新聞工作者的職業特性

（Painter-Morland & Deslandes, 2017）。新聞工作者為遂行任務，需進行大量的蒐集

資訊，此舉亦是個體與社會文化互動的過程（康仁俊、梁朝雲，2024）。學者認為，

新聞工作者在此過程中應秉持著報導現實（reality）、事實（facts）和真相（truth）

的價值觀，除了要找到合適的素材，更須要小心查證並有足夠的知識判斷，才能產

製出報導的文本（Garrison, 2000）。研究指出，新聞工作者會根據自己既定的意識

形態、知識結構與個人偏好，來取捨和加工資訊，最後才會呈現出報導中的「現實」

（Godler & Reich, 2013）。新聞工作者也可能會因報導時限、政府政策和媒體組織的

內部條規等因素，左右其報導內容的呈現方式（康仁俊、梁朝雲，2024；Garrison, 

2000; Godler & Reich, 2013）。研究亦發現，在民營企業或民意機構內工作的新聞工

作者，當面對要依據科學事實或順從社會現實進行報導時，經常會出現拒絕明確表

態的立場（Godler & Reich, 2013）。 

因應網路環境的發展，如何讓資訊精準地傳播到有需求的民眾面前，成為網路

媒體與平台業者的首要挑戰。其中，在網路媒體中所建置的搜尋引擎，其持續精進

的演算法，決定了資訊檢索的結果，並促進個人化新聞的推播服務。在演算法的設

計中，民眾的閱讀習慣被記錄並納入守門（gatekeeping）決策後，受眾所能接收到

的資訊開始遭平台系統過濾而不自知（Møller, 2022）。學者發現，不透明的演算法

設計讓新聞媒體曾經引以為傲的編輯誠信備受質疑，更讓不同角色的新聞工作者

之間出現緊張關係（Welbers et al., 2016）。經過濾的個人化新聞服務會將受眾鎖定

在特定的同溫層內，當受眾習慣個人化服務後，將使其不再有機會接觸到不同觀點

的資訊，此舉不僅會破壞民主審議的機制，更會對資訊的自由流動產生重大的影響

（Møller, 2022）。學者指出，現今新聞工作者與受眾之間越來越難逃脫科技系統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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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對其認知和行為的控制，並產生難以回復的傷害與影響（Møller, 2022; Sun & 

Liang, 2022）。令人擔憂的是，新聞工作者向來自詡為獨立和自主的專業人士，本

不應被利潤所制約（Nerone, 2013），但在追求即時新聞與點擊率的雙重壓力下，媒

體及其所屬的新聞工作者與傳統新聞規範的價值觀，已經受到嚴重衝擊與挑戰。 

新聞工作者因工作任務的特殊性，需在短時間內接觸大量資訊，並予以分類、

解析、重整，甚或再製及傳播，其對不實資訊的辯證能力與責任應該較一般民眾更

為慎重。媒體組織的企業責任在於致力提供得以維護公眾在創造社會、環境和經濟

繁榮之民主參與時，所需要的資訊、教育和榜樣。學者認為，媒體若要對國家社會

的民主發展有所貢獻，必須著重在其報導內容的公共性（Allern & Pollack, 2019）。

隨著數位媒體、網路平台與通訊科技的發展，新聞工作者在數位匯流的工作環境中，

須要因應許多突發事件，也需要結合多種科技資源以達成任務（Liang, 2020）。也

因此，媒體報導引用網路素材的比重日增，加上即時性的需求，更形成對資訊難以

立即查證的困境（Liu et al., 2019）。面對不實資訊的危害，政府雖然可採取結構與

認知等兩類干預手段進行防治，但研究也發現，不同政治傾向的民眾或媒體從業人

員，在基於不同動機之下，會採取互異的行動來表達其意念與目的（Hagar et al., 

2021; Watkins et al., 2016）。 

過去研究點出，在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媒體與公眾之間必須保持有一定的信

賴關係，媒體從業人員稍有不慎，很容易就會讓新聞的正確性受到質疑與抨擊，並

嚴重衝擊媒體與新聞從業人員長期所建立起的客觀性與公信力（Caled & Silva, 

2022）。一些不經意虛構或故意捏造之不實資訊，在未經及時和有效的查證下，透

過主流或社群媒體向一般大眾傳播，或經過後續的渲染，不僅會對社會造成負面的

影響，更會斲傷此一信賴關係（Eberly, 2019; Painter-Morland & Deslandes, 2017）。

學者發現，近年來不實資訊大量透過模仿正規新聞的編排與報導形式大量產製，在

民眾未經及時查證下，極易誤信其具公信力而轉傳，在反覆刺激下產生恐懼的心理

（Bakker, 2012; Himma-Kadakas, 2017; Lewandowsky et al., 2012）。更特別的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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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發現，全球的中文知識生產和解釋權正在被壟斷，在媒體經營者的綜合考量下，

當代媒體極易因強調利潤而更容易受到認知戰所操縱，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Hung 

& Hung, 2022）。 

媒體的守門機制為其維護社會公信力的重要法門，如果不實資訊遭到新聞媒

體採用並加以報導，民眾會因相信該媒體的守門機制而堅信其所報導的資訊為真，

進而擴大不實資訊的傳播效果。學者認為，當媒體從業人員認為其報導內容對社會

的影響越大時，越會肯定其工作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同時也會更注重其在文化、

教育與公眾的角色，以及資訊散布、解釋、監督的價值（Boukes et al., 2022; Painter-

Morland & Deslandes, 2017）。在公眾不應接受不實資訊的前提下，當媒體越深入到

民眾生活時，應該會受到更多的監督與批判（Cheruiyot, 2024; Wansink, 2006），因

此對媒體組織的關係問責制度（relational accountability），將成為檢視其企業社會

責任的核心（Painter-Morland & Deslande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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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訊來源可信度與消費意願 

一、資訊來源可信度 

伴隨傳播媒介與途徑朝向個人化發展，以及網路傳輸技術突破下，從文字到多

媒體影音等各式資訊，得以便利快速傳播。不過，面對資訊來源以及內容的複雜多

樣性，民眾如何取捨，已經成為當代傳播學者的研究重點。研究發現，當民眾缺乏

專業或時間來評估收到的資訊是否正確時，經常會依賴「資訊來源可信度」來進行

判斷，並形成對該資訊的看法，進而影響其後續的行為（Bhattacherjee, 2022）。研

究結果顯示，當民眾在接收資訊時，會依照其來源判斷該資訊的公正性和正確度，

資訊來源的真確性、資訊內含的專業知能，以及資訊的正直誠信的程度，都是民眾

藉此評估來源可信度的依據（Bhattacherjee, 2022）。 

學者發現，資訊來源可信度與專業知識和形象有正向的相關性（Biswas et al., 

2006; Wertgen et al., 2021）。擁有科學數據或專業佐證的資訊，更容易提升其來源

的可信度；而當資訊來源擁有良好的形象時，將會提升該資訊來源的可信度，該來

源的資訊內容也更有可能被接受（Biswas et al., 2006; Bhattacherjee, 2022）。相關研

究指出，資訊來源可信度對資訊傳播有正面的影響，當民眾認為資訊來源可被信賴

時，將會促使民眾對該來源的資訊進行更廣泛交流的意願，相關資訊也會更常被使

用（Roth-Cohen et al., 2021）。 

過往研究常將報章雜誌、廣播、電視等傳播媒體視為資訊來源，不過，隨著個

人自媒體的發展與社群媒體的盛行，新進研究指出，人際關係已被確認是另一種具

有可信度的資訊來源（Roth-Cohen et al., 2021）。學者指出，在網路傳輸技術成熟之

際，更多的即時資訊會透過並依賴社群進行雙向傳播，當民眾接獲資訊時，若資訊

傳播來源是民眾熟識的對象或信賴的社群時，民眾將比較不會懷疑傳播者的意圖，

並對其傳送的資訊會更容易產生高信賴度，進而接受資訊，甚至進行二次傳播，特

別是高度活絡於社群媒體的民眾，此現象更為明顯（Buchanan, 2021）。有學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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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具備豐富的生活經歷與嫻熟於社交互動的民眾，能更精確地判斷資訊來源的

可信度，因此不會同時接納過多的資訊，形成另類的封閉式資訊的壟斷現象（Kim 

& Hasher, 2005; Weitz-Shapiro & Winters, 2017）。 

由於資訊可能純為公益，也可能會牽涉自身利益，民眾在接收資訊時，會依照

其來源判斷該資訊的公正性和正確度，若是無法確知資訊傳播者的本意或無法有

效反應真實時，則多半會對該訊息抱持著存疑的態度（林家五、宋進福，2008；顏

榮宏等，2019；Lewandowsky et al., 2012）。學者指出，資訊傳播是否涉及因此得利？

是民眾對資訊可信度的評斷依據之一。當民眾認為資訊傳播者不會因傳送此資訊

而獲利時，會更容易將此傳播動機歸因於該資訊的有用度和正確性，甚至認為傳播

者的意圖是基於公眾利益，因此增加對其接收資訊的可信度；但若當民眾認為資訊

來源發送的資訊是基於有利可圖時，便會降低對該資訊的信賴度，進而產生懷疑或

進行事實查核，甚至會出現排斥該資訊的現象（Ettinger & Jehie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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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來源可信度與消費意願 

過往研究指出，資訊來源可信度在資訊呈現與行為意圖中間，會成功地扮演著

中介的角色，如在訊息型態（message style）與行為傾向之間（Pornpitakpan, 2004），

在情境強化資訊（contextual reinforcement）與健康行為之間（Meitz et al., 2016），

或是在媒體內容與權益爭取行為之間（Roth-Cohen et al., 2021）。資訊來源可信度

也會受到資訊特性和資訊呈現方式所影響（Chakraborty & Bhat, 2017; Cheung & 

Thadani, 2012），若民眾無法確認所接收到的資訊真偽時，就會導致該資訊的影響

力降低（Buchanan, 2021; Ettinger & Jehiel, 2021）。相關研究也指出，資訊來源可信

度會對消費意願及行為產生正向的影響（Biswas et al., 2006; Choi, 2020; Mishra et 

al., 2015）。 

研究發現，當民眾認為資訊來源擁有良好形象或專業知識時，民眾會更有意願

接受該來源所傳播的資訊內容，產生對應的積極心態與行為，並強化其對資訊來源

可信度的認同（Chakraborty & Bhat, 2017; Cheung & Thadani, 2012）。民眾會透過蒐

集內外在資訊來評價資訊可信度及資訊來源可信度（Chih et al., 2013; Huang et al., 

2020）。當資訊來源可信度無虞時，若採用不同方式呈現相同的資訊，民眾用具名

方式發布的資訊會比不具名的資訊更具可信度；但亦有學者指出，具名發表的正面

資訊會降低資訊可信度，甚或會影響他人的消費意願（Kusumasondjaja et al., 2012; 

Liu & Ji, 2018）。 

當民眾在產生消費意願前即獲得相關資訊，會先評判該資訊來源的可信度。若

民眾認為資訊來源可信度高時，接受此來源所傳播的資訊意願便會大幅增加，並在

決定後續的消費行為時列為重要考量的依據（Liu & Ji, 2018）。另有學者認為，即

便民眾信賴該資訊來源，若在評估是否要進行消費行為前，接獲到其它的負面資訊，

對產品的評價及購買意願也會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Pooja & Upadhyaya, 2024）。

在消費性商品上，民眾認為由非營利性質的平台所傳播的資訊可信度，會高於商業

平台。不過，在對服務的信任度（如醫院或學校）方面，特別是涉及到專業知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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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的特定資訊時，民眾則較願意相信由經營者運作的平台所發布出來的資訊（Ha 

& Le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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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涉入度、資訊來源可信度與消費意願 

一、涉入度 

涉入度是個人對於某些事物的關注程度，也是指個體基於需求、興趣和價值觀，

因而對特定事物產生感覺的攸關程度。涉入度會受到認知和情感動機的支配，關注

度高時，民眾會願意花較多的精力和時間去搜集該事物的相關資訊；也會在特定時

機、情境或刺激下，被喚起或觸發具有激勵性的興趣或覺醒，並透過驅動力來展現。

因此，涉入度亦是一種心理狀態的變化（O’Cass, 2000; Wu et al., 2022）。學者認為，

涉入度會對態度會產生影響，涉入度高者若要改變既有態度，會先經過理性評估與

思考；涉入度低者則容易因為表觀特徵以及感性的資訊，使得既有態度受到說服

（Wu & Wang, 2011）。 

有學者認為，涉入度會反應產品對消費者的意義或重要性，當自我涉入度越高

時，就越難接受與其相悖的不同意見（Mou et al., 2019）。過往研究曾將涉入度區分

為持久涉入度（enduring involvement）、反應涉入度（response involvement），以及

情境涉入度（situational involvement）（Michaelidou & Dibb, 2008）。亦有研究認為，

應區分為產品涉入度（product involvement）、訊息涉入度（message involvement），

以及情境涉入度（situational involvement）等三個面向（Wu et al., 2022）。本系列研

究係從資訊傳播的角度進行政治消費的調查，同時亦重視訊息內容與呈現的操弄，

因此遵循採用後者的定義。 

（一）產品涉入度 

產品涉入度起自個人長期關注的事物，亦是個人興趣、需求等內在反應。此類

涉入度係指欲購產品對個體的重要性，或是個人對產品的重視程度。民眾在接

觸高涉入度的產品時，會更有意願去蒐集資訊，甚至進行資訊交流（Dholakia, 

1997）。亦有學者指出，產品涉入度不易受到環境變化所影響，與產品類別有

較緊密的連結（Joshi & Rahma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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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訊息涉入度 

訊息涉入度是指個人在接觸特定訊息時的當下心理狀態，或是對某些訊息的

關心程度，與個人內在特徵以及情境有關（Li et al., 2022）。學者認為，訊息涉

入度會因資訊傳播媒介的不同而有所影響。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因多屬單向

傳播，因此訊息涉入度低；若民眾採取主動，而透過網際網路蒐集資訊時，則

訊息涉入高（Spielmann & Richard, 2013）。 

（三）情境涉入度 

情境涉入度則是一種短期的精神狀態，係在特定情境下，因個人需求所引起對

某些事物的短暫感知以及關注，並致使個人決策受到此情境的影響。學者指出，

情境涉入度並非長期存在，會因為目標達成或情境消失，而產生變化或回到原

有水準（Havitz & Mannel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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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入度與資訊來源可信度 

消費者自身對特定產品的專業知識（即產品涉入度）會影響其對資訊來源可信

度的判斷（Cheung & Thadani, 2012; Wu et al., 2022）。當消費者的知識與經驗和資

訊來源傳播的訊息相符時，訊息即會被視為可信；若不符合，消費者則會傾向不相

信該則訊息（Chakraborty, 2019）。許多學者也進一步驗證，消費者依其自身感官、

認知，以及過往經驗，會決定他們對資訊來源的信任程度（Izogo et al., 2022; Pooja 

& Upadhyaya, 2024）。 

次外，高涉入度的消費者會主動蒐集資訊，對於所獲取的資訊，會花更多時間

蒐集並進行分析，因此他們會需要仰賴高可信度的資訊來源來進行研判（Park & 

Lee, 2008; Soliha & Widyasari, 2018）。有學者在回顧過去 50 年文獻後指出，議題涉

入（issue involvement）會顯著影響消費者的資訊來源可信度（Pornpitakpan, 2004）。

亦有系統性文獻分析強調，消費者涉入度是影響資訊來源可信度的關鍵指標（Pooja 

& Upadhyaya,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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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涉入度與消費意願 

過往文獻指出，涉入度會影響消費者在購物前，從資訊搜尋到購買評估等所有

階段的活動（Everard & Galletta, 2005）。涉入度是消費者對特定產或服務感興趣或

有所需，而願意主動學習產品的相關知識，甚至願意花費更多的時間在資訊搜尋活

動上；因為消費者重視，因此會有更多的決策延伸，且也會有建立品牌偏好的更大

可能性（Mou et al., 2019）。過往研究發現，涉入度對購買意願具有正向的因果關

係，但不同的涉入度會導致互異的態度、行為及購買決策過程（Roe & Bruwer, 2017）。

亦有學者認為，在適當的時機出現適當的資訊刺激時，不僅會對其產生強烈的消費

意願，更是產生實際消費行為的預測指標（Havitz & Mannell, 2005）。 

研究發現，產品涉入度是一種具有象徵價值的體驗，消費者對不同的產品會有

不同程度之涉入度，當民眾具有高涉入度時，消費意願會被解讀為部份消費者的特

定生活態度（Hanzaee & Taghipourian, 2012; Wu et al., 2022）。學者亦認為，產品涉

入度會觸發或削弱消費者的購買意願（Lee et al., 2017; Roe & Bruwer, 2017）。產品

涉入度高時，民眾會傾向採取理性決策，且樂於參與訊息論證，訊息會變得更有意

義，也更詳盡，這將導致更積極的消費意願，或是因為理解而拒絕購買，並藉以選

擇到品質更符合自身需求的產品（Atkinson & Rosenthal, 2014；Te’eni-Hararis & 

Lehman-Wilzig, 2009）。 

相關研究指出，當消費者接收到具說服力的名人或權威人士所發布的資訊（即

訊息涉入度）時，會增加其購買意願（Wu et al., 2022）。在民眾做出購買意願之前，

若訊息涉入度越高時，越會刺激消費者產生興趣，或會提出更高的要求，進而影響

到他們的消費意願（Heath, 2000; Li et al., 2022）。研究也指出，情境涉入度是一種

短期現象，與外在刺激的偏好有關，消費者的消費決策會受到情境涉入度的強弱所

影響。消費者在適當的時機下，若有適當的訊息刺激時，特別是由形象正直、信譽

卓著的專家推薦（即情境涉入度）時，會提高後續的消費意願（Bornkessel et al., 

2014; Karpińska-Krakowiak, 2014）。相關研究也指出，情境涉入度低的消費者，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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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透過購買情境，發展出對產品之熟悉感及需求；不過，當購買目標達成或是特定

情境消失時，民眾的感知又會回復到原本的狀態（Havitz & Mannell, 2005；

Zaichkowsky,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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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政治立場、資訊來源可信度、消費意願與

不實訊息防治 

一、政治立場 

政治立場（political orientation）係指，民眾對政治的心理狀態，用以引導或影

響人們對其政治目標或情境的回應；一般會以左傾或右傾的政治光譜（left-right 

political spectrum）或其政黨歸屬和意識型態來進行區分（Arian & Shamir, 1983）。

傳統上，歐美國家會將左派視為自由傾向，右派則被視為保守傾向，臺灣則多半以

意識型態及政黨歸屬來界定（Clark et al., 2018）。政治立場會因國家和地區而異，

也會因為經濟或文化之不同而有差距，這些差異會與當地民眾對政治光譜尺度的

解釋有關（Bauer et al., 2017; Malka et al., 2014）。過去研究發現，政治立場是影響

政治消費行為的一項關鍵要素（Kelm & Dohle, 2018）。 

政治立場是民眾解釋主張、合法化資訊，以及評估可信度的依據，包括記者在

撰稿時也會考量媒體組織的政治立場。政治立場不僅會形塑民眾對政黨的支持基

礎，也會顯著影響民眾的後續行為（Wihbey et al., 2019）。當民眾對政治團體產生

情感認同時，會凝聚出群體情感；當政黨競爭越激烈時，民眾則越會過度支持立場

相近的團體，並貶抑敵對團體（Imhoff et al., 2022; Iyengar & Sean, 2015）。有學者

認為，因為飲食習慣反映著個人價值和消費意識，因此政治立場也會影響到民眾的

食物偏好（Sasahara, 2019）。 



doi:10.6342/NTU202501594

45 

二、臺灣政治發展現況 

中華民國政府是臺灣唯一的合法政府，享有快速增長的產業經濟和平順轉型

的政治體制，被世人公認是一個成功過渡到民主化國家的典範。不過，因為外交的

困難，中華民國無法正常參與國際組織和貿易協會，在農產品進出口上也經常會受

到政治因素所干擾（Liang et al., 2019）。綜觀中華民國政治發展歷史，創建者孫文

於辛亥革命後創建中華民國，經推算辛亥革命開端的武昌首義日為國曆 10 月 10

日，因此正式訂定每年的 10 月 10 日為中華民國國慶日。 

1947 年因國共內戰，全國宣布實施動員戡亂，1949 年播遷來臺灣後，執政黨

一度在臺實施戒嚴。時任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採取高壓手段，嚴格管控民眾

政治思想與言論自由，因此亦被稱為「白色恐怖」。中華民國政府在 1987 年宣布解

嚴，1989 年開放人民籌組政黨，並自 1996 年舉辦首次總統民選至今，依人民團體

法成立並登記在案的政黨數一度突破 300 個政黨。2017 年 12 月 6 日經總統公布施

行政黨法，明訂原登記在案之政黨須於 2019 年 12 月 7 日前檢附組織章程且辦理

好法人登記，截至 2025 年 5 月底止，共計 229 個政黨廢止備案、84 個政黨自行解

散、2 個政黨撤銷備案，登記在案之政黨數則為 76 個。 

中國國民黨與民主進步黨是中華民國的主要政黨，兩黨在歷次總統大選選戰

亦為兩大主要競爭者。中國國民黨前身為興中會，為孫文在 1894 年於夏威夷檀香

山成立，發展歷程先後改組為中國同盟會、國民黨，以及中華革命黨等組織，後於

1919 年 10 月 10 日於中國上海法組界再度改組，並定名為中國國民黨，該黨亦於

中華民國建國時取得政權。不過，後因國共內戰失利，中國國民黨在 1949 年將中

華民國政府播遷來臺，其黨旗主色為藍色。 

因不滿國民黨執政時長期進行資源壟斷與政治迫害，臺灣民間不顧禁令於

1986 年成立民主進步黨，其黨旗主色為綠色。在 2000 年總統大選時，民主進步黨

取得中央執政權，達成首次政黨輪替，此後歷次總統大選中，中國國民黨與民主進

步黨均分別推出正、副總統參選人，儘管偶有第三政黨或獨立參選人登記參與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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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不過臺灣民眾在投票行為上仍多傾向支持藍、綠兩組參選人的兩極化趨勢。

至今，臺灣政治氛圍逐漸形成藍、綠兩大陣營對峙的政治態勢，亦即不論民眾對政

黨認同感為何，普遍咸認在總統大選選擇投票給中國國民黨總統參選人，同時論述

與立場傾向中國國民黨的民眾政治立場屬於泛藍族群；總統大選投票給予民主進

步黨總統參選人的民眾，其政治立場則屬於泛綠族群。除了投票傾向外，由於特殊

的兩岸地緣政治，在國家認同及兩岸論述立場上，泛藍族群在國家認同的政治態度

被視為較偏右派的「親中反獨」，而泛綠族群則為偏左派的「反中傾獨」（Clark et 

al., 2018; Gries & Su, 2013）。 

有別於傳統泛藍、泛綠兩陣營，柯文哲前臺北市長於 2019 年成立了臺灣民眾

黨，成為中華民國登記在案的第 350 個政黨，其代表色為白色。臺灣民眾黨在 2024

年總統大選及立委選舉時，囊括 22.07%的政黨票，獲分配八名全國不分區立委席

次，一舉躍為國內第三大政黨。特別的是，該黨主席柯文哲從政初始自稱政治立場

為墨綠，但在其組黨後則自詡為第三勢力，並稱該黨不屬於泛藍或泛綠陣營，而為

獨立制衡藍、綠的政黨。不過，臺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自成立以來，成員多次在立

法院重大議案爭議中，均與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進行策略合作，並與執政的民主

進步黨進行交鋒抗衡。同時，該黨在兩岸立場上，亦較偏向國民黨的兩岸論述，因

此在政治傾向上，被部分輿論認為應屬於泛藍陣營一員。臺灣民眾黨未來的論述傾

向與後續發展，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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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立場與消費意願 

研究指出，政治立場並非純理念上的意識形態，民眾亦會透過消費行為來表達

其對政治的訴求，此種消費行為亦是一種非典型的政治參與，消費意願更成為政治

立場的另一舞台（Boulianne, 2022; Stolle et al., 2005）。過往研究亦發現，政治消費

會有「抵制」與「購買」兩種類型，其中抵制會比購買行為更加激烈，抵制會受到

教育程度、政治信任、政黨認同，以及公民規範所影響，通常被用來做為強化國家

獨立、主張公民權利，或是懲罰企業的行為。若政治立場成為中介時，甚或可形成

集體行動（Kelm & Dohle, 2018）。 

在社會議題中，左派人士對社會環境議題有顯著的興趣，而右派人士則對政治

問題表現出特定的傾向（Sasahara, 2019）。更有學者指出，政治立場與飲食自我限

制之間的關聯性，或可歸因於左派和右派擁護者之道德觀所形成的差異（Grünhage 

& Reuter, 2021）。相關研究發現，民眾的食物偏好與消費行為亦會受到政治立場所

影響，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可成功地預測食物恐新症（food neophobia）；同時，保守

派人士又似乎比自由派更不願意接受新種食物（Guidetti et al., 2022）。特別的是，

年齡越輕者，越容易因為政治立場的中介，對消費意願產生強烈的影響（Copeland 

& Bouliann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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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立場、資訊來源可信度與不實資訊防治 

網路社群平台的興起，為政治立場相同者建構起資訊相互傳播與溝通交流的

管道，特定政治立場者在社群平台建構起封閉式的聚落，並在聚落內反覆傳播與其

立場相近者之資訊。學者認為，由於此社群內的資訊傳播已先經過傳播者篩選，若

是刻意傳播不實資訊，不僅能助長激化傳播效果，增進政治消費的動員，更會深化

社群內政治立場同質者對所接獲資訊的認同感（Becker & Copeland, 2016）。研究又

指出，資訊來源本身的可信度與專業知識有正向關係，資訊內容會受來源可信度所

影響，政治立場會影響資訊來源可信度，後續行為也會透過資訊來源可信度產生中

介影響，進而影響消費意願（Traberg & van der Linden, 2022）。 

相關研究發現，政治立場會影響資訊接收來源與對該來源的信任度，同時也是

民眾評估資訊合法性與來源可信度的重要依據（Hunt & Wald, 2020; Traberg & van 

der Linden, 2022）。當資訊來源可被信賴時，該來源所傳播的訊息會更常被交換與

使用，不過亦有學者在研究後發現，科學論述雖具有專業知識並經過嚴格檢驗，但

是民眾仍然會依政治立場來解釋該科學論述的主張、評估科學家的合法性，並評估

科學家可信度的檢驗依據。另有研究指出，當資訊與民眾的政治傾向相近時，民眾

會避免暴露在相反的觀點中，此舉將有利於進行更深化的政治動員（Boutyline & 

Wille, 2016）。又有學者認為，無論政治立場是左派或是右派，具有政治立場者都

會認為與自己政治立場一致的資訊來源較不偏頗，同時更具信賴性（Traberg & van 

der Linden, 2022）。 

學者指出，高度政治化的議題會促進政治傾向相近者彼此聯繫，進而影響其行

為決策（Copeland & Boulianne, 2022; Luzsa & Mayr, 2021）。當資訊來源與民眾政

治傾向相同時，即使傳播的是不實資訊，民眾也會認為該來源所傳播的資訊較不偏

頗，即使該不實資訊最後遭到糾錯，亦難改變民眾的既定印象（Traberg & van der 

Linden, 2022）。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實資訊防治策略中常見的事實查核平台，若是

由政府所架構，民眾亦會因政治立場，使在野政黨的支持者對該平台的資訊缺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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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甚至產生排斥。研究更發現，當民眾接獲到與其政治立場相反的資訊時，會深

化其原本的政治信念，並拒絕接受與其立場相反或糾錯資訊，對不實資訊防治形成

困難與阻礙（Boutyline & Will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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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計劃行為與不實訊息防治 

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係由 Ajzen 於 1985 年提出，此理

論起源於理性行動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該理論學者認為，個體行為

通常是由自我意志所控制（陳美如等，2016）；而計劃行為理論則指出，在大部分

的情況下，人類的行為並不是完全由意志控制，而是會受到其他外在客觀環境因素

所影響（Ajzen, 1991; Xiao et al., 2021）。學者認為，個體的需求、興趣與價值觀，

會促進其關注特定資訊；而自身行為傾向、自信、親友支持和社會壓力等因素，則

會影響其後續行動（Sun & Liang, 2020; Xiao et al., 2021）。過往研究亦指出，個體

的行為傾向會受到其態度、自信和親友支持所構成的知覺行為控制，以及社會壓力

（即主觀規範）所影響。這三者正是計劃行為理論的三大元素，亦成為預測人類社

會行為之穩定而強韌的學理框架（Ajzen, 1991, 2016; Koohikamali & Sidorova, 2017; 

Xiao et al., 2021）。 

計劃行為是一種目標導向的行為，亦是為達成特定行為跟目標的行為（Ames, 

1992）。針對計劃行為理論的三大因素，有學者將其簡化成︰我想不想（個人態度）、

別人看法（個體外的主觀規範），以及我做不做得到（個體的知覺行為控制）等三

個較易懂的說法（Xiao et al., 2021）。過往研究結果指出，個體的主觀規範、態度，

和知覺行為控制都會左右個體的行為傾向，從而影響最終的實際行為（朱文禎、陳

哲賢，2007；林東清等，2000；陳美如等，2016；Koohikamali & Sidorova, 2017；

Liang et al., 2019；Sun & Liang, 2021；Vraga et al., 2021）。 

（一）態度

態度是個體對特定事務或資訊的心理認同、價值評估和行為傾向，即「我想

不想」之意。態度，是人們對情境的價值觀、感覺及動機，也是其對某種行

為所抱持正向或是負向的認知，以及對該行為所產生結果的正面或負面評

價，屬於心理層面的感受（池文海等，2009；Ajzen, 2020）。個人的認知也

會影響態度，進而成為決定行為的判斷（Kaiser et al., 2007）。當人們對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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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具有高度認知時，其態度會變得更為堅定，而該行為的具體實踐也會更

有可能（王柏崴等，2009）。 

（二）主觀規範

主觀規範是個體在採信特定資訊或行動時，所感受到的外在團體壓力或重

要他人之影響，即「他人看法」之意。主觀規範指的是，當個體要執行某種

行為時，會受到外人同意他從事該行為與否的影響（林東清等，2000；Ajzen,

2020）。主觀規範也是個體所感受到重要他人或是外在團體的影響或壓力，

是一連串心理活動與行為傾向的綜合表現（Bodur et al., 2000）。

（三）知覺行為控制

知覺行為控制是影響行為意圖與實際行為的重要因素，即個體對進行特定

行為時所需資源或支持，或是知覺到的難易程度（蕭乃沂等，2002；Ajzen,

2020）。知覺行為控制也是為個體完成特定事務的自信心和對所需資源的判

斷，即「我做不做得到」之意（Ajzen, 2020; Xiao et al., 2021）。

有學者認為，個體的態度越堅定，知覺行為控制越強大，主觀規範越輕微，則

越可能會形成行為意願，進而產生後續行為（Ajzen, 2016; Bodur et al., 2000）。過

往研究發現，計劃行為會影響個體的後續決策。Covid-19 風暴席捲全球期間，學者

研究發現，態度會在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與旅遊消費意願之間，扮演著中介角

色（Wang, Yeh et al., 2022）。學者指出，民眾的相關態度會影響其分享特定資訊及

對抗不實資訊的意願（Koohikamali & Sidorova, 2017）。民眾也會考量他人觀感或

社會壓力，來決定是否分享某類資訊或進行事實查核（Rivis & Sheeran, 2003）。知

覺行為控制也是影響不實資訊預防與事實查核行為的主因；不過，當面臨時間或資

源限制時，民眾則會對查核行為產生自我限制（Xiao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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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經常使用社群媒體者的態度會促進其訊息分享的意圖（Koohikamali 

& Sidorova, 2017）。透過臺灣學者針對不實訊息的查核行為進行的本土研究結果顯

示，知覺行為控制最能正向地促使消費者去使用事實查核平台，但其態度和主觀規

範卻不會顯著地影響事實查核意願（Xiao et al., 2021）。學者深入研究亦發現，消

費者的知覺行為控制被證實為影響預防不實訊息行為的重要因素，態度和主觀規

範亦都無影響（蕭禾秦、梁朝雲，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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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計劃行為、迴聲室與逆火效應 

過往研究指出，迴聲室和逆火效應都可被視為一種計劃行為（Drążkowski & 

Trepanowski, 2021; Leung et al., 2018; Peter & Koch, 2016）。有學者發現，態度和主

觀規範越強、知覺行為控制越強時，個體便越有可能會產生行為意願（Ajzen, 2016）。

但亦有學者認為，若個體的態度越強，而知覺行為控制越大，主觀規範越弱，亦有

可能讓引導個體做出最終的行為（Ajzen, 1991; Vraga et al., 2021）。另有研究結果

顯示，個體態度與逆火效應間之連結會受到時間推移所影響（Peter & Koch, 2016）。

當民眾所接獲的資訊與其態度相近時，民眾會避免暴露在相反的觀點中（Boutyline 

& Wille, 2016）。 

學者認為，態度是個體對某種情境下所產生之動機、感受及價值觀，同時也是

個體對某種行為所持有之正、負向認知，或是對該行為可能產生後果的評估（Ajzen, 

2020）。因此，個體的態度和立場會促進其轉發資訊以反駁謠言的迴聲室（Wang, 

Zhou et al., 2022）。研究指出，當個體接觸到相互衝突或與個體立場相異的資訊內

容時，若個體態度越強時，其會忽略或抗拒與自身信念牴觸的資訊，會傾向認為與

自身經驗吻合的資訊才是真實，並對這些資訊產生記憶並形成態度，而促進逆火效

應。不過，亦有學者發現，當個體對新進資訊不仰賴記憶而須進行即時判斷時，便

會降低逆火效應（Buchanan, 2021; Peter & Koch, 2016）。 

過往研究指出，當個體對執行某種行為時所感知到難易程度，以及感受所需要

的外部資源或支持多寡，便會形成個體的知覺行為控制（Ajzen, 2020）。研究發現，

具高度知覺行為控制的個體，會較樂於回應環境的刺激，同時對於與其立場相異的

意見，也會產生積極的駁斥行為，進而引發逆火效應（Drążkowski & Trepanowski, 

2021; Kang & Liang, 2023）。此外，學者也指出，知覺行為控制力高的個人更會顯

現迴聲室，而去參與符合自我信念或經驗的行為（Leung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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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計劃行為理論，當個體要採取某種行為時感受到他人或外在團體的壓力，

會成為個體的主觀規範（Ajzen, 2020）。學者指出，當個體的主觀規範強烈時，會

影響迴聲室效應的發生。在公眾議題上，個體對公共輿論或社會規範的感知是他們

實際行為的重要預測指標，個體的感知也會直接反映在其行為之上，對迴聲室效應

的發生產生影響（Luzsa & Mayr, 2021）。學者更指出，當個體受到群體壓力時，其

逆火效應便會受到抑制（Ozaki & Nakayachi,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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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資訊呈現方式、資訊來源可信度、消費意願、

不實訊息防治、迴聲室與逆火效應 

一、資訊呈現方式 

對資訊傳播者而言，互異的媒體形式是不同的閱聽方式。當民眾同一時間面對

大量資訊時，會出現無法認知負荷的狀況。有研究指出，在行動媒體的便利使用下，

加上大量資訊洪流的衝擊，民眾對新資訊的接觸，平均時間約為三到五分鐘（Kim, 

2018）。因此，如何善用不同的資訊製作模式，透過性質相異的傳播媒介加以傳播，

據此獲得民眾的關注、信任甚或廣傳，藉以達到有效的傳播效果，成為當代傳播學

者致力研究的首要之重。學者指出，資訊呈現方式係指資訊製作、呈現手法，以及

發布平台等不同模式。另依照不同的製作差異，資訊呈現方式可區分為影音與動畫

的動態呈現，以及使用文字、圖像以及圖形等靜態呈現兩種方式（Dennis et al., 2008; 

Maity et al., 2018）。有學者認為，在靜態傳播上，表格的傳播效果優於圖片。此外，

圖片是一種雙重編碼的形式，可增強資訊強度，因此當議題資訊在民眾熟悉的範圍

時，圖片資訊的傳播強度將優於單純使用文字（Chau et al., 2000）。 

相較於靜態資訊，動態資訊較易吸引民眾關注，也更容易讓民眾注意的螢幕上

所欲傳達的訊息；同時，使用多元方式呈現的資訊有助於學習與記憶，更有助於品

牌記憶和辨識，娛樂性的資訊會比紀錄片更有助於民眾記憶，越豐富多元的資訊，

越能達到傳播效果（Dennis et al., 2008; Kim, 2018; Maity et al., 2018）。在動態呈現

方式中，儘管影像及聲音有助於傳播效果，不過，視覺在資訊傳播上會優先發揮傳

播效果，隨後才是聽覺產生作用，因此使用影音動態方式呈現的資訊會比純影像資

訊更具識別度，也更能強化民眾的態度（Kim, 2018）。同時，若在影像資訊中添

加字幕，將能協助閱聽眾理解內容並集中注意力，但純文字的資訊會讓受眾較難分

辨差異，同時過於複雜或艱深的資訊則會導致閱聽眾的認知負荷（Hong & Le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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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容訴求上，資訊呈現方式亦可分為正向訴求與負向訴求兩種形式，正向訴

求可採用激勵語彙或以輕鬆愉悅的音樂來傳播資訊，負向訴求則多用以著重特定

標誌或描繪場景（Casais & Proença, 2022）。就內容表達方式，資訊呈現方式另可

區分為以抽象特徵為主體的模糊表達，以及詳述特徵的精準表達兩種形式。模糊性

表達多用在針對總體評價，而精準表達則會用於傳播特定資訊上（Malloy & 

Pearson-Merkowitz, 2016）。亦有研究指出，精準表達目的在著重產品如何呈現價

值目標，或是教導民眾如何使用該項產品；模糊表達則是一種抽象的資訊，係指不

明確描述及提供產品的詳細資訊，主要目的是向民眾闡述為何要使用這類型產品

的原因（Kim, 2018; Liang et 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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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呈現方式與資訊來源可信度 

網路科技的演進與普及促進了資訊傳播與收發的便利性，民眾除了會透過自

身過往經驗來選擇資訊外，亦會透過人際關係、平面媒體或網際網路來搜尋所需資

訊（Lampe et al., 2012; Ramírez et al., 2013; Savolainen, 2008）。研究發現，民眾會

依據資訊來源的真確性、專業知能，以及正直誠信的程度來判斷資訊來源可信度

（Bhattacherjee, 2022）。亦有學者指出，消費者會就所蒐集到的內外在資訊來評價資

訊可信度（Chih et al., 2013; Huang et al., 2020），而資訊可信度則會受到資訊特性

和資訊呈現方式所影響（Chakraborty & Bhat, 2017; Cheung & Thadani, 2012）。許多

研究也驗證，在訊息型態（message style）與行為傾向之間（Pornpitakpan, 2004），

或情境強化資訊（contextual reinforcement）與健康行為之間（Meitz et al., 2016），

亦在與媒體內容與權益爭取行為之間，資訊來源可信度都會在資訊呈現與意圖行

為中扮演中介的角色（Roth-Cohen et al., 2021）。 

儘管有研究發現，資訊呈現方式對於資訊來源可信度會產生影響，但有學者認

為，其影響效果會因使用者的不同需求而有差異。例如，用具名方式發布的資訊會

比不具名的資訊更具可信度，但是具名發表的正面資訊則會降低資訊可信度

（Kusumasondjaja et al., 2012; Liu & Ji, 2018）。另有學者指出，用相同呈現方式所披

露的資訊，若透過不同資訊來源揭露，民眾會因其對產品的不同需求，而對資訊來

源可信度產生評斷差異。在消費性產品上，民眾會認為非營利性質的平台所傳播的

資訊可信度高於商業平台；不過，在屬於具有專業性質的信任服務（如醫院或學校）

上，民眾則較願意相信由經營者運作的平台所發布的資訊（Ha & Lee, 2018）。此外，

當民眾使用網際網路搜尋資訊時，內容更新的頻率會深化使用者的認知闡述

（cognitive elaboration），也會更進一步增進其對資訊來源的信賴度（Westerman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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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呈現方式與消費意願 

過往研究指出，資訊內容及其傳播方式對理解市場環境對消費行為的影響，至

關重要（Gil de Zúñiga et al., 2014）。民眾會透過內在與外在訊息（如資訊接收、資

訊處理、行為動機、媒體傳播，以及周遭環境），並受到傳播資訊的影響，對特定

品牌或商品進行選擇，並成為後續決策的判斷依據（Huang et al., 2020; Wu et al., 

2022）。亦有學者認為，資訊呈現方式不僅會影響民眾對資訊的理解，更會呈現被

資訊說服後產生的態度轉變（Kim, 2018）。研究另發現，民眾對產品的熟悉度會

影響消費意願，而熟悉度則會受到該產品資訊所影響；同時，資訊呈現方式的差異

更會影響民眾的最終行為（Kim & Dennis, 2019; Lampe et al., 2012; Uhm et al., 2022）。

此外，資訊呈現的方式和色彩運用，也會影響民眾對資訊的理解，同時會影響後續

的消費意願（Pooja & Upadhyaya, 2024）。當民眾面對較熟悉的產品，若使用圖片與

純文字分別呈現相同資訊時，圖片資訊會比純文字資訊更能影響消費意願；不過，

若消費者對產品不熟悉時，圖片相對於文字的優勢就會被相對削弱（Chau et al., 

2000）。因此，廠商若能透過顧客導引系統的精良設計，將可協助顧客有效地尋獲

產品資訊，將有助於廠商進行銷售（James & Ronald, 2015）。 

過往亦有學者針對正、負面資訊進行研究，結果顯示，正面資訊的傳播效果會

普遍優於負面資訊，包括增進勝選率（Malloy & Pearson-Merkowitz, 2016）、提升消

費意願（Soliha & Widyasari, 2018），以及鼓舞公益行動等（Casais & Proença, 2022）。

在針對正、負面資訊對於政治消費的影響研究中，學者發現，不論採用正面或負面

方式呈現，都能產生說服效果；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消費中常見的支持購

買及聯合抵制行為，傳播媒體通常是聯合抵制者的資訊來源，而支持購買者則多半

會透過口耳相傳來作為其資訊來源（Neilson, 2010）。其中，針對產品及其公司之負

面資訊所產生聯合抵制，會比正面資訊所產生的支持購買強烈且影響深遠（Kam & 

Deichert, 2020）。亦有學者指出，當民眾從信賴的資訊來源接獲負面資訊時，其對

產品的評價及消費意願將會受到明確影響（Pooja & Upadhyaya,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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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社交廣告效果的研究顯示出，不論行銷人員的目標與背景為何，使用激勵

性口語的表達、陽光正向的音樂或語調等正面資訊，都是在社交廣告中常見的呈現

方式，並會搭配動畫影像作為資訊呈現方式（Casais & Proença, 2022）。在綠色永續

商品相關研究亦發現，相異的資訊呈現方式會影響民眾的感受與消費意願，與採用

精確表達的資訊相比時，採用模糊的資訊呈現方式要比採用精準資訊呈現更容易

引發民眾的消費意願（Chau et al., 2000）。亦有學者認為，以模糊表達來推廣商品

時，會讓民眾認為廠商推卸責任，該認知將會對後續的消費意願產生負面的影響

（Kim, 2018; Liang et 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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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訊呈現方式、迴聲室、逆火效應與不實資訊防治 

臺灣近年來，農業及食安假訊息肆虐，並多次造成民眾恐慌，引發社會動盪。

2023 年，臺灣因蛋雞產銷失衡及國際雞蛋市場供需調配，引發民眾搶購雞蛋熱潮。

一名農業粉專經營者林裕紘（其對外自稱為 Linbay 好油，以下稱林員）在不同媒

體及自營之平台先質疑政府採用不合理的超高價，自國外進口雞蛋在臺販售；隨後

更指稱，在超市發現疑似販賣品質已變異，且未標示產地之損壞雞蛋，引爆輿論擔

憂（楊媛婷，2023）。由於林員長期對外標榜具有農業專業，平時就有許多相信其

論述之支持者會轉發其論述；而林員擅長透過大量文字、表格、圖片，以及影音等

多元方式，透過傳統媒體及社群平台傳播其所欲表達的資訊。後經在野黨陣營及其

支持者反覆傳播，對執政黨的農業部門造成施政壓力，並引發消費市場的恐慌。後

雖經司法調查，證實林員所發布之訊息多為不實訊息，林員也因此被依法偵辦，但

其發表的資訊與言論，已對臺灣農業及食安的傷害造成深遠的影響。 

過往研究指出，不實資訊在發展的過程中，會經歷生成、評估和傳散三個階段

（DiFonzo et al., 1994）。其中，迴聲室效應是一種重要的資訊回應行為，相近意見

在特定媒體環境中持續重複，最終會以扭曲的形式呈現，讓參與者都認定這些扭曲

即為事實（Cinelli et al., 2021）。富有政治動員力的資訊對網路使用者具有高度渲染

力，特別是那些被強調與重複傳播的資訊，很容易導致迴聲室和逆火效應，並深化

政治動員的效果，特別是在社群中，迴聲室效應又更為顯著（Boutyline & Wille, 2016; 

Luzsa & Mayr, 2021; Peter & Koch, 2016; Wood & Porter, 2019）。另有研究指出，具

有特定政治傾向的媒體在報導時，也會因其立場左右資訊的呈現方式，並會影響閱

聽受眾的後續行為（Schindler & Müller, 2018; Kang & Liang, 2023）。 

學者發現，當不實資訊開始傳播時，相關單位透過誠懇且即時的事實澄清，會

比單純指控原資訊錯誤更為有效（Swire-Thompson et al., 2021）。不過，亦有研究

指出，高度爭議或定義不明確的資訊，很容易在短時間內即引發逆火效應（Vedejová 

& Čavojová, 2022）。近年研究也發現，當資訊呈現方式受到操弄時，會讓特定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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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閱聽者堅信該資訊確為真實，也會對與自己信念相近之媒體所傳播的資訊深信

不疑（Flaxman et al., 2016; Muhammed & Mathew, 2022）。若迴聲室與逆火效應遭

到觸發，即使該資訊遭到糾錯，並認定是不實資訊，亦會導致民眾仍堅信該資訊為

真實，進而抗拒糾錯（Traberg & van der Linde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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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系列研究說明 

一、研究一動機與目的 

臺灣以農立國，農業政策的制定與推動，對國家發展與民眾生計息息相關，影

響甚遠。國民黨政府於 2012 年開放含有微量萊劑的美國牛肉及其製品進口（後稱

萊牛），隨後民進黨政府又於 2020 年開放含有符合國際檢驗標準萊劑的美國豬肉

及其製品進口（亦稱萊豬），不同政黨執政時都會遭遇敵對政黨抵制。由於國內藍、

綠陣營競爭激烈，臺灣地緣政治特殊，且媒體事業發展興盛，不實資訊透過網路與

應用程式滲透，充斥並蔓延民間，社會也受到影響；在此高度的政治抗爭下，萊牛

與萊豬遂成為臺灣民眾展現政治消費的標的物。鑑於過往的政治消費研究行為在

西方雖然常見，但多從政治與經濟的角度切入，為彌補此一研究缺口，在政府決定

開放萊豬政策後，經與指導教授討論，決議將研究一聚焦於民主臺灣，以具有政治

象徵意義的豬肉製品做為購買商品，應用兩支萊豬影片（短片一由毒理專家主講的

科普影片，短片二是經剪輯、具政治動員的不實廣告）做為對照素材，以臺灣一般

消費者做為調查對象，並從資訊傳播為視角，來進行亞太地區少見的政治消費研究。 

本研究以消費者的政治傾向、對豬肉製品的涉入度，以及其所偏好的資訊呈現

方式做為自變項，以資訊來源可信度做為中介變項，以消費意願做為應變項，透過

驗證性因素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型來檢定這些變項間之因果關係，與對其豬肉消費

意願之影響。本研究目的在於：（一）探討涉入度、資訊呈現方式，以及政治傾向

對消費意願的影響；（二）分析資訊來源可信度在前述自變項與消費意願之間所扮

演的中介角色；（三）比較科普影片與不實資訊短片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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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二動機與目的 

研究者在研究一後發現，政治傾向與資訊來源可信度強韌地影響著臺灣民眾

對豬肉的消費意願，其所偏好的資訊呈現方式也會產生正向影響。由於臺灣過往缺

乏政治消費的相關研究，研究一發現消費者的涉入度、所偏好的資訊呈現方式，及

其政治傾向，透過資訊來源可信度的中介效果，都會對後續豬肉消費意願產生影響。

不過，由於研究一係採用量化的調查研究，除了較難精準判定受調者的政治傾向的

差異外，對於受調者的社會心理狀態亦可能有深究不足之處。為釐清差異，研究者

接續上述研究，進行第二項研究，針對七名精擅傳播，同時也是豬肉製品消費者的

新聞工作者，依循紮根理論的研究程序，以半結構式深度晤談法蒐集資料，並經編

碼後針對資料進行分析，探討農產品政治消費的資訊傳播行為。 

研究二著眼於臺灣政治消費之資訊傳播的研究缺口，目的在於探討：（一）消

費者的資訊獲取與回應行為，對其農產品政治消費的影響；（二）消費者之計劃行

為對農產品政治消費所產生的影響；（三）消費者之政治立場對農產品政治消費所

產生的影響。透過質化訪談，可讓研究一的成果更精確、更深入，也能為將來更具

規模的實證研究鋪墊基礎。此外，本研究結果亦能提供給政府相關機關在擘劃施政

時，做為其檢視政策和補正法規之用，並藉此促進臺灣農業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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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三動機與目的 

研究者在上述兩項研究後發現，不論民眾其對開放萊豬議題持正反意見，除了

其本身所抱持的食安態度外，臺灣社會的地緣關係及政黨對抗所形成高度的政治

對立態勢，會讓立場相同的支持者在特定資訊環境中形成聚落，與其立場相近的資

訊則會在該聚落中廣泛傳遞。而農業相關政策與議題，在考量政治因素的渲染下，

極易造成政治消費的後續效應。臺灣因為藍綠政治立場高度對立，因此民眾在政策

議題認同度，也會因與其立場互異而產生對抗。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放棄侵占

臺灣的野心，臺灣因其特殊的地緣政治和經濟樞紐，已成為國際間高度關注其安危

的國家。在中共利用有心人士，在臺灣刻意操作與政治相關的資訊下，透過社群媒

體等特定管道向一般民眾發送，也更助長了迴聲室與逆火效應的發生。因此研究者

認為，相關農業訊息的資訊傳遞與傳播效果，恐會因迴聲室與逆火效應而遭受影響，

進而引發後續的行為差異。 

為釐清差異，研究者接續上述研究，進行第三項研究，用以分析不同政治傾向

和性別之民眾的逆火效應。研究三係以計劃行為理論的三大面向及資訊呈現為自

變項，迴聲室效應為中介變項，透過 CFA 與 SEM 來檢定這些變項之間的因果關

係，並探究其對逆火效應的影響。本研究目的在：（一）探究計劃行為與資訊呈現

方式對逆火效應所產生的影響；（二）分析迴聲室在前述自變項與逆火效應之間所

扮演的中介角色；（三）探討不同政治傾向與性別之間所存在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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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四動機與目的 

臺灣身處於亞洲，因其歷史和地緣關係，現今已成為全球遭逢認知作戰的最前

線。有心人士編纂大量虛假資訊，透過特定網路社群廣泛傳送，在短期內造成民眾

恐懼，以達成其政治或商業目的。與傳統武力戰爭相比，認知戰是現今最被廣泛使

用的作戰方式，認知戰的發動者常以輿論做為武器，透過各種形式的宣傳與脅迫，

確保己方的團結信念，並削弱對手的心防與意志，對遭逢攻擊的國家生存與發展俱

構成嚴重的威脅。其中又以透過說服、煽動、恐怖宣傳，以及製作並傳遞不實資訊

等方式，來發動媒體與資訊戰為其主要方式。 

認知戰的啟動需要仰賴媒體的配合，然而現今媒體經營者在面對市場壓力與

追求即時報導下，時常會不經查證地引用網路素材，且引用率日益增加。原本新聞

工作應由專業人士來主責內容的產製、過濾和傳播，並實現真實、追求真理、準確、

公平和平衡的報導，不過，在上述現實與壓力下，媒體從業人員很難不使用能快速

更新的網路資訊。但若媒體從業人員不慎引用到不實資訊，很容易就會讓其個人和

報導的專業性受到質疑與抨擊，甚至衝擊到所屬媒體組織的公正性。 

為釐清臺灣媒體從業人員與一般民眾對於不實資訊防治方式的差異，本研究

在施測對象設定以職業別做為區隔，以釐清臺灣媒體從業人員與一般大眾對農業

不實資訊防治方式的異同。研究設計以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政治傾向，以及

資訊來源為自變項，態度、資訊呈現方式為中介變項，本研究旨在：（一）探究計

劃行為、政治傾向，以及資訊來源對不實資訊防治方式的影響；（二）分析態度與

資訊呈現方式對不實資訊防治方式所產生的中介效果；（三）比較媒體從業人員與

一般大眾對支持不實資訊防治方式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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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列研究之關係說明 

本系列研究共有四項研究：研究一以資訊傳播的觀點，應用量化方法調查臺灣

民眾對進口萊豬製品的政治消費行為；為補充研究一的學術成果，研究二以半結構

式深度晤談的質性研究方法，深入探討消費者之資訊獲取與回應行為、計劃行為、

政治立場，與農產品政治消費之間的關聯性。奠基於前兩項研究的基礎上，研究三

續以計劃行為及資訊呈現為自變項，迴聲室效應為中介變項，探究臺灣民眾在高度

政治對抗中常見之迴聲室行為與逆火效應之間的因果關係，並分析不同政治傾向

和性別之民眾的逆火效應。研究四則進一步以計劃行為、政治傾向，以及資訊來源

為自變項，態度和資訊呈現方式為中介變項，藉以建構防治不實資訊的預測模型與

理論基礎，從而比較媒體從業人員與一般大眾對支持不實資訊防治方式的差異。 

有別於西方世界多以政治和經濟的取向，本系列性研究以資訊傳播觀點出發，

分別以量化和質性研究方法，深度探究國內消費者在實體世界裡的政治消費行為。

此一質量兼具的研究取向不僅讓研究者得以建立本土化政治消費的基礎理論模型，

更從中發掘出在現代人際傳播中，迴聲室與逆火效應的不可迴避性和有待深研的

必要性，此一研究結果反饋觸動了研究三的延伸和啟動。研究三結果證實，迴聲室

與逆火效應不僅充斥於虛實人間社會，網路的匿名機制更助長了諸此行為的蔓延

與惡化，導致處於認知作戰最前線的臺灣，更深陷於不實資訊侵擾與殘害的泥沼，

續而觸發針對不實資訊防治方法的研究四。本系列性研究就在此研究啟動、結果反

饋，與研究延伸的循環中，不斷地湧現、觸動與努力，持續進行了三年之久。研究

者從中建立起政治消費與逆火效應的理論基礎與預測模型，更希望能為政府爾後

面對政治消費與認知作戰衝擊時，提供有效防治不實資訊傳播之政策、法規與措施

的策略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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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一和研究二成果簡介 

一、研究一結果、貢獻與限制 

研究一以資訊傳播為視角，聚焦於民主臺灣，綜整學術文獻並回應研究缺口，

建立起一個以消費者對日常食品的涉入度、所偏好的資訊呈現方式，以及其政治傾

向為預測變項，透過資訊來源可信度的中介效果，對其豬肉消費意願所產生影響的

政治消費。透過 1,474 份有效樣本的分析發現，政治傾向與資訊來源可信度強韌地

影響著臺灣民眾對豬肉的消費意願，其所偏好的資訊呈現方式也會產生正向影響，

確認了本研究假設的中介模型。針對專業學者講授的短片一（真實資訊）來講，政

治傾向與資訊來源可信度會對消費意願產生巨大的正向影響，資訊呈現方式也有

微幅的影響，但涉入度並無效能。針對在野國民黨播出的短片二（不實資訊）來講，

政治傾向、資訊來源可信度與資訊呈現方式，都會中度且正向地影響萊豬相關製品

的消費意願，而涉入度也會產生微幅影響。本研究同時發現，豬肉消費在臺灣已經

成為政治問題，而非單純的市場消費問題。 

研究一的結果實證了政治消費的日常化，也驗證了資訊來源可信度的中介角

色，更彰顯出不實資訊會降低政治傾向與資訊來源可信度對政治消費的影響，可為

本土性政治消費行為研究奠定嶄新的論證基礎。除驗證學術模型、鞏固其學理基礎

外，本研究有五項不可忽視的學術貢獻：（一）政治消費在西方世界已多有研究，

但各國國情不一，研究結果也各異，本研究選定臺灣係因該國網際媒體發展蓬勃，

又因特殊的地緣政治，為受害於認知作戰最劇，此為罕見的亞洲研究，更為臺灣政

治消費研究之先行者；（二）本研究以兩支影片做為對照素材，探究資訊內容及其

傳播方式對民眾政治消費行為的影響，對比過往多從政治與經濟的角度切入此一

研究議題，本研究以少見的資訊傳播取向進行深研，更顯可貴；（三）豬肉為臺灣

民眾的主要肉類食品，但因歷經開放進口與政黨對立，讓本應當立基於科學證據的

食安議題，反成為政治抗爭的對象，研究一實證了臺灣出現政治消費日常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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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後續研究奠立深厚根基；（四）本研究發現臺灣民眾的政治傾向與資訊來源可信

度可預測其豬肉消費意願，而資訊呈現方式也會產生正向的影響，除填補過往研究

缺口外，並首次建構出亞洲政治消費的完整學理論述；（五）過往政治消費研究少

有針對不實資訊的影響進行比較，本研究彰顯出正面的真實資訊會大幅增進政治

傾向與資訊來源可信度對政治消費的影響，為往後資訊內容影響政治消費之相關

研究奠定厚實的論證基礎。 

根據研究一結果，研究者針對農政暨食安相關部門、農食產業與一般民眾提出

四項政策宣傳與因應政治消費的策略：（一）政府在發現坊間流傳農業不實資訊（特

別是容易導致政治抗爭之相關訊息）時，應邀請在該領域具代表性的專家學者，以

具名方式提出科學數據並盡速澄清，增進民眾對事實之理性且堅定的態度，以降低

不實資訊所造成的傷害；（二）政府應持續強化民眾的媒體素養，並建構事件澄清

平台或 APP 軟體，鼓勵民眾進行事實查核，讓正確的資訊深植民心，民眾亦可透

過事實查核做出理性的判斷，以減少因不實資訊造成恐慌心理，進而產生極端的政

治消費反應；（三）農政單位與農畜企業應持續加強動物福利立法，與推廣民眾健

康飲食觀念，未來在面對較具爭議的農業政策時，應盡力減低民眾因資訊取得匱乏

而產生誤解；（四）對不同政治立場者在其同溫層內部傳播不實訊息時，政府部門

應積極透過傳統媒體暨網路社群、意見領袖等多重管道，並須善用影音、多媒體或

圖文並茂的呈現方式大量推播正確資訊，以達到有效的傳播效果，削弱有心人士的

刻意操作，帶來農政衝擊與社會動盪。 

本研究以萊豬不實資訊及豬肉消費進行研究，建立起政治消費的相關學理，不

過仍不免有三項研究限制：（一）臺灣過往缺乏政治消費的相關研究，本研究因其

創新屬性，雖有突破性的成果與創見可供後續研究為論述依據，但難有對照或佐證

之功；（二）本研究以豬肉消費為引，較難精準判定政治傾向的差異，同時短片二

觀後消費意願之預測效度偏低（R2 = .25），代表尚有其他影響因素的存在，或有更

複雜的調節作用未被檢驗；（三）本研究採用量化的調查研究法，對於政治傾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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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區別及受調者的社會心理狀態，可能有深究不足的狀態。因應上述限制，未來

建議：（一）援引其他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產品或服務持續深耕政治消費的研究，

以建立更深厚的理論基礎；（二）針對多元的人口變項（特別是性別與教育程度）

進行深度分析，以增進消費意願之解釋力；（三）後續可採質性研究方法，以探索

受調者的政治傾向差異與社會心理，深化本研究所涉及相關議題之結論與建議。 

研究一之完整內容，請參閱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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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二結果、貢獻與限制 

研究二旨在補充研究一之不足，目的在探討消費者之資訊傳播、計劃行為與

政治立場對其農產品政治消費的影響。研究者針對七名精擅傳播的新聞工作者

（亦為豬肉消費者）進行深度訪談，經研究後發現：（一）受訪者資訊來源多因應

生活習慣與工作需求而來，同時對網路資訊的依賴有逐日增加的趨勢，科學證據

與政府公告對受訪者則可強化來源的可信度；（二）多數受訪者表示日常會多偏

好影音資訊的呈現方式，但有時也會因為特定需求而有其他類別的選擇；（三）

面對資訊洪流，受訪者會依照訊息發布者的親疏遠近和所涉事態之大小，而有不

同程度的資訊互異回應；（四）食物倫理態度會決定農產品的政治消費意願，而

面對刻意操作的海量虛假訊息，相關機構需要適度管制，但自由民主風氣則會限

縮對不實資訊的防治方式與程度；（五）媒體從業人員自主性高的飲食抉擇不會

受控於外，但有時會受限於上層結構的壓力，而同溫層效應確已成為當代社會的

主流壓力；（六）因受訪者的工作特性而生之自信與自省，可自助媒體從業人員

明辨政治消費相關資訊的真偽，又可強化其自身的新聞專業形象，並彰顯因應不

實資訊之認知干預的重要性；以及（七）政治立場會左右媒體從業人員對市場的

認同，並強化其支持或抵制的消費行動，但也可能會限縮了人們接受多元觀點的

能力。 

研究二係屬本土政治消費之資訊傳播研究，點出繼續深研迴聲室與逆火效應

的重要性，亦對新聞工作現況與不實資訊防治的後續研究有所啟發，彰顯出未來

更須著重的問責制度與干預手段。研究二成果至少具有以下三點學術貢獻：

（一）研究成果可彌補臺灣政治消費之資訊傳播研究的缺口，其間探究之變項和

結論，可為後續更精確，也更具規模的實證研究厚實學術基礎；（二）因不實資

訊研究必須鎖定範圍，本研究因此聚焦於萊牛、豬肉所涉及之不實資訊和政治消

費，研究成果可供政府相關機關做為其檢視農業和數位政策及補正法規之用，藉

此擘劃促進臺灣永續的發展政策；（三）研究成果點出多項數位時代中重要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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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議題，如網路生態與文化、迴聲室、逆火效應、不實資訊干預方法等，也同步

彰顯出當代傳播學域的關鍵主題，如演算法過濾資訊、點閱率與即時新聞壓力、

組織內部規範、社會責任與問責制度、從業者身心調適等，殊值後續深入探究。 

本研究至少有三項限制，分別是：（一）本研究所用深度晤談法雖可深刻理

解個別受訪者的想法，但仍有可能受限於個人視野；（二）初探型研究雖可能對

後續網路生態研究有多項啟發，但成果卻僅能浮現關鍵議題，無法獲知具體的因

果關係；（三）研究成果亦點出新聞傳播困境與從業人員實況，但卻未能精細解

析以提供因應之道。未來研究可朝下列三個方向進行：（一）未來可增加訪談人

數，或採取焦點團體座談法，以理解群體對相同議題的觀點與建議，透過交互激

勵從而豐富化研究成果；（二）未來可針對政治消費、不實資訊預防、認知作戰

干預、迴聲室、逆火效應等新興網路議題，進行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以推進現有

的資訊傳播學理；（三）未來亦可針對前述傳播學域之當代關鍵議題，如點閱和

時間壓力、演算法篩選、組織規範、問責制度等，進行一般大眾與從業者的對比

研究，以提供更務實且有效的對應對策。 

研究二之完整內容，請參閱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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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 

2020 年，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因決定開放在飼育過程中，食用含有萊劑飼料的

進口豬肉及其相關製品，引發在野的國民黨不滿，因此大量傳遞負面的虛假資訊，

並進行政治對抗。即使執政黨多次澄清並駁斥這些不實資訊，並強調會制定符合國

際殘留規範之標準以嚴格把關。不過，很多不實資訊仍在網路社群透過特定人士的

轉傳和操作下，造成社會恐慌。研究者在進行研究一與研究二後發現，豬肉消費在

臺灣成為政治消費的標的，同時政治立場亦會對政治消費產生莫大的影響。過往研

究指出，政治立場相近者易觸發同溫層行為，當訊息在同溫層內重複傳播，亦會產

生迴聲室行為和逆火效應，並激化後續行為。因此，研究者基於相關文獻的回顧，

綜整計劃行為、迴聲室、逆火效應與政治消費等理論，續規劃進行此一研究。其研

究目的包括：（一）探究計劃行為、資訊呈現方式與迴聲室對逆火效應的影響；（二）

分析迴聲室對逆火效應的中介效果；（三）比較不同政治傾向與性別之間的差異。

研究三的研究架構為如圖 3。 

圖 3：研究架構圖（研究三）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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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針對中華民國臺灣年滿 18 歲以上，且有購買豬肉消費、料理或相關

製品經驗之消費者為施測對象，並透過網路問卷進行施測。為求受調者政治傾向取

樣的廣泛與平衡，研究者除透過個人社群媒體推送網路問卷外，亦透過包含中國國

民黨、民主進步黨與臺灣民眾黨三個在立法院的立法院黨團成員、包含六都（新北

市、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及其他縣轄市等多位不同政黨屬

性之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協助研究者向其支持者宣傳並發放問卷。同時，研

究者亦商請如 Facebook 等社群媒體中不同政治屬性或類別的社群版主，以及政治

立場各異的媒體工作者，透過其所屬之網路粉絲專頁，協助研究者向其群組成員或

支持者廣為宣傳，同時發放與催收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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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研究者先透過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分析出影響迴聲室效應與逆火效應的因

素，並界定包括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資訊呈現方式、迴聲室與逆火

效應等六個變項的定義與內涵。本問卷之人口變項包括：年齡、學歷及性別等三

項資料。而計劃行為子量表題項主要是參考自 Ajzen（2020）、Bodur 等人

（2000）、Koohikamali 與 Sidorova（2017）等三篇文獻，共 12 個題項。題項平均

值越高，代表個人具有越堅定的態度、越易受到社會壓力所影響，以及越有自信

與判斷力。計劃行為題項內容詳如表 1。 

表 1：計劃行為量表 

因素／題項 理論構面 

我重視飲食安全 

計劃行為理論 

健康飲食是必要的 

養豬場應維持良好的環境清潔 

養豬場應有寬敞的飼養空間 

親人會影響我對購買食品的選擇 

朋友或同事會影響我對購買食品的選擇 

意見領袖或網路名人會影響我對購買食品的選擇 

政府公布的檢驗數據會影響我對購買食品的選擇 

我自信能判斷資訊真假，不會被誤導 

我自信不會過度解讀或渲染資訊 

我知道很多管道，可以找到食材的正確資訊 

我有農業或食品專業的朋友可以隨時諮詢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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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資訊呈現方式子量表共四個題項，此部分參考自Dennis等人（2008）、

Kam 與 Deichert（2020）、Maity 等人（2018）、Soliha 與 Widyasari（2018）等四篇

文獻。題項平均值越高，代表越喜好該類資訊呈現方式。題項內容詳如表 2。 

 

表 2：資訊呈現方式量表 

因素／題項 理論構面 

動態資訊（影片或動畫）比較能吸引我的注意 

資訊呈現 

圖文並茂的資訊比較能吸引我的注意 

正向的資訊能夠吸引我的注意 

負向的資訊能夠吸引我的注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本研究政治傾向之量表共有三個題項，此變項之調查題項參考自 Clark 等人

（2018）、Guidetti 等人（2022）、Sasahara（2019）等三篇文獻。由於臺灣政黨長期

處於對立，致使支持者也呈現政治立場兩極化的趨勢。本研究界定，題項平均值越

高，即代表越支持目前的執政黨 DPP（歸為泛綠陣營），反之則界定為泛藍陣營。 

 

表 3：政治傾向量表 

因素／題項 理論構面 

我相信小英總統重視動物福利（顧及其營養、環

境、傷病、天性等） 

政治傾向 

我相信開放合格萊豬進口是政府重視食安的表現 

我相信政府對萊豬檢驗會嚴格把關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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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迴聲室量表共有五個題項，係依據 Cinelli 等（2021）、Cota 等

（2019）、Ettinger & Jehiel（2021）、Kitchens 等（2020）、Himma-Kadakas（2017）

等五篇文獻。題項平均值越高，代表迴聲室越強。題項內容詳如表 3。 

表 4：迴聲室量表 

因素／題項 理論構面 

我喜歡在理念相同的社群媒體裡發言 

迴聲室 

我信任理念相同者的發言內容 

我對感興趣的新聞或訊息會按讚 

我對感興趣的新聞或訊息會留言回應 

我會分享或轉發感興趣的新聞及訊息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本研究逆火效應之量表亦有五個題項，係參考自 Buchanan（2021）、Nyhan 與

Reifler（2010）、Peter 與 Koch（2016）、Pornpitakpan（2004）等四篇文獻，題項平

均值越高，代表逆火效應越強。題項內容詳如表 4。 

表 5：逆火效應量表 

因素／題項 理論構面 

我會隱藏自己不認同的訊息來源 

逆火效應 

我會反駁我不認同的發言或訊息 

我會檢舉我不認同的發言或訊息 

我會封鎖我不認同的發言或訊息 

我會呼朋引伴去導正我認為錯誤的訊息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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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擬定問卷內容後，首先透過八位專家學者進行內容檢視以及效度的

檢驗，並提供問卷題項修改建議，回收專家學者意見後將問卷進行修改，再邀請

設籍臺灣的 20 位會實際食用與購買豬肉製品的消費者，分別針對問卷進行預

試，預試完成並回收問卷後，將預試問卷之有效樣本進行敘述性統計、EFA、

Cronbach’s α，先依照分析結果挑選出不符標準、可能須要被刪減的題項，再經由

諮詢專家學者的意見後，製作正式問卷的初稿，而後再度進行 EFA 與 α 值等分

析，並依分析結果研判因素結構，重新確立正式問卷。 

本問卷在首頁有告知受調者研究目的，並強調本研究採不具名的方式進行，

讓受調者瞭解其隱私無虞並能安心填答。調查問卷包括五個子量表與人口背景變

項，量表均採用 Likert-type Scale 六點量表規範設計。過往研究指出，Likert-type 

Scale 六點量表是一種適合衡量態度的量表型態，常為人文社會與經濟研究領域中

使用的心理測量工具，研究者可以透過單獨或是組合題項，藉此衡量受調者對題

項的陳述反應與態度（Abela, 2018）。依據本研究設計，共區分為：極不同意

（後計 1 分）、不同意（後計 2 分）、稍為不同意（後計 3 分）、稍為同意（後計 4

分）、同意（後計 5 分）、極為同意（後計 6 分）等六種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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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過程 

本研究屬於初探性研究，研究者以 SurveyCake 做為網路問卷施測的平台與資

料庫。相關研究指出，當調查樣本的母體係常態分配，同時信心水準 α = 0.05，而

其可接受誤差值 1%時，若有效樣本數達到 385 份時，被視為社會科學調查研究的

可行樣本數（LeBlanc, 2004）。因此研究者在參酌相關文獻以及研判問卷施測時間

及可回收份數後，規劃所需收集之樣本數目標設定為 1,200 份以上。研究者後將正

式問卷之有效樣本予以編碼、彙整，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V25.0 與 Amos™ 

25 統計軟體進行敘述性統計、CFA、SEM 及差異分析，檢定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

並撰寫研究結果，冀能創建符合臺灣迴聲室與逆火效應相關研究的論證學理。 

本研究執行過程如下： 

（一）文獻整理與資料收集：廣蒐國內外相關文獻並進行資料整理，彙整本研

究背景與動機，同時，研究者並透過相關文獻整理的過程，確立本研究

目的及架構，同時亦提出本研究的假設。

（二）問卷發展：本研究主要以問卷來進行調查，研究問卷題項設計則依據

相關學術文獻，並審酌問卷設計文獻，依研究相關量表與問卷架構發展

預測用問卷項目，撰寫與調整本研究問卷內容題項初稿。

（三）專家討論與檢測：研究問卷初稿完成後，先經由任教於大學之傳播科

系教授、農畜產銷專家、農畜產業之實際經營者，以及媒體從業人員

與評論者等共八位專家進行問卷效度檢定，實施問卷初稿檢測。

（四）問卷修正：研究者經回收由各方專家檢測之問卷初稿後，針對專家學者

之修改建議，首先進行問卷題項修改，接續透過 20 位設籍臺灣之實際

豬肉消費者，分別進行問卷填答之前測，前測受調者並提供試作後建

議，研究者再與前八位專家學者進行討論，題項微調後進行第二次前

測，再經修改後確認正式問卷題項，續行問卷普測發放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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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施測：問卷設計確認後則執行問卷施測，在問卷回收後進行問卷題項構

面檢定，再經過樣本問卷之信效度後，接續以量化統計進行分析後撰寫

成果。本研究完整問卷請參閱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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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旨在分析計劃行為、資訊呈現方式對迴聲室與逆火效應之因果關係，

藉以建構以迴聲室為中介變項來預測逆火效應的結構模型（如下圖 4）。基於研究

目的和前述文獻，研究者遂提出以下五項研究假設和兩個研究問題： 

H1：迴聲室會擴大逆火效應。 

H2：計劃行為會擴大逆火效應（H2-1 為態度，H2-2 為主觀規範，H2-3 為知

覺行為控制）。 

H3：計劃行為會擴大迴聲室效應（H3-1 為態度，H3-2 為主觀規範，H3-3 為

知覺行為控制）。 

H4：資訊呈現方式會擴大逆火效應。 

H5：資訊呈現方式會擴大迴聲室效應。 

RQ1：探討不同性別對迴聲室效應與逆火效應的影響會產生何種差異？ 

RQ2：探討不同政治傾向對迴聲室效應與逆火效應會產生何種差異？ 

圖 4：以迴聲室效應為中介預測逆火效應結構模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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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經受調者在網路填答完畢並回傳後，研究者會逐一檢視問卷填答情

況，問卷資料在回收後進行資料初步檢視。為確保問卷樣本品質，針對填答選項過

於一致、作答時間過低等問卷，剔除為無效樣本，並將正式問卷之有效樣本予以編

碼、彙整，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V25.0 與 Amos™ 25 統計軟體進行敘述性

統計、CFA、SEM 及差異分析，並撰寫研究結果。 

本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說明如下： 

（一）敘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本研究使用 SPSS Statistics 25 進行量化統計分析，刪掉題間變異量為零，

或是規律性填答的無效樣本，隨後對臺灣的豬肉消費者其樣本進行敘述性

統計，分析受訪者的人口統計樣本特徵與政治傾向特徵，進一步作為探討

本研究之依據。 

（二）驗證性因素分析（CFA） 

CFA 係依據學理來建構，事前已存在的假設因素及其所包含的題項，而後

驗證其符合假設的程度。本研究採最大似然法（maximal likelihood）進行

CFA，以確定其因素結構，並藉此確立本研究信度為高信度水準且各變項

指標具有內部一致性後，再進行本研究的後續統計分析。 

（三）獨立樣本 t 檢定（t-test, independent samples） 

本研究再使用 t 檢定統計分析進行人口統計學差異的探討，並藉以分析性

別與政治傾向的差異是否為影響逆火效應的顯著特徵。 

（四）結構方程模型（SEM） 

SEM 是整合因素分析和路徑分析的一種多元變項統計技術。其描述潛在變

項間的因果關係、因果關係，以及模型的適配度。SEM 包括獨立變項、潛

在變項及應變項的測量誤差、因果關係，以及相互的依賴性。本研究以

SEM 來檢視消費者的計劃行為三大面向及資訊呈現方式，在迴聲室效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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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火效應之間的因果關係，並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 H1、H2、H3、H4 與

H5 的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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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四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 

臺灣是全球公認，身處在認知作戰最前線的國家。網路不僅是各類資訊的匯集

地，虛假訊息亦透過網路大量傳遞，形成夢魘。網路發展亦促成新媒體大量成立，

在面對追求即時報導與點擊率的商業經營之需求壓力下，媒體經營者與其從業人

員逐漸大量引用網路素材，且引用率日益增加。媒體對於所引用的資訊若未經查證，

極易因不慎引述不實資訊加以運用、重製後進行傳遞，反讓媒體專業性與公信力遭

到質疑，甚或影響該媒體商業經營與競爭力。因此，媒體從業人員對防範不實資訊

較從事其他職業的普羅大眾更為迫切，對支持不實資訊防治方式的態度亦應更為

積極。研究四之研究目的在：（一）探究計劃行為、政治傾向、資訊來源，以及資

訊呈現方式對不實資訊防治方式的影響；（二）分析態度與資訊呈現方式對不實資

訊防治方式的中介效果；（三）比較媒體從業人員與一般大眾對支持不實資訊防治

方式之間的差異。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5。 

圖 5：研究架構圖（研究四）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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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在探究媒體從業人員與一般大眾對不實資訊防治方式的差異，為

求受調者在不同職業別取樣的廣泛與平衡，研究者除透過個人社群媒體推送網路

問卷對普羅大眾進行調查外，更透過包含年代電視台、東森電視台、中天電視台、

三立電視台、TVBS、壹電視、中華電視公司、民間全民電視台、中國電視公司、

臺灣電視公司等多家公、民營電視台與新聞台，以及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

等多家報社，NOWnews 今日傳媒、三立新聞網、東森新聞雲、中時電子報等多家

網媒，同時亦藉由漢聲廣播電台、警察廣播電台、漢聲廣播電台、中央廣播電台、

中國廣播公司與 POP radio 等廣播電台向其員工發放問卷。同時，研究者亦接洽包

含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臺灣有線寬

頻產業協會、社團法人臺灣數位電視協會、PeoPo 公民新聞網等專業協會，請相關

單位向其會員宣導並發放問卷，以利爾後問卷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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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旨在探究計劃行為、政治傾向、資訊來源，以及資訊呈現對不實資訊防

治方式的影響，建構以態度與資訊呈現為中介變項，來預測不實資訊防治方式的結

構模型，並比較媒體從業人員與一般大眾對不實資訊防治方式之間的差異。本研究

計劃行為量表之題項參考自 Ajzen（2020）、Koohikamali 與 Sidorova（2017）、Xiao

等人（2021）等三篇文獻，共計 12 個題項。題項平均值越高，代表具有越堅定的

態度、越易受社會壓力所影響，以及越能控制自我行為。題項內容詳如表 5。 

表 6：計劃行為量表 

因素／題項 理論構面 

我重視飲食安全 

計劃行為理論 

健康飲食是必要的 

養豬場應維持良好的環境清潔 

養豬場應有寬敞的飼養空間 

親人會影響我對購買食品的選擇 

朋友或同事會影響我對購買食品的選擇 

意見領袖或網路名人會影響我對購買食品的選擇 

政府公布的檢驗數據會影響我對購買食品的選擇 

我自信能判斷資訊真假，不會被誤導 

我自信不會過度解讀或渲染資訊 

我知道很多管道，可以找到食材的正確資訊 

我有農業或食品專業的朋友可以隨時諮詢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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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政治傾向量表題項參考自 Clark 等人（2018）、Guidetti 等人（2022）、

Sasahara（2019）等三篇文獻，共有三個題項。因臺灣民眾習慣以政黨支持來區

分其政治傾向，支持執政黨的民眾通常也會支持政府推出的政策。本研究設定題

項平均值越高，代表越支持執政黨施政（泛綠族群），藉此判斷受調者的政治傾

向。題項內容詳如表 6。 

表 7：政治傾向量表 

因素／題項 理論構面 

我相信小英總統重視動物福利（顧及其營養、環境、

傷病、天性等） 

政治傾向 

我相信開放合格萊豬進口是政府重視食安的表現 

我相信政府對萊豬檢驗會嚴格把關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本研究資訊呈現題項部分係參考自 Dennis 等人（2008）、Kam 與 Deichert

（2020）、Maity 等人（2018）、Soliha 與 Widyasari（2018）等四篇文獻，共四個題

項。題項平均值越高，代表越偏好該類資訊呈現方式。題項內容詳如表 7。 

表 8：資訊呈現量表 

因素／題項 理論構面 

圖文並茂的資訊比較能吸引我的注意 

資訊呈現 

動態資訊（影片或動畫）比較能吸引我的注意 

正向的資訊能夠吸引我的注意 

負向的資訊能夠吸引我的注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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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資訊來源之題項主要參考自 Buchanan（2021）、Dennis 等人（2008）、

Maity 等人（2018）等三篇文獻，共四個題項。題項平均值越高，代表越習慣由該

來源接收資訊。題項內容詳如表 8。 

 

表 9：資訊來源量表 

因素／題項 理論構面 

我經常從社群媒體（如 FB、Instagram、LINE 等）獲得新聞

訊息 

資訊來源 

我常從特定的新聞管道（如電視新聞台、報紙等）獲得新聞

訊息 

我會關注政府部門發布的訊息 

我經常從親友轉述中，獲得新聞訊息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本研究不實資訊防治方式題項主要參考自 Alemanno（2018）、Bode 與 Vrada

（2015）、Lazer 等人（2018）、Niklewicz（2017）等四篇文獻，共六個題項。題項平

均值越高，代表越支持該種防治方式。題項內容詳如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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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不實資訊防治方式量表 

因素／題項 理論構面 

應該要透過學校教育，提升學生媒體資訊素養 

不實資訊防治 

應該要透過宣導，讓民眾學習判斷假訊息的方式 

民眾、意見領袖或媒體應該要能自律 

應該要建立第三方協力查證的機制 

應該要立法或修法嚴懲製造及傳播假訊息者 

應該要立法或修法建立新聞從業者的證照制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本研究之人口變項包括有：性別、年齡、學歷與職業等四項基本資料。在問

卷首頁，研究者有明確告知受調者研究單位及研究目的，並告知本研究採不具名

的方式進行，讓受調者可以安心填答。Abela（2018）指出，Likert-type Scale 六

點量表是人文社會與經濟研究領域中用於態度測量的適用工具。因此，本研究採

用 Likert-type Scale 六點量表規範設計，並區分為：極不同意（後計 1 分）、不同

意（後計 2 分）、稍為不同意（後計 3 分）、稍為同意（後計 4 分）、同意（後計 5

分）、極為同意（後計 6 分）等六種級別。 

研究者在研擬相關文獻並擬定問卷內容後，首先邀請六位在傳播領域學有專

精之專家學者檢視問卷內容，並進行效度檢驗。六位專家學者在檢視後提供題項

修改建議，研究者在研擬所蒐集之意見後，將研究問卷題項再做修改後，隨即進

行第一次前測。在回收前測問卷後，將問卷之有效樣本進行敘述性統計、EFA、

Cronbach’s α，挑選出不符標準、可能須要被刪減的題項，修改後之題項再經諮詢

專家學者的意見後，製作正式問卷的初稿，進行第二次前測，並進行 EFA 與 α 值

等分析，最後再依分析結果研判因素結構，並重新確立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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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過程 

本研究屬於初探性研究，研究設計以 SurveyCake 做為網路問卷施測的平台與

資料庫，並將正式問卷之有效樣本予以編碼、彙整。本研究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V25.0 與 Amos™ 25 統計軟體，將所蒐集之資料進行敘述性統計、

CFA、SEM 及差異分析，並檢定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以撰寫研究結果，冀能論

證可切合臺灣媒體從業人員與一般民眾對支持不實資訊防治方式差異性的學理。

LeBlanc（2004）研究指出，調查樣本的母體為常態分配，且有效樣本數超過 385

（含）份，若信心水準 α = 0.05，以及可接受誤差值為 1%時，該數據可被視為社

會科學調查研究的可行樣本數。由於研究者自身工作特性，在規劃問卷可發放之

施測對象及預估可回收份數後，研判媒體從業人員可回收樣本數應可達到 500

份，因此設定所需收集之樣本數總目標為 1,200 份以上。 

本研究執行過程如下： 

（一）閱讀與資料蒐集整理：研究者先廣蒐國內外相關文獻，並進行資料彙整，釐

清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並確立研究目的和架構，並根據文獻彙整出研究

假設和研究問題。

（二）問卷設計：依據相關學術文獻研擬調查問卷題項，並審酌問卷設計文獻，

同時撰寫與調整問卷內容題項初稿。

（三）專家討論與檢測：邀請六位專家進行問卷效度檢定，擇定服務於電視、廣

播、網媒等媒體之主管，以及任教於傳播科系教授與農畜產銷經營者，進

行問卷初稿檢測。

（四）問卷修正：問卷初稿經各方專家檢測後，研究者即針對彙整之修改建議進行

問卷題項修改，邀請透過 20 位實際食用或購買豬肉及其相關產品的消費者

進行問卷前測，研究者在收集受調者建議後，再與前述六位專家學者商討

後，隨即進行第二次前測，於二次前測後微調題項，再度進行檢測，以確

認正式問卷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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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施測：問卷設計確認後則進行施測，在問卷回收後進行問卷題項構面檢

定，經確認合格樣本數後，進行信度和效度的檢驗，接續再以統計分析後

撰寫成果。本研究完整問卷請參閱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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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旨在探究計劃行為、政治傾向、資訊來源，以及資訊呈現對不實資訊

防治方式的影響，並建構以態度與資訊呈現為中介對不實資訊防治方式如下圖 6

的結構模型，後比較媒體從業人員與一般大眾對不實資訊防治方式之間的差異。

基於研究目的與前述文獻，本研究將計劃行為分為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

制等三個因素，並研擬以下具體五項研究假設和一個研究問題進行研究： 

H1：政治傾向會強化對不實資訊防治的支持。 

H2：計劃行為會強化對不實資訊防治的支持。 

H3：態度會強化主觀規範（H3-1）、知覺行為控制（H3-2）、政治傾向（H3-

3）、資訊來源（H3-4）對支持不實資訊防治（H3-5）的影響。 

H4：資訊來源會強化對不實資訊防治的支持。 

H5：資訊呈現方式會強化主觀規範（H5-1）、知覺行為控制（H5-2）、政治傾

向（H5-3）、資訊來源（H5-4）對支持不實資訊防治（H5-5）的支持。 

RQ1：探討媒體從業人員與一般民眾對支持不實資訊防治的支持會產生何種

差異？ 

 

 

 

 

 

 

 

圖 6：以態度、資訊呈現為中介預測不實資訊防治方式結構模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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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收集網路問卷後，為確保樣本品質，將進行初步資料檢視，透過逐

一檢視問卷填答情況，若回傳之問卷填答過於一致，將剔除為無效樣本，隨後，

透過將有效樣本予以編碼、彙整，並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V25.0 與

Amos™ 25 統計軟體來進行敘述性統計、CFA、SEM，以及差異分析，並逐步撰

寫研究結果。 

本研究所採取的統計分析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使用 SPSS Statistics 25 進行量化統計分析，刪除掉題間變異量為

零，或是規律性填答的無效樣本之後，對臺灣的媒體從業人員及一般民眾

為樣本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受訪者的人口統計樣本特徵與政治傾向等特

徵，進一步作為探討本研究之依據。 

（二）驗證性因素分析（CFA）

CFA 是一種社會科學研究常用的統計方法，用來評估理論模型與蒐集數據

之間的符合度。CFA 係依據學理來建構，其目的在於測量模型中觀察變項

和潛在變項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採最大似然法進行 CFA，以確定其因素結

構，並藉此確立本研究信度為高信度水準且各變項指標具有內部一致性

後，再針對本研究假設進行統計分析。

（三）獨立樣本 t 檢定（t-test, independent samples） 

本研究使用 t 檢定統計分析來分析人口統計變項之差異，並藉以分析媒體

從業人員與非媒體從業人員的職業差異是否會對支持不實資訊防治方式產

生影響。 

（四）結構方程模型（SEM） 

SEM 是整合因素分析和路徑分析的一種多元變項統計技術，用以檢定相關

現象的內在結構理論。其在測量模式中，應用驗證性因素分析來建構觀察

變項與潛在變項間之關係；在結構模式中，則應用路徑分析來探究各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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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因果關係，來建立最終的結構模式。本研究以 SEM 來檢視消費者的

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政治傾向及資訊來源對態度和資訊呈現方式的

影響，以及和不實資訊防治方式之間的因果關係，並驗證本研究 H1、

H2、H3、H4 與 H5 的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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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三成果與討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係針對臺灣食用豬肉的消費者進行網路問卷調查，共回收 1,562 份，

排除掉無效樣本後，有效樣本 1,267 份進行後續分析（表 11）。 

表 11. 人口變項敘述性統計結果（N = 1,267） 

人口變項 比例（數據） 

性別 
男性 52.4% (664) 

女性 47.6% (603) 

教育程度 

高中職（含）以下 12.3% (156) 

大學/專科 64% (811) 

碩/博士 23.7% (300) 

年齡（歲） 

≤ 35 31.7% (402) 

36-45 27% (343) 

≥ 46 41.3% (522) 

政治傾向 

泛藍 45.2% (573) 

泛綠 54.8%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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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採取最大似然法以衡量計劃性行為、資訊呈現方式、迴聲室，與逆火

效應等四個變項，共 23 個題項進行 CFA，以確定其因素結構。CFA 結果顯示，

計劃性行為可區分出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等三個因素，其他變項（資

訊呈現方式、迴聲室與逆火效應）均為單因素結構。 

在政治傾向的區分上，泛綠（χ2 = 799.163, df = 215, χ2 / df = 3.717, p < .001, 

RMSEA = .06, SRMR = .06, CFI = .92, TLI = .91）及泛藍（χ2 = 870.269, df = 215, χ2 

/ df = 4.048, p < .001, RMSEA = .07, SRMR = .07, CFI = .91, TLI = .90）因素結構之

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皆符合 Hair 等人（2014）所建議的檢定標準。 

性別部分的分析結果亦相似，男性（χ2 = 865.455, df = 215, χ2 / df = 4.025, p 

< .001, RMSEA = .07, SRMR = .07, CFI = .91, TLI = .90）或女性（χ2 = 889.022, df = 

215, χ2 / df = 4.135, p < .001, RMSEA = .07, SRMR = .07, CFI = .91, TLI = .90）。 

複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以下簡稱 CR）介於.75 至.86 間，皆達到高

於.60 的水準。各變項的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s，以下簡稱 FLs）界於.58

至.92 之間，均高於.50 之標準，代表都擁有良好的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同時，平均變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以下簡稱 AVE）介

於.50 至.67 間，皆達到高於.45 的檢定要求。（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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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驗證性因素分析統計結果（N = 1,267） 

因素／題項 Mean SD FLs CR AVE 

態度 0.82 0.54 

養豬場應維持良好的環境清潔 5.56 .66 .79 

養豬場應有寬敞的飼養空間 5.43 .72 .76 

健康飲食是必要的 5.52 .68 .72 

我重視飲食安全 5.31 .76 .67 

主觀規範 0.83 0.63 

朋友或同事會影響我對購買食品的選擇 4.27 1.15 .92 

親人會影響我對購買食品的選擇 4.59 1.12 .80 

意見領袖或網路名人會影響我對購買食 

品的選擇 

3.74 1.32 .63 

知覺行為控制 0.86 0.67 

我自信能判斷資訊真假，不會被誤導 4.66 1.05 .87 

我自信不會過度解讀或渲染資訊 4.80 .93 .86 

我知道很多管道，可以找到食材的正確 

資訊 

4.64 1.07 .73 

資訊呈現 0.75 0.50 

動態資訊（影片或動畫）比較能吸引我 

的注意 

4.71 1.00 .81 

圖文並茂的資訊比較能吸引我的注意 4.78 .96 .72 

正向的資訊能夠吸引我的注意 4.84 .87 .58 

迴聲室 0.84 0.51 

我對感興趣的新聞或訊息會留言回應 3.76 1.32 .83 

我對感興趣的新聞或訊息會按讚 4.38 1.2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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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分享或轉發感興趣的新聞及訊息 4.07 1.26 .72 

我喜歡在理念相同的社群媒體裡發言 3.79 1.35 .70 

我信任理念相同者的發言內容 4.30 1.00 .58 

逆火效應 0.86 0.55 

我會檢舉我不認同的發言或訊息 3.10 1.39 .84 

我會封鎖我不認同的發言或訊息 3.27 1.44 .77 

我會呼朋引伴去導正我認為錯誤的訊息 3.37 1.31 .74 

我會反駁我不認同的發言或訊息 3.49 1.32 .73 

我會隱藏自己不認同的訊息來源 3.52 1.32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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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分析與差異分析 

研究者使用 Fornell-Larcker’s（1981）Correlations 和 HTMT 來檢定本研究各

構念間之區辨效度（discrimination validity），詳如表 13 與表 14 所示。各構念間

之區辨效度都低於.85，與 Henseler 等人（2015）之建議相符。 

表 13. 各構面間的 Fornell–Larcker 相關係數（N = 1,267） 

1 2 3 4 5 6 

1. 態度 (.74) 

2. 主觀規範 .12*** (.79) 

3. 知覺行為控制 .34*** .07* (.82) 

4. 資訊呈現 .36*** .33*** .32*** (.71)

5. 迴聲室 .20*** .30*** .28*** .41*** (.71)

6. 逆火效應 .03 .22*** .19*** .12*** .67*** (.74) 

* p < .05, *** p < .001. Values in parentheses are the square root of AVE.

表 14. 各構面的 HTMT 值（N = 1,267） 

1 2 3 4 5 

1. 態度

2. 主觀規範 .11

3. 知覺行為控制 .36 .10

4. 資訊呈現 .44 .37 .39

5. 迴聲室 .24 .37 .31 .48

6. 逆火效應 .05 .28 .20 .1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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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另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探究人口統計變項中的差異，研究結果顯示，泛

綠及男性民眾對逆火效應，明顯高於泛藍與女性民眾（表 15）。 

表 15. 逆火效應的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變項 

泛綠（N = 694） 泛藍（N = 573） 

t Levene df 

M SD M SD 

逆火效應 3.49 1.14 3.19 .98 4.97*** 21.42 1262.64 

男性（N = 664） 女性（N = 603） 

逆火效應 3.46 1.06 3.23 1.09 3.80*** .25 126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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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在逆火效應部分，泛綠民眾之假設模型達到良好的適配度（χ2 = 799.163, df = 

215, χ2 / df = 3.717, p < .001, RMSEA = .06, SRMR = .06, CFI = .92, TLI = .91），且

能相當程度地解釋逆火效應的總變異量（R2 = .47）。圖 7 及表 16 數據指出，態度

及資訊呈現方式對逆火效應會產生負向的直接效果；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控制都

會對逆火效應產生直接的正向效果；除態度以外，其餘皆會透過迴聲室的中介，

對逆火產生顯著的間接效果。 

圖 7. 泛綠民眾透過迴聲室中介產生逆火效應的結構方程模式（N = 694） 

* p <.05, ** p <.01, *** p <.001

態度 

主觀規範

逆火效應 

(R2 = 0.47) 

-.15** 

知覺行為控制 

迴聲室 

(R2 = 0.29) 

-.08 
08* 

.31*** 

.11* .25*** 

資訊呈現 

方式
-.17** 

.6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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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潛在變項對泛綠民眾逆火效應的影響（N = 694） 

* p < .05, ** p < .01, *** p < .001.

此外，泛藍民眾之假設模型亦達到良好的適配度（χ2 = 870.269, df = 215, χ2 / 

df = 4.048, p < .001, RMSEA = .07, SRMR = .07, CFI = .88, TLI = .86），且能相當程

度地解釋逆火效應（R2 = .50）。圖 8 和表 17 的結果顯示，資訊呈現方式對逆火效

應具有負向的直接效果；而態度、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控制均不會對逆火產生顯

著之直接影響。但在經過迴聲室的中介後，態度與資訊呈現方式都會對逆火效應

產生顯著的間接影響。 

圖 8. 泛藍民眾透過迴聲室中介產生逆火效應的結構方程模式（N = 573） 

** p < .01, *** p < .001 

自變項與中介變項 

逆火效應（泛綠）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態度 -.15** -.05 -.20***

主觀規範 .08* .17*** .25***

知覺行為控制 .11* .21*** .32*** 

資訊呈現方式 -.17** .17** .00 

迴聲室（中介） .68*** ― .68***

態度 

主觀規範 

逆火效應 

(R2 = 0.50) 

.00 

知覺行為控制 

迴聲室 

(R2 = 0.13) 

.16** 
.06 

-.04 

.05 .26*** 

資訊呈現 

方式
-.15** 

.73*** 

.08 



doi:10.6342/NTU202501594

102 

表 17. 潛在變項對泛藍民眾逆火效應的影響（N = 573） 

* p < .05, ** p < .01, *** p < .001.

此外，男性民眾之假設模型亦達到良好的適配度（χ2 = 865.455, df = 215, χ2 / 

df = 4.025, p < .001, RMSEA = .068, SRMR = .07, CFI = .91, TLI = .89），能相當程

度地解釋逆火效應的總變異量（R2 = .48）。圖 9 以及表 18 的結果顯示，資訊呈現

方式對逆火效應會產生負向的直接效果，主觀規範則對逆火效應則會產生直接的

正向影響，而態度及知覺行為控制都不會對逆火效應產生顯著的直接影響。此

外，在經過迴聲室的中介後，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都會對逆火效應產生顯著

的間接影響。

自變項與中介變項 

逆火效應（泛藍）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態度 .00 .12** .12* 

主觀規範 .06 .06 .11 

知覺行為控制 .05 -.03 .03 

資訊呈現方式 -.15** .19*** .04

迴聲室（中介） .73***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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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男性民眾透過迴聲室中介產生逆火效應的結構方程模式（N = 664） 

** p < .01, *** p < .001 

表 18. 潛在變項對男性民眾逆火效應的影響（N = 664） 

** p < .01, *** p < .001. 

最後，女性民眾之假設模型也達到良好的適配度（χ2 = 889.022, df = 215, χ2 / 

df = 4.135, p < .001, RMSEA = .07, SRMR = .07, CFI = .91, TLI = .90），並能相當程

度地解釋逆火效應的總變異量（R2 = .51）。圖 10 和表 19 結果顯示，態度對逆火

效應會產生直接的負向影響；而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和資訊呈現方式都不會

對逆火效應產生顯著的直接影響。在透過迴聲室的中介後，主觀規範、知覺行為

自變項與中介變項 

逆火效應（男性）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態度 -.05 .03 -.02

主觀規範 .12** .13*** .25*** 

知覺行為控制 .08 .06 .14** 

資訊呈現方式 -.29*** .28*** .00

迴聲室（中介） .73*** ― .73***

態度 

主觀規範 

逆火效應 

(R2 = 0.48) 

-.05 

知覺行為控制 

迴聲室 

(R2 = 0.27) 

.04 
.12** 

.09 

.08 .39*** 

資訊呈現 

方式
-.29*** 

.7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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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與資訊呈現方式均會對逆火效應產生顯著之間接影響。資訊呈現方式、主觀

規範和知覺行為控制均會對逆火效應產生顯著的間接影響。 

圖 10. 女性民眾透過迴聲室中介產生逆火效應的結構方程模式（N = 603） 

** p < .01, *** p < .001 

表 19. 潛在變項對女性民眾逆火效應的影響（N = 603)） 

* p < .05, ** p < .01, *** p < .001.

綜整而言，本研究所提出研究假設的檢定結果報導於表 20。 

自變項與中介變項 

逆火效應（女性）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態度 -.12** .00 -.12*

主觀規範 .01 .15*** .16** 

知覺行為控制 .05 .17*** .22*** 

資訊呈現方式 -.09 .13* .04

迴聲室（中介） .73*** ― .73***

態度 

主觀規範 

逆火效應 

(R2 = 0.51) 

-.12** 

知覺行為控制 

迴聲室 

(R2 = 0.19) 

.00 
.01 

.23*** 

.05 .18** 

資訊呈現 

方式
-.09 

.7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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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本研究假設之檢定結果 

研究假設 

研究結果 

泛綠 泛藍 男性 女性 

H1: 迴聲室會擴大逆火效應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H2: 計劃行為會擴大逆火效應 支持 部分支持 部分支持 支持 

H3: 計劃行為會擴大迴聲室 部分支持 部分支持 部分支持 部分支持 

H4: 資訊呈現方式會擴大逆火效應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H5: 資訊呈現方式會擴大迴聲室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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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結果討論 

本研究因素分析結果顯示，「逆火效應」係指受調者拒絕其所不認同資訊時所

採取的行動；「迴聲室」是指受調者只接觸自己感興趣的資訊，或只與自己理念相

同者互動的現象；而「資訊呈現方式」則是指受調者對特定資訊呈現方式的喜好程

度。此外，在本研究中，「態度」係指受調者對支持動物福利與健康飲食的態度；

「主觀規範」是指受調者在採信特定資訊時感受到的親友壓力；「知覺行為控制」

係指受調者可正確判讀資訊真偽的自信心。本研究 SEM 結果顯示，迴聲室會大幅

促進本研究自變項對逆火效應的影響；亦即，越習慣存在於同溫層者，越容易引發

迴聲室，並擴大逆火效應。此結果除可支持過去研究結論外（Drążkowski & 

Trepanowski, 2021; Ecker et al., 2022; Peter & Koch, 2016; Swire-Thompson et al., 

2022），亦擴展了逆火效應的理論基礎，並強調迴聲室的中介效果。 

就政治傾向而言，本研究呼應過往學者針對認知與自我反思的相關研究

（Fischer & Fleming, 2024）。越重視動物福利與支持健康飲食的泛綠民眾，越會

抑制其對不實資訊所產生的逆火效應。不過，親友壓力及判斷資訊真偽的能力則

會增生其此效應。近年來臺灣政府積極推動友善動物政策，以及民眾對動物福利

的支持度高漲，泛綠群眾在面對萊豬的不實訊息時，更會認定其為虛假訊息而不

予理會，從而減緩逆火效應。不過，基於泛綠群眾對執政黨的支持，該族群亦可

能會受到輿論影響，再加上對判斷資訊真偽的自信，反而致生逆火效應。相對

地，泛藍民眾會更易受迴聲室所影響而觸發逆火效應，研究者推論這與該族群對

執政黨不認同與不滿有關。加上國民黨刻意剪輯和社群操作，透過政治動員以凝

聚支持並激化朝野對立，使得泛藍民眾因此更容易受影響而觸發激烈的網路回應

行為。自此，原本在臺灣單純的豬肉消費已轉變為政治表態的行為，這也解釋了

本研究不同政治傾向民眾的政治消費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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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同步發現，越重視動物福利與飲食健康的女性，越不易受到不實資訊

的影響而觸發逆火效應。同時，無論男性或女性，特別是容易受親友左右與自信

能判斷資訊真偽者，都會透過迴聲室的影響而增生其逆火效應。過往研究指出，

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倡導動物福利，也更注重飲食健康（Bärebring et al., 2020; 

Gaarder, 2011），這也為本研究結果提供了解釋。本研究亦發現，動態或圖文並茂

的資訊呈現方式會與迴聲室的催生相互抵消，並會有效地抑制逆火效應的發生。

不過，當民眾回溯其長期記憶或基於信仰反應時，逆火效應仍有可能發生。這些

結果進一步地解構了逆火效應的形成因素。據此，本研究提出使用特定人口統計

變項作為調節因素，並建立出以迴聲室為中介，用以預測逆火效應的結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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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 

本研究依據結果重塑了逆火效應學理，但仍有三項研究限制。首先，儘管本

研究在主題選擇、變項設置與分析方法上都有創新之處，但因國內外皆缺乏同類

型逆火效應的實證研究，因此難盡佐證、對照和深究之力。其次，本研究係以美

國進口豬肉的消費為引，但泛藍群眾及女性對迴聲室之解釋力（R2 = .13；R2 

= .19）偏低，顯現應有其他影響因素或是調節作用未被檢驗。第三，本研究透過

量化調查法來對受測者之政治立場進行區隔，檢驗差異並提出預測模型，但因為

受限於調查情境，不易精準斷定差異，也較難窺視政治傾向對逆火效應影響之全

貌。因應上述限制，未來建議：（一）引用其他政治消費議題並持續深耕，透過

反覆驗證以厚實立論之根基；（二）針對其他具潛力的人口變項（如職業、資訊

檢索行為、社交傾向等）進行調查與分析，以增進迴聲室之解釋力；（三）透過

質性研究方法對受測者的社會心理面向進行探究，以驗證並深化本研究所涉及之

相關結論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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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四成果與討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 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係針對居住在臺灣媒體從業人員及一般大眾進行調查，透過網路共回

收 1,672 份問卷，經刪除無效樣本後，研究者保留下 1,588 份有效樣本進行後續

分析（表 21）。 

表 21. 人口變項敘述性統計結果（N = 1,588） 

人口變項 比例（數據） 

性別 男性 女性 

52.0% （826） 48.0% （762） 

教育程度 高中職 大學 研究所 

11.3% （179） 65.0% （1,032） 23.7% （377） 

年齡（歲） 
≤ 35 36-45 ≥ 46 

34.3% （544） 27.5% （437） 38.2% （607） 

身分 媒體從業人員 一般大眾 

35.4% （562） 64.6%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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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採用 CFA 中的最大似然法來評估每個變項的因素結構。分析結果顯

示，計劃性行為可區分出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等三個因素，不實資訊

防治方式區分出認知干預和結構干預等兩個因素。在認知干預面向之媒體從業人

員（χ2 = 670.610, df = 202, χ2 / df = 3.320, p < .001, RMSEA = .06, SRMR = .05, CFI 

= .92, TLI = .89）與一般大眾（χ2 = 1063.258, df = 202, χ2 / df = 5.264, p < .001, 

RMSEA = .06, SRMR = .05, CFI = .92, TLI = .90），符合 Hair 等人（2014）的建議

檢定標準。結構干預面向之媒體從業人員（χ2 = 505.086, df = 150, χ2 / df = 3.367, p 

< .001, RMSEA = .07, SRMR = .05, CFI = .92, TLI = .90）與一般大眾（χ2 = 726.233, 

df = 150, χ2 / df = 4.842, p < .001, RMSEA = .06, SRMR = .05, CFI = .93, TLI = .92），

因素結構與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亦均符合上述的建議檢定標準。各構念

之因素負荷量係界於.57 至.93 間，都高於.50。其複合信度介於.63 至.90 間，皆達

到高於.60 的水準。同時，平均變異萃取量介於.46 至.75 間，皆達到高於.45 的檢

定要求，呈現令人滿意的收斂效度（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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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驗證性因素分析統計結果（N = 1,588） 

因素／題項 

Mean SD FLs 

C

R 

AV

E 

態度 .81 .51 

養豬場應維持良好的環境清潔 5.58 .65 .78 

養豬場應有寬敞的飼養空間 5.43 .74 .75 

健康飲食是必要的 5.52 .68 .68 

我重視飲食安全 5.28 .79 .65 

主觀規範 .81 .60 

朋友或同事會影響我對購買食品的選擇 4.22 1.13 .92 

親人會影響我對購買食品的選擇 4.54 1.13 .79 

意見領袖或網路名人會影響我對購買食品的選擇 3.66 1.26 .59 

知覺行為控制 .85 .65 

我自信能判斷資訊真假，不會被誤導 4.57 1.05 .86 

我自信不會過度解讀或渲染資訊 4.72 .92 .83 

我知道很多管道，可以找到食材的正確資訊 4.55 1.08 .72 

政治傾向 .90 .75 

我相信政府對萊豬檢驗會嚴格把關 3.47 1.56 .93 

我相信開放合格萊豬進口是政府重視食安的表現 3.34 1.64 .84 

我相信小英總統重視動物福利（顧及其營養、環境、傷病、天性等） 3.67 1.52 .82 

資訊來源 .63 .46 

我會關注政府部門發布的訊息 4.37 1.09 .77 

我常從特定的新聞管道（如新聞電視台、報紙等）獲得新聞訊息 4.65 1.05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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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呈現方式    .74 .59 

圖文並茂的資訊比較能吸引我的注意 4.80 .96 .79   

動態資訊（影片或動畫）比較能吸引我的注意 4.69 1.01 .75   

認知干預    .80 .58 

應該要透過學校教育，提升學生媒體資訊素養 5.26 .87 .80   

應該要透過宣導，讓民眾學習判斷假訊息的方式 5.31 .82 .80   

民眾、意見領袖或媒體應該要能自律 5.42 .83 .67   

結構干預    .80 .57 

應該要立法或修法嚴懲製造及傳遞假訊息者 5.33 .95 .81   

應該要建立第三方協力查證的機制 5.43 .83 .74   

應該要立法或修法建立新聞從業者的證照制度 5.24 1.02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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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分析與差異分析 

本研究使用 Fornell-Larcker’s Correlations 和 HTMT 來檢定本研究所涉各構念

間之區辨效度，詳如表 23 與表 24 所示。根據 Henseler 等人（2015）的建議，

HTMT 各構念的信賴區間應低於.85，本研究統計結果均符合此標準。此外，研究

者另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探究人口變項中的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媒體從業人員對

不實資訊防治的支持，明顯低於一般大眾（表 25）。 

表 23. 各構面間的 Fornell–Larcker 相關係數（N = 1,588） 

1 2 3 4 5 6 7 8 

1. 態度 (.72) 

2. 主觀規範 .12*** (.77) 

3. 知覺行為控制 .32*** .00 (.81) 

4. 政治傾向 -.10*** .17*** .29*** (.86)

5. 資訊來源 .28*** .23*** .37*** .39*** (.68)

6. 資訊呈現方式 .28*** .27*** .21*** .22*** .39*** (.77) 

7. 認知干預 .48*** .16*** .21*** .09** .33*** .44*** (.76) 

8. 結構干預 .42*** .13*** .16*** .08** .21*** .37*** .79*** (.76) 

Note: *** p < .001. Numbers in parentheses are the square root of 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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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各構面的 HTMT 值（N = 1,588） 

1 2 3 4 5 6 7 

1. 態度

2. 主觀規範 .12

3. 知覺行為控制 .35 .01

4. 政治傾向 .00 .25 .29

5. 資訊來源 .33 .31 .39 .37

6. 資訊呈現方式 .29 .32 .22 .22 .43

7. 認知干預 .50 .15 .22 .06 .34 .44 

8. 結構干預 .43 .12 .16 .07 .21 .37 .83 

表 25. 逆火效應的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N = 1,588） 

變項 

媒體從業人員 

（N = 562） 

 一般大眾 

（N = 1,026） t Levene df 

M SD M SD 

認知干預 5.24 .76 5.38 .66 -3.89*** 9.45 1025.32 

結構干預 5.16 .85 5.43 .73 -6.29*** 14.26 1020.11 

Note: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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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在認知干預的防治面向，統計結果顯示，媒體從業人員之假設模型達到良好

的適配度（χ2 = 670.610, df = 202, χ2 / df = 3.320, p < .001, RMSEA = .06, SRMR 

= .05, CFI = .92, TLI = .89），同時亦能高度解釋認知干預的總變異量（R2 = .48）。

圖 11 與表 26 的結果顯示，態度與資訊呈現方式都會顯著且正向地影響認知干

預；然而，主觀規範對認知干預不會產生顯著的直接和間接影響；此外，知覺行

為控制、資訊來源與政治傾向都不會對認知干預產生顯著的直接影響，但皆會透

過態度與資訊呈現方式的中介，對認知干預產生了顯著之間接影響。 

圖 11. 媒體從業人員透過態度與資訊呈現方式中介產生認知干預的結構方程模式

（N = 562） 

Note: * p <.05, ** p <.01, *** p <.001 

態度 

(R2 = 0.559) 

認知干預 

(R2 = 0.478) 
資訊呈現方式 

(R2 = 0.433)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資訊來源 

政治傾向

-.42*** 

.12 

.14*

.04 

-.03 

-.06 

.10* 

.15** 

27*** 

20 

.44*** 

.64*** 

.5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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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潛在變數對媒體從業人員認知干預的影響（N = 562） 

自變項與中介變項 

認知干預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主觀規範 -.04 .08 .04 

知覺行為控制 -.03 .14* .11* 

政治傾向 -.06 -.21** -.27*** 

資訊來源 .20 .40** .60** 

態度（中介） .44*** ― .44*** 

資訊呈現方式（中介） .20* ― .20* 

Note: * p <.05, ** p <.01, *** p <.001 

SEM 統計結果續顯示，一般大眾認知干預之假設模型亦達到良好的適配度

（χ2 = 1063.258, df = 202, χ2 / df = 5.264, p < .001, RMSEA = .06, SRMR = .05, CFI 

= .92, TLI = .90），並相當程度地解釋認知干預的總變異量（R2 = .24）。圖 12 與表

27 的 SEM 結果顯示，態度與資訊呈現方式都對認知干預產生正向的顯著影響。

不過，知覺行為控制和政治傾向對於認知干預都不會產生顯著的影響；此外，主

觀規範不會對認知干預產生顯著的直接影響，但會透過態度與資訊呈現方式的中

介，對認知干預產生顯著的間接影響；資訊來源對認知干預會產生顯著的直接和

間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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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一般大眾透過態度與資訊呈現方式中介產生認知干預的結構方程模式（N 

= 1,026） 

Note: * p <.05, *** p <.001 

表 27. 潛在變數對一般大眾認知干預的影響（N = 1,026） 

自變項與中介變項 

認知干預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主觀規範 .05 .09*** .14** 

知覺行為控制 -.01 .08*** .07 

政治傾向 .06 -.04* .02 

資訊來源 .11* .14*** .25*** 

態度（中介） .25*** ― .25*** 

資訊呈現方式（中介） .29*** ― .29*** 

Note: * p <.05, ** p <.01, *** p <.001 

態度 

(R2 = 0.158) 

認知干預 

(R2 = 0.244) 
資訊呈現方式

(R2 = 0.182)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資訊來源 

政治傾向

-.24*** 

04 

.07 

.05 

-.01 

.06 

.29*** 

.13*** 

.20*** 

.26*** 

.11* 

.25*** 

.2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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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構干預的防治面向上，媒體從業人員之假設模型達到良好的適配度（χ2 

= 505.086, df = 150, χ2 / df = 3.367, p < .001, RMSEA = .07, SRMR = .05, CFI = .92, 

TLI = .90），能相當程度地解釋結構干預的總變異量（R2 = .33）。圖 13 與表 28 的

分析結果顯示，態度與資訊呈現方式對於結構干預都會顯著且正向地影響。不

過，政治傾向、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控制對於結構干預都不會產生顯著的影響。

此外，資訊來源不會對結構干預產生顯著的直接影響，但會透過態度與資訊呈現

方式的中介，會對結構干預產生顯著之間接影響。 

圖 13. 媒體從業人員透過態度與資訊呈現方式中介產生結構干預的結構方程模式

（N = 562） 

Note: * p <.05, ** p <.01, *** p <.001 

態度 

(R2 = 0.558) 

結構干預 

(R2 = 0.329) 
資訊呈現方式

(R2 = 0.452)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資訊來源 

政治傾向

.10* 

-.41***

.15** 

.27*** 

.12 

-.13*

-.01 

-.11 

.09 

.47*** 

.01 

.23* 

.63***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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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潛在變數對媒體從業人員結構干預的影響（N = 562） 

自變項與中介變項 

結構干預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主觀規範 -.01 .08* .07 

知覺行為控制 -.11 .15* .04 

政治傾向 .09 -.22** -.13 

資訊來源 .01 .44** .45** 

態度（中介） .47*** ― .47*** 

資訊呈現方式（中介） .23* ― .23* 

Note: * p <.05, ** p <.01, *** p <.001 

在結構干預部分，SEM 分析結果顯示，一般大眾之假設模型亦達到良好的適

配度（χ2 = 726.233, df = 150, χ2 / df = 4.842, p < .001, RMSEA = .06, SRMR = .05, 

CFI = .93, TLI = .92），並能解釋結構干預的總變異量（R2 = .16）。圖 14 及表 29

的分析結果顯示，態度與資訊呈現方式都對結構干預產生正向的顯著影響。不

過，知覺行為控制與政治傾向對結構干預皆不會產生顯著影響。此外，主觀規範

和資訊來源雖然對結構干預不會產生顯著的直接影響，卻都會透過態度與資訊呈

現方式的中介，對結構干預產生顯著之間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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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一般大眾透過態度與資訊呈現方式中介產生結構干預的結構方程模式（N 

= 1,026） 

Note: * p <.05, *** p <.001 

表 29. 潛在變數對一般大眾結構干預的影響（N = 1,026） 

自變項與中介變項 

結構干預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主觀規範 .03 .08*** .11* 

知覺行為控制 .01 .07*** .07 

政治傾向 .08* -.04 .05 

資訊來源 .02 .12*** .14* 

態度（中介） .22*** ― .22*** 

資訊呈現方式（中介） .26*** ― .26*** 

Note: * p <.05, *** p <.001 

態度 

(R2 = 0.160) 

結構干預 

(R2 = 0.156) 
資訊呈現方式

(R2 = 0.181)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資訊來源 

政治傾向

.13*** 

-.24*** 

20***

.26*** 

.04 

.07 

.03 

.01 

.08* 

.02 

.22*** 

.26*** 

.2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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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而言，本研究先前提出研究假設的檢定結果報導於表 30。 

表 30. 本研究假設之檢定結果 

研究假設 

認知干預 結構干預 

M P M P 

H1：政治傾向會強化對不實資訊防治的支持 S US US US 

H2：計劃行為會強化對不實資訊的支持 PS PS PS PS 

H3：態度會強化主觀規範（H3-1）、知覺行為 

    控制（H3-2）、政治傾向（H3-3）、資訊來源 

    （H3-4）對不實資訊防治（H3-5）的影響 

PS PS PS PS 

H4：資訊來源會強化對不實資訊防治的支持 S S S S 

H5：資訊呈現方式會強化主觀規範（H5-1）、 

    知覺行為控制（H5-2）、政治傾向（H5-3）、 

    資訊來源（H5-4）對支持不實資訊防治 

    （H5-5）的支持 

PS PS PS PS 

Note：CM，媒體從業人員；P，一般大眾；S，支持；PS，部分支持；US，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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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結果討論 

本研究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態度」係指受測者對動物福利與健康飲食的支

持態度；「主觀規範」係指受測者在進行某種行為時所受到親友的社會壓力；「知

覺行為控制」是指受測者的自信心與可正確判讀資訊的能力；「政治傾向」是受

測者信任並支持執政黨施政政策的程度；「資訊來源」是指受測者經常獲取資訊

的管道；「資訊呈現方式」是指資訊呈現的手法，例如以動態或圖文並茂方式呈

現的資訊。此外，「不實資訊防治方式」則可區分為「認知干預」與「結構干

預」，「認知干預」係指強化個體分辨資訊真偽能力以及媒體自律，「結構干預」

則為透過治理、監理與法制來阻卻不實資訊。 

本研究 SEM 分析結果顯示，態度及資訊呈現方式對所有受調者的不實資訊

防治都會產生明顯的效果，並進而支持不實資訊防治的推動，呼應過往論述

（Kim & Dennis, 2019; Mathur & Moschis; 2022; Schindler & Müller, 2018; Uhm et al., 

2022; Wang et al., 2022; Yeh et al., 2021），也同時驗證了本研究提出的中介假設。

此外，認知與結構干預的平均值皆高於 5.3，顯示臺灣社會支持並渴望推動不實

資訊防治。相較之下，媒體從業人員對防治不實資訊的支持較更容易受到態度所

影響，而一般大眾則更會受到資訊呈現方式所影響。研究者推論，這應與媒體從

業人員本身就是資訊的製造與傳遞者有關；同時，媒體從業人員普遍具有高學

歷，加上高壓的工作環境，因此可能更會展現其重視動物福利與健康飲食的行為

傾向，進而支持不實資訊的防治。 

對一般大眾而言，研究結果顯示，資訊來源在經過態度與資訊呈現方式的中

介後，對認知干預（.25，表 27）和結構干預（.14，表 29）都產生不強但顯著的

效果。這代表，無論資訊來源為何，一般大眾對不實資訊防治的支持，都會受到

其動物福利態度與動態資訊呈現所激勵。主觀規範在經過中介變項的影響後，對

認知干預（.14，表 27）和結構干預（.11，表 29）也會出現微幅的效果。此結果

表明，一般大眾對不實資訊防治的支持原本不會受到社會壓力所影響，然而，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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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親友透過圖文並茂的方式呈現資訊來訴求動物福利與健康飲食時，便會增進一

般大眾對防治不實資訊的支持。其次，知覺行為控制對認知與結構干預並無顯著

的效果，意味當一般大眾自信有能力判斷資訊真偽時，便不會更動其對不實資訊

防治的立場。最後，分析結果也指出，儘管政治傾向原本對結構干預有微量的直

接效果（.08，表 29），但經過中介後，對不實資訊防治並未產生顯著的程度，此

亦凸顯一般大眾對支持推動不實資訊防治的立場，會超越其政治傾向的框架，相

對其動福態度及資訊呈現方式更具影響力。本次研究結果不僅能粹煉出不實資訊

的防治策略，更對認知作戰的理論建構有推進的意義。 

對媒體從業人員而言，研究結果顯示，資訊來源在經過中介後，對認知干預

（.60，表 26）和結構干預（.45，表 28）都會產生強烈的影響。媒體從業人員因

為資訊來源廣泛，除了熟悉資訊內容外，亦肩負新聞製造與傳遞之責，由於可以

自主掌控新聞製播的流程，也確知資訊來源可能的威脅，因此，媒體從業人員會

比一般大眾更要求資訊的正確性。為了維護個人專業形象、新聞倫理與媒體聲譽

的維護，這些工作特性都會促使其大力支持不實資訊的防治（Revers, 2014）。研

究亦發現，此一支持主要是受到媒體從業人員自身對動物福利的態度以及資訊呈

現方式所影響。其次，知覺行為控制會對認知干預產生微幅效果（.11，表 26），

另主觀規範在透過中介後對兩種干預方式都沒有顯著的影響。在自詡專業與媒體

使命下，媒體從業人員更有獨立判斷資訊內容的真偽，較不受親友以及社會壓力

影響之能力，因此，媒體從業人員會更支持認知干預的教育和自律手段。最後，

政治傾向對認知與結構干預方式都會產生負向的效果（-.27，表 26；-.13，表

28），此一結果顯示，越傾向支持執政黨的媒體從業人員，越不支持過度剛性的

法律干預。過往學者研究曾指出，媒體從業人員雖會根據自己的意識形態與個人

偏好對資訊進行取捨，但當資訊涉及到政治傾向的議題時，他們通常會拒絕對自

己的立場明確表態（Godler & Reich, 2013）。相關研究亦發現，特別是民主國家的

媒體從業者，為了凸顯其獨立自主的專業形象，以及不願受到制約的媒體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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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會抗拒成為妥協於政治利益或社會現況與商業需求的哈巴狗 lapdogs

（Godler & Reich, 2013; Revers, 2014）。本研究也發現此一現象，亦即越支持執政

黨的媒體從業人員，基於不願被大眾認為他們被政府收買，因此越會不支持對媒

體資訊的過度干預，以凸顯其不扮演政府乖乖牌的守門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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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 

本研究係針對臺灣媒體從業人員與一般大眾對不實資訊防治方式的異同進行

研究，並創建理論與應用，對爾後相關研究立下根基。臺灣過往雖有許多資訊傳

播相關研究，但鮮少針對媒體從業人員在面對不實資訊時應處立場之探究，較難

有佐證與對照，因此未來應該繼續深耕，援引其他職業別針對政治或其他主題的

不實資訊進行探索，以支持本研究提出之論點，並提高及穩固因應認知戰理論的

根基，以建立更深厚的立論基礎。本研究以探究不實資訊的防治方式出發，其中

一般大眾對認知干預之解釋力（R2 = .24）及對結構干預之解釋力（R2 = .16）皆

偏低，未來應納入並強化本研究未探究的因素予以補強，例如資訊內容、重複頻

率、傳播時機、媒體環境，以及額外的人口變項（例如年齡、壓力、疑慮程度

等）來進行更具深度與廣度的分析，以增進不實資訊防治方式之解釋力。此外，

亦應針對包含社群媒體在內的特定傳播管道以及互聯網進行主題研究，例如迴聲

室與逆火效應，以擴大和創新研究視角。 

再者，研究者在此次研究中並未針對受調者社會心理狀態與政黨偏好度進行

調查，而是以受調者是否支持政府施政作為政治傾向的分野，因此較難全面性地

概括政治立場。為鞏固本研究與政治傾向相關的結論與建議，未來亦應開發調查

受訪者社會心理與政黨偏好的方法，在後續研究中加以運用，以達到深論之效。

另本研究係採量化調查研究法，雖可客觀並有效地針對大樣本的受眾進行探究，

不過，後續亦可透過質性研究方法來探究受調者的計劃行為、對資訊的反應和回

饋，以及相關的環境─行為狀態。例如，媒體從業人員因其自身的職業規範、任

務需求，以及機構效應而採取的抵制或干預，以及一般大眾對主觀規範的反應或

是對特定議題的冷漠態度等，都值得進行更細緻的探究。 

此外，由於此次研究並未針對在不同文化背景或政治制度中，受調者自身政

治傾向與不實資訊防治之間的關聯性進行探究，進而限制了本研究成果的普遍性

和跨域性。未來應針對跨國和跨文化的不實資訊主題進行更多元的比較研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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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某一地區的特定不實資訊主題進行探索，並結合量化與質性兩種研究方法，

反覆評估與驗證本研究的成果，以鞏固研究結論與建議的通用性，都至為重要，

亦是研究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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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實務建議 

 

第一節  研究三結論與研究貢獻 

研究三的分析結果發現，迴聲室會大幅催生逆火效應，其中又以藍營支持者尤

甚，而重視動物福利的綠營支持者及女性民眾會抑制其逆火效應。此外，女性更容

易受到親友或其他社會壓力的影響，而觸發逆火效應。本研究確認了迴聲室對逆火

效應的中介效果，並證實政治傾向與性別在研究變項之間可能會產生的調節作用，

值得後續再度檢驗。 

本研究結論不僅為資訊與傳播領域增添學術新意，更為網路行為與政策領域

形成三項研究貢獻。首先，本研究以食農民生議題為引，解析具有政治動員意圖

的不實訊息傳播導致逆火效應的成因，為國際上較為罕見之研究探索與論述，也

為後續相關研究奠定了厚實的基礎。其次，本研究依據研究成果，建構出可預測

因果關係的結構模型，為逆火效應的學理發展鋪平道路，提供未來更換傳播議題

與人口變項的實證平台。最後，臺灣因政治高度對立與政黨惡性競爭，外部惡鄰

威脅頻仍，政府施政常會因為朝野惡鬥而遭遇掣肘。本研究實證，政治傾向會對

迴聲室及逆火效應產生不等的顯著影響，可為國內相關政策法規與措施，提供有

效的策略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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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四結論與研究貢獻 

研究四結果顯示，針對與豬肉消費相關的不實資訊，透過強化培養消費者對

重視動物福利的態度，並在資訊來源平台上使用友善吸收的資訊呈現方式，將有

效並增強防治不實資訊的成效。其中，特別是經常從政府獲取資訊的媒體從業人

員及容易受到親友影響的一般民眾，成效會更為顯著。本研究實證，集體參與防

治不實資訊傳播的重要性，並發現可透過結構與認知干預並行的兩種防治方式，

以減輕不實資訊的傳播和危害，有效緩解認知戰所造成的損害，並阻止不實資訊

透過多元管道進行傳遞。 

本研究為探究臺灣媒體從業人員與一般大眾，對不實資訊的防治方式的不同

差異，共有五項研究貢獻： 

（一）由於獨特的地緣政治，臺灣身處於全球認知作戰的最前線，在維繫亞太區

域安全上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為免有心人士透過製造大量不實資訊遂行

認知作戰並加以對抗，本研究的實證研究以及對影響不實資訊傳遞因素的

詳實分析，已建構出防治不實資訊之因應策略的預測模型。 

（二）本研究聚焦於民生相關之不實資訊議題，特別是關於含萊克多巴胺之豬肉

爭議，對比過往相關研究多僅以資訊傳播效果為主，並未針對特定關注領

域進行深究，更凸顯出其獨特與價值。

（三）儘管政治抗衡與對峙往往成為影響臺灣政府決策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結果

表明，在食農議題中，民眾對支持不實資訊防治的態度很少會受到政治傾

向的干預，其支持與否會受到重視動物福利態度與資訊呈現方式所影響，

進而強化或抑制防治不實資訊的立場，為往後的農業與傳播相關研究奠立

厚實的根基。

（四）本研究發現，媒體從業人員傾向不願擔任政府傳聲筒的職業獨特性，替往

後為政府制定和推廣不實資訊防治的策略提供了具體的實踐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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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研究為認知戰之開創性研究，除為不實資訊防治建立理論基礎與預測模

型，並反映了臺灣獨特的地緣政治形勢，研究成果亦適用於其他遭逢認知

戰之地區，可在不同社會政治背景中，再側重於預防政治不實資訊的民生

議題或其他視角下進行相關研究。研究結果更凸顯，在農業政策制定中，

相關政府部門官員與學者都應掌握民眾對特定議題的態度，以及攸關該議

題的有效資訊呈現方式，並妥慎選擇採用認知或結構干預的防治方式，以

有效預防不實資訊的傳播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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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系列研究的實務建議 

研究者從事媒體工作近 30 年，職涯歷經廣電媒體第一線採訪記者，採訪中

心開稿暨審稿主管，亦曾擔任電視台政經組採訪主管、談話性政論節目製作人，

以及網路媒體總編輯等職務，並於近年陸續參與時事評論節目。面對近年因網路

技術發展突破，加以手機與平板電腦的普及與可攜便利性，深感一般民眾不再如

過往僅能從傳統媒體中，採取定時或定點的單向模式來獲取資訊。社群平台與群

組的即時與互動特性，已成為民眾獲取資訊的最大來源，網路資訊甚至成為媒體

從業人員的資訊來源之一，其比重亦日漸擴大，自媒體的蓬勃發展，亦是一種另

類的「媒體革命」。 

研究者就讀博士班期間，適逢政府開放美豬進口政策之始，臺灣社會因民眾

政治傾向異同與不實資訊的流竄衝擊，致使民間對於開放進口政策引發兩極意

見，臺灣食農議題更形成政治消費。同時，部分媒體在相關報導的取捨與產製，

或因從業人員為搶時效而運用不實資訊產製新聞，或因其自身立場導致報導內容

未盡真實，部分媒體甚至因此遭受抨擊，亦嚴重斲傷媒體公信力。為了探究不實

資訊引發之相關影響與衝擊，並尋求防治策略，本系列研究歷時三年，除了建立

以迴聲室為中介，用以預測逆火效應的結構模型外，並進一步將一般民眾與媒體

從業人員進行區隔，建立以態度及資訊呈現方式為中介的不實資訊防治方式差異

的結構模型，以下依據系列研究結果，針對一般民眾、媒體從業人員，以及政府

機構，提出研究者的實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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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民眾 

本系列研究結果顯示，民眾偏好的資訊呈現方式、政治傾向與資訊來源可信

度都會對農產品消費意願產生影響。面對網路資訊洪流，一般民眾除了接收資訊

外，同時也會扮演傳遞資訊的角色，若因誤信不實資訊，除可能損及自身權益

外，更可能因傳遞不實資訊予他人，而造成人際關係中的信任危機，甚或涉及法

律爭議而身陷其中。若要避免因同溫層的單一資訊反覆傳遞，導致陷入迴聲室而

不自知，在平日可透過多元管道廣泛蒐取資訊，特別是政治敏感議題，可適度避

免因資訊管道來源的單一而讓自己身陷迴聲室。 

同時，在不實資訊防治的研究可發現，動態或圖文並茂的資訊呈現方式以及

重視動物福利與飲食健康者，對農業民生議題越不易受到不實資訊所影響。因

此，在食農議題上，面對親友抗拒接受不同意見時，特別是政治傾向會讓民眾易

受迴聲室影響而觸發逆火效應時，民眾亦可將動福資訊與健康飲食等資訊廣轉親

友，且著重傳遞以聲音、圖片、影像等動態組成的多元方式呈現之資訊，將可有

效強化接收者的印象與改變態度，協助達到說服效果，除可減緩逆火效應的發

生，亦會激勵親友支持不實資訊防治。 



doi:10.6342/NTU202501594

132 

二、媒體從業人員 

本系列研究發現，媒體從業人員對網路資訊的依賴度有逐日增加的趨勢；同

時，媒體從業人員基於工作的特殊性，因此會認同相關機構應對刻意操作的海量

虛假訊息進行適度管制，以強化其自身的新聞專業形象。研究結果亦發現，媒體

從業人員並不支持過度剛性的法律干預，以及不願擔任政府傳聲筒的角色。若因

傳播不實資訊予社會大眾，當資訊真偽獲得釐清時，將會對媒體的權威與公正

性，並對營運產生衝擊。為避免此一情形發生，研究者建議，傳媒事業主應於企

業內部加強透過推動如編輯室公約或編採守則等方式進行內控，並落實在每日編

採會議中，擬定新聞議題的編採方針，於內部進行認知干預，並同時要求所屬對

其產製的新聞需進行平衡報導，將不同意見與立場之資訊呈現給民眾，以避免因

長期暴露於單一層面資訊而產生認知偏差，甚至產製及傳播出不實資訊予社會大

眾，禍害社會與國家。 

再者，本系列研究結果亦發現，媒體從業人員會考量其所屬媒體或經營者之

立場與特性，從而影響其產製新聞的內容。據此，研究者建議，媒體經營者應該

加強職場中之進修教育，強化所屬人員對資訊內容的辨別能力與新聞使命感，促

進產製新聞時能自發性地篩選，以求傳播正確資訊。媒體經營者亦應於職場教育

中強化媒體從業人員的法律與專業知能，邀請該議題領域的專家學者，以及政府

相關單位官員與會進行意見交流，提供媒體從業人員多元與正確的資訊觀點，並

建立彼此間之聯繫管道，於政府政策推廣之初或資訊難以辨明真偽時，媒體從業

人員將可透過訪談進行查證與諮詢，以避免因單一觀點或偏見而產生資訊偏差，

進而產製錯誤報導的可能性。 

同時，在政治高敏感議題上，為避免媒體從業人員因為個人政治傾向而產生

自我迴聲室，甚至在產製新聞時先行守門而導致報導偏差，研究者建議，媒體經

營者可先了解其所屬的政治傾向，透過採訪路線之分配，讓該員經營與其政治立

場相異之採訪分工，增加該員獲取資訊來源的多樣性，從而協助判斷訊息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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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主管應引導所屬在產製新聞時需兼顧平衡與鼓勵自我惕勵，避免產生刻意避

開與其政治傾向相異意見的迴聲室，甚至擴大報導與其政治傾向相近之資訊或駁

斥與其政治傾向相異資訊的逆火效應。如此方能緩減有心人士刻意操弄資訊，或

透過媒體報導營塑不實資訊，假冒專業與客觀的形象來發動認知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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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機構 

儘管政府公部門在制定政策時有其考量與論述的依據，不過因臺灣朝野對立

嚴重，導致政府資訊或政策容易因迴聲室而無法為政治傾向相異者所接受，甚至

會出現脫序的逆火效應，從而限縮其傳播效果。本系列研究發現，此現象在萊豬

議題上非常顯著，甚至形成政治消費的現象。據此，研究者建議，在農業相關政

策制定上，農政單位應持續加強動物福利立法，並推廣民眾健康飲食觀念；面對

較具爭議的農業政策時，應盡力減低民眾因資訊取得匱乏而產生誤解。同時，政

府在發現坊間流傳農業不實資訊（特別是容易導致政治抗爭之相關資訊）時，除

推廣食農教育外，亦可邀請在該領域具代表性的專家學者，以具名方式提出科學

數據，並善用影音、多媒體或圖文並茂的方式來大量推播反不實資訊，將有利於

化解可能遭遇的阻礙，並減緩社會潛在的動盪。 

由於不實資訊的產製與流傳多在爭議政策或事件發生之始，特別是高敏感度

的政治議題，更容易受到操弄。本系列研究發現，在大量資訊難辨真假時，民眾

獲取資訊管道多為親友或與其政治傾向相同者，因此自然會產生嚴重資訊的落

差。研究者因此建議，為防治不實資訊危害，政府應持續強化民眾的資訊與媒體

素養，建構事件澄清平台或 APP 軟體，並善用管道加以廣宣，鼓勵民眾進行事實

查核，讓民眾在平日間即建構起事實查核的習慣。在爭議政策或事件導致大量資

訊呈現而難辨真假時，民眾將依此習慣進行事實查核以獲取正確資訊，從而做出

理性的判斷，減少因不實資訊造成恐慌心理，並化解逆火效應，避免產生極端的

政治消費行為。同時，為避免因政治傾向不同而產生的迴聲室，進而觸發激烈的

逆火效應，政府應特別強化查核平台的中立角色，亦可透過立場較中立的傳播媒

體及網路社群、意見領袖等管道協助傳播正確資訊，避開因政治傾向不同產生的

對抗心理，讓民眾透過此類管道持續獲取正確資訊，形成共同認知和長久記憶，

藉以影響態度建立與後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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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研究亦發現，一般民眾對於不實資訊防治會更認同要採取結構干預，

而過往在討論要採取結構干預的防治手段時，反對者所持論述多為中華民國憲法

第十一條中即闡明，人民擁有言論、著作、講學和出版的自由，因此「言論自

由」係為我國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並據此反對政府進行結構干預。儘管如

此，憲法第廿三條亦明定，上述自由權利不能妨礙他人自由，同時須考量增進公

共利益、維持社會秩序，以及避免緊急危難，足證「公共利益」實為憲法保障的

範圍。由於不實資訊影響社會甚鉅，當民眾深信不實資訊時，除會影響民眾或企

業的營運權益外，更會對公共利益產生顯見的危害。因此，研究者建議，政府部

門應針對言論自由與不實資訊之間的差異聲請釋憲，取得區隔與防治正當性，從

而積極推動修法，透過立法對產製或散播不實資訊者施以處分，且允許並鼓勵民

眾對不實資訊所造成的侵害進行訴訟，俾利保障與維護個人及公共利益，遏止不

實資訊流傳而造成對國民的侵害。 

以國際間常見之認知戰而言，透過刻意傳播不實資訊而造成社會動盪，通常

為其必要手段。對此，研究者建議，除結構干預與認知干預的防治方式外，政府

未來應投入更多資源，特別是針對網路行為、認知戰與媒體營運等議題進行系統

化的深入研究。除了釐清其關聯性外，政府部門更可據此研擬對策，嗣後具體運

用於災害民防與國防整備上，有效地增進全民防衛能量，遏止與減緩因有心人士

刻意操作不實資訊，以進行認知戰及其產生的衝擊與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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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研究一全文 

 

學理化政治消費：探究資訊來源可信度的中介角色 

 

摘要： 

民眾透過消費來實踐其對環保的主張或是對政治的訴求，此類的政治消費行

為雖然常見，但嚴謹的論述才剛起步，目前多集中於西方世界，且多從政治與經濟

的角度切入。為彌補此一研究缺口，本研究聚焦於民主臺灣，以資訊傳播為視角，

探究消費者對產品的涉入度、所偏好的資訊呈現方式，以及其政治傾向，透過資訊

來源可信度的中介，對其豬肉消費意願的影響，並藉此創建一套新的政治消費研究

架構與學理。在資訊來源可信度方面，本研究以兩支萊豬影片做為對照素材，短片

一是由毒理專家主講的科普影片，短片二是不實的政治動員廣告。透過 1,474 份有

效樣本的分析可以發現，政治傾向與資訊來源可信度強韌地影響著臺灣民眾對豬

肉的消費意願，其所偏好的資訊呈現方式也會產生正向影響，確認了本研究假設的

中介模型。針對專業學者講授的短片一（真實資訊）來講，政治傾向與資訊來源可

信度對消費意願產生了巨大的正向影響，資訊呈現方式也有微幅影響，但涉入度並

無影響。針對在野黨播出的短片二（不實資訊）來講，政治傾向、資訊來源可信度

與資訊呈現方式都會中度且正向地影響消費意願，而涉入度也會產生微幅影響。本

研究結果實證了政治消費的日常化，也驗證了資訊來源可信度的中介角色，更彰顯

出不實資訊會縮減政治傾向與資訊來源可信度對政治消費的影響，為往後政治消

費行為奠定嶄新的論證基礎。 

關鍵字：不實資訊、政治消費、政治傾向、涉入度、資訊呈現方式、消費意願、萊

豬、資訊來源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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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民眾會透過消費行為來表達其對政治的訴求，或實踐其對環保與倫理的主張

（Stolle et al., 2005），此類自我激勵的行動是一種非典型的政治參與（Boulianne, 

2022），又被統稱為「政治消費」（political consumption）。這種傾向個體屬性的市場

行為，近年來在西方世界已相當常見，且也已經有概況的論述。這些剛起步的研究

多數集中在歐美各國，其發現並不全然一致，係因不同的社會情境和政府特性自會

引發互異的政治消費行為（Schwalb et al., 2022）。不過，此一失衡現象讓亞洲同類

市場行為仍處於渾沌不明的型態，深度理解的缺乏也凸顯出嚴謹研究的必要

（Schwalb et al., 2022）。此外，目前有限的政治消費研究多從政治與經濟的角度切

入，缺乏資訊傳播的觀點（Gil de Zúñiga et al., 2014; Kelm & Dohle, 2018）。特別是

網際網路興起後，改變了資訊內容的傳播方式，新聞媒體、科技平台與使用者參與

傳播過程，除了扮演資訊引導的角色外，亦會對民眾產生渲染效應，或讓他們壟罩

在取消文化中（Anwar et al., 2020; Wong, 2022）。正因缺乏守門機制，同時具有匿

名且即時性，網路媒體不僅能助長不實訊息的傳播，更會增進政治消費的動員

（Becker & Copeland, 2016）。 

Gil de Zúñiga et al.（2014）指出，未來政治消費的研究應更專注在影響此消費

行為的資訊內容，因為資訊內容及其傳播方式對洞悉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如何影

響民眾行為至關重要。Copeland 與 Boulianne（2022）則強調，政治消費主義與信

任政府程度、意識形態、媒體使用、教育程度、政治傾向，及所屬組織有密切的關

聯。也因此，本研究聚焦於民主臺灣，以資訊傳播為視角，探討消費者對產品涉入

度、政治傾向，以及其所偏好的資訊呈現方式，透過資訊來源可信度的中介，對其

豬肉製品消費意願的影響。除了彌補上述的研究缺口外，研究者亦望藉此創建一套

新的政治消費研究架構與學理。為何選擇臺灣？原因有三：（一）臺灣身處亞洲，

是個民主自由的國家，但地緣政治相當特殊（Sullivan & Lee, 2018）；（二）臺灣媒

體事業發展興盛，網路科技應用滲透力高（He, 2021）；（三）臺灣是世界上遭受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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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作戰最劇烈的國家之一，不實資訊充斥民間（Hung & Hung, 2022; Shen, 2021）。

為何選擇豬肉製品？臺灣以農立國，農業政策的制定與推動對國家發展與民眾生

計息息相關。在泛藍陣營（pan-blue coalition）的國民黨（Kuomintang）執政時，臺

灣政府於 2012 年開放含有微量萊克多巴胺（Ractopamine）的美國牛肉及其製品進

口；當泛綠陣營（pan-green coalition）的民進黨（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執

政時，又於 2020 年開放含有微量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及其製品（後簡稱萊豬）

進口。從此，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和牛肉，遂成為臺灣民眾展現政治消費的

標的物。 

因此，本研究以臺灣消費者為施測對象，以兩支萊豬影片做為不同資訊來源可

信度的對照素材，短片一是由毒理專家主講的科普影片，短片二是不實的政治動員

廣告，透過問卷與進階統計以瞭解受調者對對豬肉及其製品的政治消費輪廓。透過

1,474 份有效樣本的分析可以發現，臺灣民眾的政治傾向與資訊來源可信度是預測

其豬肉消費意願的強韌指標，民眾所偏好的資訊呈現方式也會產生正向影響。針對

專家講授的短片一（正面的真實資訊來源），政治傾向與資訊來源可信度對消費意

願都會產生巨大的正向影響，資訊呈現方式也有微幅的效應，但涉入度則並無影響。

針對在政治動員的短片二（負面的不實資訊來源），政治傾向、資訊來源可信度與

資訊呈現方式都會中度且正向地影響消費意願，而涉入度也會產生微幅的影響。本

研究結果實證了政治消費的日常化，並彰顯出不實資訊在一般生活用品消費中，也

會影響聯合抵制和支持購買的消費行為。本研究結果同步也針對資訊來源可信度

和正負面資訊，在政治消費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新的論述。更特別的是，本研究驗

證了資訊來源可信度的中介角色，更彰顯出正面的真實資訊會大幅增進政治傾向

與資訊來源可信度對政治消費的影響，可為往後政治消費研究奠定嶄新的論證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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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政治消費與消費意願 

政治消費（political consumption）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也是一種公民參與

的形式（Gil de Zúñiga et al., 2014）。政治消費分為聯合抵制（boycott）與支持購買

（buycott）（Endres & Panagopoulos, 2017; Gotlieb & Cheema, 2017; Kelm & Dohle, 

2018）。聯合抵制是針對一家或多家公司，用拒絕消費做為對企業一種懲罰手段的

集體行動，通常會透過組織進行；支持購買則是以獎勵為導向的個人行為來支持心

儀的企業。消費者會因為企業的不良行為，因此聯合抵制它的產品或服務，也會支

持購買與他們觀點一致的企業產品或服務（Stolle et al., 2005）。民眾會因為環境、

道德或政治因素，產生政治消費的行為（Gil de Zúñiga et al., 2014）。研究發現，聯

合抵制多於支持購買（Grünbaum & Stenger, 2015; Gundelach, 2020; Kelm & Dohle, 

2018）。政治消費和民主參與上的選舉投票，以及為政黨從政或服務不同，它是一

種非常規的社會參與形式，同時也模糊化公共與私人領域的界限（Dalton, 2008; Earl 

et al., 2017）。政治消費是透過消費手段以表達政治偏好的方式，已成為影響經濟與

政治的工具（Copeland & Boulianne, 2020）。 

研究指出，政治消費與人際網絡互動有關，網路則是推動政治消費的重要工具

（Becker & Copeland, 2016; Boulianne, 2022）。傳播媒體通常是聯合抵制者的資訊來

源，支持購買者則多半會透過口耳相傳的資訊傳遞（Neilson, 2010）。消費者會受到

社交網路分享、評論，以及社會氛圍的影響而產生政治消費（Baek, 2010; Neilson 

& Paxton, 2010）。研究亦發現，中年、女性、高教育程度、經濟條件充裕，以及對

政治有高度興趣與積極參與者，較容易產生政治消費的行為（Atkinson, 2015; 

Copeland & Boulianne, 2020; Kelm & Dohle, 2018; Madani et al., 2021）。其中，教育

程度高和對政治較不信任者較容易產生聯合抵制的行為，而支持購買則多會受到

收入、政黨認同，以及公民規範所影響。不過，目前政治消費研究多集中於西方世

界（Copeland & Becker, 2019; Echegaray, 2015; Koos, 2012; Schwalb et al., 2022），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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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從政治與經濟的角度切入（Baumann et al., 2015; Copeland, 2014; Madani et al., 

2021; Yates, 2011），較少從資訊傳播的角度來探究此一重要的議題，也激發起本研

究的動機。 

消費行為的起始點在消費意願，此意願是指消費者在一個特定時間內，依照其

自主意願進行消費的心理狀態。消費者在進行消費前，會先確認自己的需求，再依

照偏好來尋找商品、進而產生興趣、評估，最後進行採購（Casais & Faria, 2022; Kim 

& Chung, 2021）。消費者也會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進而改變消費意願（Ghahtarani 

et al., 2020）。研究發現，民眾會用購買力來表達自己的環境主張或道德立場，不同

的政治立場對特定產品的消費意願也會有絕對的影響；此即，消費者的政治價值會

強化其消費意願並促成政治消費（Copeland & Boulianne, 2020; Kim & Chung, 2021）。

不過，政治消費意願和行為的促成因素尚未被研究透析。Gil de Zúñiga and collogues

（2014）就此點出，未來亟需理解媒體使用與政治消費之間的社會連結，以及創造

此連結的資訊內容，因為傳播資訊的社會背景對於理解多變的媒體環境如何影響

公民行為至關重要。多位學者也呼籲，未來研究應更注重不同資訊管道與來源，以

及在其上的資訊內容和傳播活動（Kelm & Dohle, 2018; Neilson, 2010）；Kelm 與

Dohle 也強調，在相同主題下，針對不同資訊來源與內容的實驗是極為重要的。 

 

二、資訊來源可信度與消費意願 

資訊來源可信度係指，資訊來源的真確性、專業知能，以及正直誠信的程度

（Bhattacherjee, 2022）。當民眾缺乏專業或時間來評估收到的資訊是否正確時，經常

會依賴對資訊來源可信度進行判斷，並形成對該資訊的看法（Bhattacherjee, 2022）。

擁有科學數據或專業佐證的資訊會提升該資訊來源的可信度，當資訊來源擁有良

好形象或專業知識時，民眾會更有可能接受該來源的資訊內容，並產生更積極的意

願與行為（Biswas et al., 2006）。也因此有許多研究指出，資訊來源可信度與專業知

識和形象有正向的相關性（Biswas et al., 2006; Wertgen et al., 2021）。被視為可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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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來源會促進資訊的交流，同時也會更常被使用（Roth-Cohen et al., 2021）。當

然，在民眾無法確認資訊真偽時，就會導致該資訊的影響力降低（Buchanan, 2021; 

Ettinger & Jehiel, 2021）。 

隨著社群媒體的盛行，新進研究發現，人際關係被確認是另一種具有可信度的

資訊來源（Roth-Cohen et al., 2021）。當資訊傳播者是熟識的對象時，收訊者比較不

會懷疑傳播者的意圖，因此對其傳送的資訊會更容易產生高信賴度（Buchanan, 

2021）。當受訊者認為資訊傳播者不會因傳送此資訊而獲利時，會更容易將此傳播

動機歸因於該資訊的有用度和正確性；但若當收訊者認為資訊來源發送的資訊是

基於有利可圖時，便會降低對該資訊的信賴度（Ettinger & Jehiel, 2021）。過去研究

也發現，具備豐富的生活經歷與嫻熟於社交互動的民眾，會更精確地判斷資訊來源

的可信度，因此不會同時接納過多的資訊（Kim & Hasher, 2005; Weitz-Shapiro & 

Winters, 2017）。就市場行為而言，當消費者認為資訊來源可信度高時，會更可能接

受此資訊，並產生對應的積極心態與行為；此即，資訊來源可信度會對消費意願及

行為產生正向的影響（Biswas et al., 2006; Choi, 2020; Mishra et al., 2015）。 

不實資訊的研究發現，當原始資訊來源可信度遭到質疑時，民眾可透過事實查

核平台進行查核（Alemanno, 2018），事實查核平台對錯誤資訊的澄清有助於爭取

使用者的信賴。不過，當資訊來源可信度增加時，則會削弱事實查核平台澄清的邊

際效應，而民眾不信任特定的事實查核平台時，該平台的事實查核就無法達到效果

（Bhattacherjee, 2022）。但也有學者點出，當消費者接收到不實資訊時，基於「寧可

信其有」的心理，經常也會改變當下的決策行為（Lewandowsky et al., 2012）。此外，

民眾或許也會因為好奇，而去閱覽及分享低可信度來源的資訊內容（Bhattacherjee, 

2022）。Pornpitakpan（2004）指出，過去五十年資訊來源可信度的研究，多聚焦在

資訊內容與資訊接收者相關變項上；而 Pooja 與 Upadhyaya（2022）針對線上評論

進行系統性研究後亦呼籲，資訊來源可信度的研究須要更重視來源與顧客的特性，

以及評論內容的呈現方式。也因此，本研究特別針對資訊來源的身分與專業進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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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並探究資訊內容呈現和消費者的涉入度和政治傾向。此外，亦有多篇研究點明，

資訊來源可信度可在接收資訊的受眾（包括受眾特性、資訊呈現、傳播媒體、使用

情境等）與其意圖行為（intentional behaviour）之間扮演中介的角色（Meitz et al., 

2016; Munawar et al., 2021; Soroya et al., 2022），本研究也因此會提出中介模型的假

設。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第一個研究假設： 

H1：資訊來源可信度會影響消費意願。 

三、涉入度、資訊來源可信度與消費意願 

涉入度是指個人基於自身的需求、興趣和價值觀，對某項事物產生感覺的攸關

程度（Mou et al., 2019）。過往研究指出，涉入度可區分為持久涉入度（enduring 

involvement）、情境涉入度（situational involvement），以及反應涉入度（response 

involvement）（Michaelidou & Dibb, 2008）。亦有研究認為，涉入度分為產品涉入度

（product involvement）、訊息涉入度（message involvement），以及情境涉入度

（situational involvement）等三個面向（Wu et al., 2022）。本研究從資訊傳播的角度

進行政治消費的調查，更重視訊息內容與呈現的操弄，因此遵循後者的定義。產品

涉入度係指產品對個人的重要性，或是個人對產品重視程度（Joshi & Rahman, 

2019）；訊息涉入度是指接觸特定訊息時的心理狀態，或是對某些訊息的關心程度

（Li et al., 2020）；而情境涉入度則指在特定情境下，因個人需求所引起對某些事物

的短暫感知（Havitz & Mannell, 2005）。 

涉入度會影響消費者購物前，從資訊搜尋到購買評估等所有階段的活動

（Everard & Galletta, 2005）。高涉入度的消費者會認為，產品是他們生活態度的一

部分，不僅對其產生強烈的消費意願，更是產生消費該產品意願的預測指標

（Hanzaee & Taghipourian, 2012; Wu et al., 2022）。產品涉入度是一種具有象徵價值

的體驗，產品特性會觸發消費者的購買意願，而消費者對不同的產品會有不同程度

的涉入度（Lee et al., 2017; Roe & Bruwer, 2017）。過往研究發現，在適當的時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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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適當的資訊刺激時，便會提高消費意願（Havitz & Mannell, 2005）。當訊息涉入

度越高時，越會刺激消費者產生興趣或是提出更高的要求，進而影響消費意願（Li 

et al., 2020）。最後，情境涉入度是一種短期現象，與外在刺激的偏好有關，消費者

的消費決策會受到情境涉入度強弱的影響（Bornkessel et al., 2014; Karpińska-

Krakowiak, 2014）。 

消費者自身對特定產品的專業知識（即產品涉入度）會影響其對資訊來源可信

度的判斷（Cheung et al., 2012; Wu et al., 2022）；而消費者接收具說服力的名人或權

威人士所發布的資訊（即訊息涉入度）時，或是想要採購的產品正好由形象正直、

信譽卓著的專家推薦（即情境涉入度）時，都會增加消費者的購買意願（Wu et al., 

2022）。統整而言，當消費者的知識與經驗和資訊來源傳遞的訊息相符時，訊息即

會被視為可信（Chakraborty, 2019）。許多學者也進一步驗證，消費者依其自身感官、

認知，以及過往經驗，會影響他們對資訊來源的信任程度（Izogo et al., 2022; Pooja 

& Upadhyaya, 2022）；也就是說，消費者涉入度會影響資訊來源可信度。高涉入度

的消費者會花更多時間蒐集並分析資訊，也因此需要仰賴高可信度的資訊來源來

進行推廣（Park & Lee, 2008; Soliha & Widyasari, 2018）。Pornpitakpan（2004）回顧

過去 50 年文獻後指出，議題涉入（issue involvement）會顯著影響消費者的資訊來

源可信度。Pooja 與 Upadhyaya（2022）在其系統性的文獻分析中也強調，消費者

涉入度是影響資訊來源可信度的關鍵指標。因此，本研究接續提出以下兩個研究假

設： 

H2：涉入度會影響消費意願。 

H3：涉入度會影響資訊來源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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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傾向、資訊來源可信度與消費意願 

影響政治消費行為的另一關鍵要素，即是政治傾向（political orientation）（Kelm 

& Dohle, 2018）。政治傾向係指民眾對政治的心理狀態，用以引導或影響個人對政

治目標或政治情境的反應；一般會以左派或右派的政治光譜（left-right political 

spectrum）或其意識型態及政黨歸屬來進行區分（Arian & Shamir, 1983）。傳統上，

歐美國家將左派視為自由傾向，右派則被視為保守傾向，但政治傾向會因國家和地

區而異，也會因為經濟或文化不同而有差距，這些差異會與當地民眾對政治光譜尺

度的解釋有關（Bauer et al., 2017; Malka et al., 2014）。政治傾向不僅會形塑民眾對

政黨的支持基礎，也會顯著影響民眾的後續行為。當民眾對政治團體產生情感認同

時，會凝聚出群體情感；當政黨競爭越激烈時，民眾越會過度支持立場相近的團體，

並貶抑敵對團體（Imhoff et al., 2022; Iyengar & Sean, 2015）。政治傾向甚至會影響

到民眾的食物偏好，因為飲食習慣反映著個人價值和消費意識（Sasahara, 2019）。 

在過去六十年來，臺灣享有快速增長的產業經濟和平順轉型的政治體制，被

世人公認是一個成功過渡到民主化國家的典範。中華民國政府是臺灣唯一的合法

政府，但因為外交的困難，而無法正常參與國際組織和貿易協會，在農產品進出口

上也經常會受到政治因素所干擾（Liang et al., 2019）。在國內政治方面，中國國民

黨（以下簡稱 KMT）因國共內戰失利，在 1949 年將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臺並實施

戒嚴，其黨旗主色為藍色。因不滿資源壟斷與政治迫害，臺灣民間不顧禁令於 1986

年成立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 DPP），其黨旗主色為綠色。中華民國政府後於 1987

年宣布解嚴，1989 年開放人民籌組政黨，並於 1996 年舉辦首次總統民選至今，

KMT 與 DPP 成為歷次選戰兩大競爭者。DPP 而後在 2000 年取得中央執政權，達

成首次政黨輪替，此後臺灣民眾在投票行為上都呈現兩極化趨勢。傾向 KMT 者稱

泛藍，偏 DPP 者稱為泛綠，泛藍在國家認同的政治態度被視為較偏右派的「親中

反獨」，而泛綠則為偏左派的「反中傾獨」（Clark et al., 2018; Gries & Su,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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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ahara（2019）點明，民眾的食物偏好與消費行為和其政治傾向有關，左派

人士對社會環境議題有顯著的興趣，而右派人士則對政治問題表現出特定的興趣。

Grünhage 與 Reuter（2021）也認為，政治傾向與飲食自我限制之間的關聯或可歸

因於左右派擁護者的道德構成差異。Guidetti 等人（2022）亦指出，社會政治意識

形態可成功預測食物恐新症（food neophobia），保守派似乎比自由派更不願意接受

新種食物。此外，政治傾向會影響資訊來源可信度，也會透過資訊來源可信度的中

介影響消費意願；也就是說，資訊內容會受來源可信度所影響，而政治傾向則是民

眾評估資訊合法性與來源可信度的重要依據（Hunt & Wald, 2020; Traberg & van der 

Linden, 2022）。另有研究指出，當資訊與民眾的政治傾向相近時，民眾會避免暴露

在相反的觀點中，有利於進行更深化的政治動員（Boutyline & Wille, 2016）。當資

訊來源與民眾政治傾向相同時，即使傳遞的是不實資訊，民眾也會認為該來源所傳

遞的資訊較不偏頗（Traberg & van der Linden, 2022）。高度政治化的議題會促進政

治傾向相近者彼此聯繫，進而影響其行為決策（Copeland & Boulianne, 2020; Luzsa 

& Mayr, 2021）。因此，本研究接續提出以下兩個研究假設： 

H4：政治傾向會影響消費意願。 

H5：政治傾向會影響資訊來源可信度。 

 

五、資訊呈現方式、資訊來源可信度與消費意願 

資訊呈現方式係指資訊製作、呈現手法，以及發布平台等不同模式。依照製作

方式的差異，可分成動態與靜態兩種：動態包含影像、聲音和動畫；靜態則包含文

字、圖像及圖形（Dennis et al., 2008）。動態資訊較能吸引閱聽眾的注意力，而越豐

富多元的資訊，傳播效果越好（Dennis et al., 2008; Maity et al., 2018）。學者認為，

資訊呈現方式亦可分為聽覺與視覺兩種模式，視覺在資訊傳遞時會先對受眾發揮

作用，隨後聽覺資訊才會發揮傳播效果，同時使用影音會優於純影像的傳播效果

（Kim, 2018）。過往研究指出，表格的傳播效果優於圖片，圖片的傳播效果優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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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影像中的字幕能協助閱聽眾理解內容並集中注意力，但純文字的資訊會讓受眾

較難分辨差異，過於複雜或艱深的資訊則會導致閱聽眾的認知負荷（Hong & Lee, 

2010）。另有學者針對正負面資訊進行研究，結果顯示正面資訊的傳播效果普遍優

於負面資訊，包括增進勝選率（Malloy & Pearson-Merkowitz, 2016）、提升消費意願

（Soliha & Widyasari, 2018），以及鼓舞公益行動（Casais & Proença, 2022）。 

消費者會經由蒐集資訊來降低購買風險，並透過內在（如資訊吸收、資訊處理、

行為動機等）來與外在資訊（如媒體傳播、親友推薦、周遭環境等）來對特定品牌

或商品進行選購的決策（Huang et al., 2020; Wu et al., 2022）。有研究指出，用娛樂

模式呈現的資訊會比用紀錄片模式的方式，更有助於品牌記憶和辨識（Kim, 2018）。

資訊呈現的方式和色彩運用，也都會影響民眾對資訊的理解，同時會影響消費意願

（Pooja & Upadhyaya, 2022）。研究亦發現，當消費者面對較熟悉的產品時，圖片資

訊會比純文字更能影響消費意願（Chau et al., 2000），而顧客導引系統的精良設計

可協助顧客有效地尋獲產品資訊，對廠商銷售會更為重要（James & Ronald, 2015）。

另 Kam 與 Deichert（2020）針對正負面資訊對於政治消費的影響進行研究，結果

顯示針對產品及其公司之負面資訊所產生聯合抵制的效應，要比正面資訊所產生

的支持購買，強烈許多且影響深遠。 

研究指出，消費者會蒐集的內外在資訊來評價資訊可信度（Chih et al., 2013; 

Huang et al., 2020），而資訊可信度則會受到資訊特性和資訊呈現方式所影響

（Chakraborty & Bhat, 2017; Cheung & Thadani, 2012）。在消費性商品上，民眾認為

非營利性質的平台所傳遞的資訊可信度高於商業平台；但在信任服務（如醫院或學

校）上，民眾則較願意相信由經營者運作的平台所發布的資訊（Ha & Lee, 2018）。

研究結果亦顯示，用具名方式發布的資訊會比不具名的資訊更具可信度，但是具名

發表的正面資訊則會降低資訊可信度（Kusumasondjaja et al., 2012; Liu & Ji, 2018）。

另當消費者接獲負面資訊，且信賴該資訊來源時，其對產品的評價及購買意願將會

受到影響（Pooja & Upadhyaya, 2022）。許多研究也驗證，資訊來源可信度可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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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與意圖行為中成功扮演著中介的角色，如在訊息型態（message style）與行為

傾向之間（Pornpitakpan, 2004），在情境強化資訊（contextual reinforcement）與健

康行為之間（Meitz et al., 2016），也如在與媒體內容與權益爭取行為之間（Roth-

Cohen et al., 2021）。也因此，本研究接續提出以下兩個研究假設： 

H6：資訊呈現方式會影響消費意願。 

H7：資訊呈現方式會影響資訊來源可信度。 

參、研究方法 

基於地緣政治特殊、媒體事業興盛、網路應用率高，以及認知作戰劇烈等現實，

本研究選擇民主臺灣做為研究地區，以該國一般消費者做為調查對象，並以該國具

有政治象徵意義的豬肉製品做為購買商品，進行少見的亞太政治消費研究。回應學

者們對未來政治消費研究應著重方向的呼籲（Copeland & Boulianne, 2022; Gil de 

Zúñiga et al., 2014），本研究以消費者的政治傾向、對豬肉製品的涉入度，以及其所

偏好的資訊呈現方式做為自變項，以資訊來源可信度做為中介變項，以消費意願做

為依變項，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後簡稱 CFA）與結

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後簡稱 SEM）來檢定這些變項之間的因

果關係（causal relationship），希望藉此創建一套新的政治消費學理。本研究透過網

路問卷，共蒐集了 1,474 份有效樣本，都是臺灣的在地民眾。 

為確立樣本之適當性，在本研究調查問卷的起頭，即說明調查對象設定為有購

買豬肉、料理或相關製品的經驗者。問卷首頁亦有明確告知受調者研究目的，說明

係以不具名方式參與，讓所有受調者在隱私無虞之下安心填答。本研究的調查問卷

包括人口背景變項與兩支影視短片，以及五個子量表，分別是政治傾向、涉入度、

資訊呈現方式、資訊來源可信度和消費意願。本研究問卷採用 Likert-type Scale 六

點量表設計，區分為：極不同意（1）、不同意（2）、傾向不同意（3）、傾向同意（4）、

同意（5）、極為同意（6）等六種等第。以下即分別說明各變項之題項設計與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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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口變項：包括性別、學歷及年齡等三項基本資料。 

二、 影視短片：臺灣於 2012 年由國民黨執政時開放美國牛肉進口，後於 2020 年

民進黨執政時開放美國豬肉進口，當下遭到國民黨強烈反對。國民黨在其官方

Facebook 上張貼自行剪輯的影片，指稱食用含萊克多巴胺飼料的豬隻會出現

抽搐和躁動，並鼓吹民眾聯合抵制。但後來被該影片的製播單位，美國動物保

護團體「動物展望」（Animal Outlook）澄清，影片中癲癇的豬隻並非萊豬，證

實該影片只是一則為政治動員的不實廣告。不過，該則短片在國民黨刻意操作

下，遭大量轉發，造成消費市場大幅動盪。本研究即以兩支萊豬短片做為農業

資訊的對照素材，短片一是由毒理專家主講的科普影片，短片二即為國民黨在

網路張貼的不實廣告，分別調查消費者對不同資訊來源可信度的反應。 

三、 政治傾向：臺灣政黨長期處於對立，致使支持者也呈現政治立場兩極化的趨

勢。此變項之調查題項參考自 Clark et al.（2018）、Guidetti et al.（2022）、Sasahara

（2019）等三篇文獻，共有 3 個題項。題項平均值越高，即代表越支持目前的

執政黨 DPP（泛綠陣營）。 

四、 涉入度：本變項之題項主要參考自 Everard與Galletta（2005）、Havitz與Mannell

（2005）、Joshi 與 Rahman（2019）、Li et al.（2020）、Wu et al.（2022）等五篇

文獻，共 9 個題項。題項平均值越高，即代表涉入度越高。 

五、 資訊呈現方式：此部分係參考自 Dennis 等人（2008）、Kam 與 Deichert（2020）、

Maity 等人（2018）、Soliha 與 Widyasari（2018）等四篇文獻，共 3 個題項。

題項平均值越高，即代表越認同此一資訊呈現方式。 

六、 資訊來源可信度：這部分主要參考 Biswas et al.（2006）、Buchanan（2021）、

Ettinger 與 Jehiel（2021）、Pornpitakpan（2004）等四篇文獻，共有 4 個題項。

題項平均值越高，即代表越認同該資訊來源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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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消費意願：本變項之題項參考自 Everard 與 Galletta（2005）、Ghahtarani 等人

（2020）、Wu et al.（2022）等三篇文獻，共有 4 個題項。題項平均值越高，即

代表消費意願越高。 

受調者在填完人口變項、政治傾向、涉入度、資訊呈現方式的題項後，會被導

引先看短片一（專家科普片），看完後隨即填寫資訊來源可信度和消費意願的題項；

之後便看短片二（不實剪接片），看完後亦即填寫資訊來源可信度和消費意願的題

項。如此，研究者可以獲取同一名受調者對不同影片的資訊來源可信度之看法，也

可同時取得在觀看不同影片之後消費意願的反應。研究者以 SurveyCake 做為網路

問卷的平台，所有題項都被設定為單選題，填卷不得空白，因此無產生遺漏值。預

試階段所收集的問卷經分析後，題項均具有高度的信度和效度。 

問卷收集時間在 2022 年 6 月間，研究者除藉由個人社群媒體廣宣外，亦請各

主要食品賣場協助推廣，同時透過不同政治傾向之各級民代與媒體工作者，向其支

持者進行問卷調查，又透過多家廣播電台、網路媒體及電視台，向其會員和員工發

放問卷。隨後，研究者即運用 SPSS Statistics 25 針對人口變項進行描述性統計，再

使用 SPSS Amos 25.00進行 CFA、HTMT（Heterotrait-Monotrait ratio of correlations），

以及 SEM 等資料分析。 

 

肆、資料分析 

一、描述型統計 

本研究以臺灣豬肉消費者為研究對象，透過網路進行施測，共回收 1,627 份問

卷，經刪除題項間變異量為零或規律性填答之無效樣本後，有效受調者為 1,474 份

（表 1）。經分析發現，以男性居多（51.7％），教育程度以大學／專科居多（64.7％），

年齡則是以 45 歲（含）以上者居多（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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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人口變項敘述統計結果（n = 1,474） 

人口變項 比例（數據） 

性別 

男 女 

51.7％（762 位） 48.3％（712 位） 

學歷 

高中職（含）以下 大學/專科 碩/博士 

12.3％（182 位） 64.7%（953 位） 23.0%（339 位） 

年齡 

35 歲（含）以下 36-45 歲 45 歲（含）以上 

33.6％（496 位） 27.7％（409 位） 38.7％（569 位） 

 

二、CFA  

本研究衡量涉入度、政治傾向、資訊呈現方式、資訊來源可信度與消費意願，

共五個變項之 31 個題項，採用最大似然法（maximal likelihood）進行 CFA，以測

試因素結構的有效性。分析結果顯示，短片一（χ2 = 1001.050, df = 215, χ2 / df = 4.656, 

p < .001, RMSEA = .05, SRMR = .05, CFI = .96, TLI = .96）與短片二（χ2 = 1140.312, 

df = 215, χ2 / df = 5.304, p < .001, RMSEA = .05, SRMR = .05, CFI = .96, TLI = .95）的

因素結構與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均滿足 Hair 等人（2014）所建議的檢定

標準。如表 2 所示，本研究各構面的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s，以下簡稱 FLs）

界於.57 至.94 之間，皆高於.50 的標準，代表每個結構都擁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各構面複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以下簡稱 CR），介

於.75至.92間，皆達到高於.70的水準。而各構面的平均變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以下簡稱 AVE）則介於.54 至.80 間，皆高於.50 的標準。 

 

  



doi:10.6342/NTU202501594

 

 
180 

表 2. CFA results (n = 1,474) 

因素／題項 Mean SD FLs CR AVE 

情境涉入度    .86 .55 

活動聚餐若有豬肉料理，會讓我很開心 4.84 1.09 .62   

有優惠折扣時，我會優先選擇豬肉或相關製品 4.25 1.09 .80   

生病或養傷時，我會選擇豬肉料理來補充營養 3.98 1.17 .80   

我平日常吃豬肉料理 4.17 1.19 .80   

年節時，我會買豬肉製品當作贈禮 3.84 1.32 .66   

訊息涉入度    .82 .54 

我會主動搜尋萊豬的相關訊息 4.79 1.14 .61   

豬肉的新聞報導對我是有價值的 4.84 .98 .68   

我買豬肉時，會特別去看產品標示 4.88 1.05 .89   

我覺得，瞭解瘦肉精對人體的影響是重要的 4.17 1.24 .72   

政治傾向    .92 .80 

我相信政府對萊豬檢驗會嚴格把關 3.74 1.59 .85   

我相信開放合格萊豬進口是政府重視食安的表現 3.44 1.71 .90   

我相信小英總統重視動物福利（顧及其營養、環境、

傷病、天性等） 

3.55 1.66 .93   

資訊呈現方式    .75 .50 

動態資訊（影片或動畫）比較能吸引我的注意 4.76 .97 .71   

圖文並茂的資訊比較能吸引我的注意 4.68 1.00 .82   

正向的資訊能夠吸引我的注意 4.85 .88 .57   

資訊來源可信度（短片 1）    .91 .73 

這則訊息是可被認同的 3.98 1.27 .75   

這則訊息是可被信賴的 3.94 1.23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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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則訊息的製播團隊是專業的 3.84 1.24 .94 

這則訊息是吸引我的 3.82 1.21 .80 

消費意願（短片 1） .91 .71 

看完這則訊息，我願意持續購買檢驗合格的豬肉產品 4.21 1.35 .87 

看完這則訊息，我會考慮購買檢驗合格的豬肉產品 4.37 1.29 .91 

看完這則訊息，我願意收到檢驗合格之豬肉產品的相

關訊息 

4.25 1.26 .78 

看完這則訊息，我會主動推薦檢驗合格之豬肉產品給

親友 

3.87 1.37 .80 

資訊來源可信度（短片 2） .92 .73 

這則訊息是可被認同的 4.24 1.26 .72 

這則訊息是可被信賴的 3.88 1.26 .94 

這則訊息的製播團隊是專業的 3.75 1.26 .95 

這則訊息是吸引我的 3.68 1.30 .80 

消費意願（短片 2） .92 .73 

看完這則訊息，我願意持續購買檢驗合格的豬肉產品 4.37 1.24 .92 

看完這則訊息，我會考慮購買檢驗合格的豬肉產品 4.42 1.24 .94 

看完這則訊息，我願意收到檢驗合格之豬肉產品的相

關訊息 

4.30 1.24 .80 

看完這則訊息，我會主動推薦檢驗合格之豬肉產品給

親友 

3.97 1.34 .76 

研究者接續分別使用Correlations和HTMT來檢定本研究各構面之間的區辨效

度（discrimination validity），詳如表 3 與表 4 所示。根據 Henseler 等人（2015）的

建議，HTMT 各構面的信賴區間應低於.85，本研究相關數據均符合此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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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Correlations of constructs (n = 1,474) 

 1 2 3 4 5 6 7 8 

1. 訊息涉入度 (.74)        

2. 情境涉入度 .39*** (.73)       

3. 政治傾向 .21*** -.18*** (.89)      

4. 資訊呈現方式 .26*** .23*** .26*** (.71)     

5. 資訊來源可信度（短片 1） .16*** -.07* .69*** .30*** (.85)    

6. 資訊來源可信度（短片 2） .11*** .23*** -.21*** .17*** -.07* (.86)   

7. 消費意願（短片 1） .28*** .06 .60*** .33*** .73*** -.03 (.84)  

8. 消費意願（短片 2） .25*** .14*** .32*** .32*** .41*** .25*** .73*** (.86) 

Note: * p < .05, ** p < .01, *** p < .001. Parentheses signify the square root of AVE. 

 

表 4  HTMT of constructs (n = 1,474) 

 1 2 3 4 5 6 7 

1. 訊息涉入度        

2. 情境涉入度 .43       

3. 政治傾向 .20 .00      

4. 資訊呈現方式 .28 .30 .29     

5. 資訊來源可信度（短片 1） .17 .00 .68 .34    

6. 資訊來源可信度（短片 2） .12 .24 .00 .18 .00   

7. 消費意願（短片 1） .28 .11 .61 .38 .75 .02  

8. 消費意願（短片 2） .27 .19 .33 .37 .43 .32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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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EM 

根據資料結果顯示，短片一的假設模型達到良好的適配度（χ2 = 1001.050, df = 

215, χ2 / df = 4.656, p < .001, RMSEA = .05, SRMR = .05, CFI = .96, TLI = 96），且能

高度解釋消費意願的總變異量（R2 = .58）。SEM 結果顯示（圖 1），資訊來源可信

度顯著影響消費意願（β = .57, p < .001），支持本研究之 H1，顯示資訊來源可信度

越高，越會提升消費意願。而訊息涉入度（β = .07, p < .01）與情境涉入度（β = .10, 

p < .01）對消費意願均具有顯著的直接影響，因此本研究之 H2 成立。另訊息涉入

度（β = .03, p > .05）與情境涉入度（β = -.02, p > .05）對資訊來源可信度均不具顯

著的關係，顯示即使消費者的涉入度高，也不會影響資訊來源可信度，因此本研究

之 H3 未獲支持。政治傾向會對消費意願（β = .18, p < .001）與資訊來源可信度（β 

= .66, p < .001）產生顯著的直接影響，因此本研究的 H4 與 H5 都獲得支持。最後，

資訊呈現方式同樣也會對消費意願（β = .07, p < .01）和資訊呈現方式（β = .13, p 

< .001）產生顯著的直接影響，因此 H6 與 H7 均獲得支持。本研究短片一之假設

模型的直接與間接效果報導於表 5。 

Figure 1: SEM for Video 1 (n = 1,474) 

Note: * p <.05, ** p <.01,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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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Effects of latent independent and mediating variables for Video 1 (n = 1,474) 

根據資料結果顯示，短片二的假設模型達到良好的適配度（χ2 = 1140.312, df = 

215, χ2 / df = 5.304, p < .001, RMSEA = .05, SRMR = .05, CFI = .96, TLI = .95），且能

相當程度地解釋消費意願的總變異量（R2 = .25）。SEM 結果顯示（圖 2），資訊來

源可信度顯著影響消費意願（β = .26, p < .001），本研究之 H1 成立，顯示資訊來源

可信度越高，越會提升消費意願。而訊息涉入度（β = .06, p < .05）與情境涉入度

（β = .09, p < .01）對消費意願均具有顯著的直接影響，因此本研究之 H2 成立。另

訊息涉入度（β = .11, p < .01）與情境涉入度（β = .07, p < .05）對資訊來源可信度

也都具有顯著的關係，因此本研究之 H3 亦獲支持。政治傾向會對消費意願（β = .33, 

p < .001）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卻對資訊來源可信度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β = -.26, 

p < .001），代表本研究的 H4 與 H5 都獲得支持。最後，資訊呈現方式同樣也會對

消費意願（β = .19, p < .001）和資訊來源可信度（β = .15, p < .001）產生顯著的直

接影響，因此 H6 與 H7 也都獲得支持。本研究短片二的假設模型的直接與間接效

果報導於表 6。 

Dependent & mediating variable Consumption intention (V1) 

Independent & mediating variables Direct effects Indirect effects Total effects 

Message involvement .07** .02 .09** 

Situational involvement .10*** -.01 .09** 

Political orientation .18*** .38*** .56*** 

Information presentation .07** .07*** .14*** 

Information source credibility (V1) (mediator) .57*** ―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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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EM for Video 2 (n = 1,474) 

Note: * p <.05, ** p <.01, *** p <.001 

Table 6. Effects of latent independent and mediating variables for Video 2 (n = 1,474) 

Dependent & mediating variable Consumption intention (V2) 

Independent & mediating variables Direct effects Indirect effects Total effects 

Message involvement .06* .03*** .09* 

Situational involvement .09** .02* .11** 

Political orientation .33*** -.07*** .26*** 

Information presentation .15*** .05*** .20*** 

Information source credibility (V2) (mediator) .26*** ― .26*** 



doi:10.6342/NTU202501594

186 

伍、討論 

本研究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涉入度」可以區分為「訊息涉入度」與「情境涉

入度」。訊息涉入度是指購買豬肉會看產品標示，且認知瘦肉精的影響；情境涉入

度是指傷病、折扣或平時都會去購買豬肉。「政治傾向」係指係認為政府重視動物

福利與食品安全。「資訊呈現方式」係指以圖文並茂及以動態方式呈現的資訊。「資

訊來源可信度」則是指由專業團隊製作、可被信賴的資訊。結構方程模型分析驗證

出，不論是專家科普或是不實剪接的短片，資訊來源可信度皆可在資訊受眾特性

（如受眾特性、涉入度、政治傾向、資訊呈現、傳播媒體等）與其意圖行為之間，

產生顯著的中介效果進而影響到消費意願，既呼應過往論述（Meitz et al., 2016; 

Roth-Cohen et al., 2021; Soroya et al., 2022），亦驗證了本研究的假設。本研究進一

步發現，無論是哪支短片，政治傾向都是影響資訊來源可信度與消費意願最強韌的

因素，兩支短片的資訊呈現方式也都會對消費意願產生顯著的影響，這些影響取決

於信息來源的可信度，而涉入度對消費意願的影響則會呈現分歧的狀態，意味著豬

肉消費在臺灣已經成為政治問題，而非單純的市場消費問題（Copeland & Boulianne, 

2020; Kim & Chung, 2021）。 

觀看過短片一（毒理專家的科普影片）後，資訊來源可信度對豬肉消費意願呈

現出強力的影響，代表越相信食安科學報導的消費者，越會去購買檢驗合格的豬肉。

其次，政治傾向也會對豬肉消費意願產生宏大的影響；其中，政治傾向的直接效果

為.18（see Table 5），意味著豬肉原本就是臺灣民眾日常消費的主食之一，不會受

到個別因素的過度干擾；不過，當豬肉消費成為政治問題時，透過資訊來源可信度

的中介即會產生明顯的間接效果（.38, see Table 5），顯示出越支持執政黨的民眾，

越會信賴專家所言，並透過強化意圖而遂行其政治消費行為，以表達支持政府的信

念與決心。再者，本研究亦發現，資訊呈現方式對消費意願也會有正向的影響，顯

示圖文並茂或動態呈現的資訊，更容易刺激消費者的感知並加深印象，進而強化對

豬肉的消費意願。最後，分析結果亦顯示，消費者的情境涉入度和訊息涉入度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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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意願皆有顯著的直接效果；這代表消費者涉入度越高，消費意願也就越強。不過，

這兩類涉入度對資訊來源可信度都沒有顯著的效果，自然也不會對消費意願產生

顯著的間接效果；這代表消費者對豬肉製品涉入度的高低，不會影響其對專家影片

的評價，也不會因為有科學證據，而強化其消費意願。 

比較觀看過短片二（不實剪接影片）後的反應發現，其資訊來源可信度雖仍可

對消費意願產生顯著的影響（.26, see Table 6），但較短片一的效果（.56, see Table 

5）明顯減弱許多，可能是因為消費者面對不具科學數據或缺乏專業佐證的不實負

面影片，即使消費者知道那是反對黨的刻意操作，在無法辨別內容真偽時仍會產生

恐懼心理，在「寧可信其有」的心態下，會降低對豬肉的消費意願。其次，政治傾

向對購買意願產生顯著的直接效果（.33），也意味著民眾對豬肉日常消費不會受到

過度的干擾；不過，當透過資訊來源可信度（短片二）的中介時，即會產生負向的

間接效果（-.07），顯示越不支持執政黨的民眾，越會相信與自己政治立場相近之新

聞來源所傳遞出的訊息，出現了消費意願降低或產生抵制消費的效果。再者，研究

結果也顯示，資訊呈現方式對消費意願亦會產生增進的效果，再度證實圖文並茂或

動態呈現資訊的傳播力。最後，分析結果亦呈現出，消費者涉入度越高，消費意願

也就越強；即情境涉入度和訊息涉入度都會對豬肉消費意願產生顯著的影響。有趣

的是，這兩類涉入度對資訊來源可信度都有少許的顯著效果，這代表消費者對豬肉

的涉入度高低，多少會影響到其對不實剪接影片的評價，進而左右其消費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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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貢獻與限制

本研究以資訊傳播為視角，聚焦於民主臺灣，綜整學術文獻並回應研究缺口，

建立起一個以消費者對日常食品的涉入度、所偏好的資訊呈現方式，以及其政治傾

向為預測變項，透過資訊來源可信度的中介效果，對其豬肉消費意願所產生影響的

政治消費研究架構。本研究另透過專家科普與不實剪接兩支影片來驗證此學術模

型，以鞏固其學理基礎。本研究有五項不可忽視的學術貢獻：（一）政治消費在西

方世界已多有研究，但各國國情不一，研究結果也各異，本研究選定臺灣係因該國

網際媒體發展蓬勃，又因特殊的地緣政治，為受害於認知作戰最劇，此為罕見的亞

洲研究，更為臺灣政治消費研究之先行者；（二）本研究以兩支影片做為對照素材，

探究資訊內容及其傳播方式對民眾政治消費行為的影響，對比過往多從政治與經

濟角度切入研究，本研究以少見的資訊傳播角度進行深研，更顯可貴；（三）豬肉

為臺灣民眾的主要肉類食品，但因歷經開放進口與政黨對立，讓本應立基於科學證

據的食安議題，反成為政治抗爭的對象，本研究實證了臺灣出現政治消費日常化的

現象，為後續研究奠立深厚根基；（四）本研究發現臺灣民眾的政治傾向與資訊來

源可信度可預測其豬肉消費意願，而資訊呈現方式也會產生正向的影響，除填補過

往研究缺口外，並首次建構出亞洲政治消費的完整學理論述；以及（五）過往政治

消費研究少有針對不實資訊的影響進行比較，本研究彰顯出正面的真實資訊會大

幅增進政治傾向與資訊來源可信度對政治消費的影響，為往後資訊內容影響政治

消費之相關研究奠定厚實的論證基礎。 

根據本研究結果，以下即針對農政暨食安相關部門、農食產業與一般民眾提出

四項政策宣傳與因應政治消費的策略：（一）政府在發現坊間流傳農業不實資訊（特

別是容易導致政治抗爭之相關訊息）時，應邀請在該領域具代表性的專家學者，以

具名方式提出科學數據並盡速澄清，增進民眾對事實之理性且堅定的態度，以降低

不實資訊所造成的傷害；（二）政府應持續強化民眾的媒體素養，並建構事件澄清

平台或 APP 軟體，鼓勵民眾進行事實查核，讓正確的資訊深植民心，民眾亦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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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事實查核做出理性的判斷，以減少因不實資訊造成恐慌心理，進而產生極端的政

治消費反應；（三）農政單位與農畜企業應持續加強動物福利立法，與推廣民眾健

康飲食觀念，未來在面對較具爭議的農業政策時，應盡力減低民眾因資訊取得匱乏

而產生誤解；（四）對不同政治立場者在其同溫層內部傳播不實訊息時，政府部門

應積極透過傳統媒體暨網路社群、意見領袖等多重管道，善用影音、多媒體或圖文

並茂的方式大量推播正確資訊，以達到有效的傳播效果，削弱有心人士的刻意操作，

帶來農政衝擊與社會動盪。 

本研究以萊豬不實資訊及豬肉消費進行研究，建立起政治消費的相關學理，不

過仍不免有三項研究限制：（一）臺灣過往缺乏政治消費的相關研究，本研究因其

創新屬性，雖有突破性的成果與創見可供後續研究為論述依據，但難有對照或佐證

之功；（二）本研究以豬肉消費為引，較難精準判定政治傾向的差異，同時短片二

觀後消費意願之解釋力偏低（R2 = .25），代表尚有其他影響因素的存在，或有更複

雜的調節作用未被檢驗；（三）本研究採用量化的調查研究法，對於政治傾向的態

度區別及受調者的社會心理狀態可能有深究不足的狀態。因應上述限制，未來建議：

（一）援引其他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產品或服務持續深耕政治消費的研究，以建

立更深厚的理論基礎；（二）針對多元的人口變項（特別是性別與教育程度）進行

深度分析，以增進消費意願之解釋力；（三）後續可採質性研究方法，以探索受調

者的政治傾向差異與社會心理，深化本研究所涉及相關議題之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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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研究二全文

（本研究成果已發表於《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為免讓論文原創比對系統誤認為抄

襲，敬將研究二全文以圖檔貼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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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研究三量表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本問卷希望能瞭解您對農業訊息與豬肉消費意願的看法，您所提供的資料僅用

於學術研究，請安心回答！如果您在填寫問卷上有任何問題，可聯繫康仁俊

（hectorkang@gmail.com），感謝您的支持和協助！ 

研究團隊：康仁俊、梁朝雲教授（國立臺灣大學） 

=============================================================== 

壹、基本資料

1. 性別：□男 □女

2. 年齡：＿＿＿＿＿歲

3. 學歷：□高中職以下 □大學/專科 □碩/博士

貳、請點選最符合您真實狀況的選項。

題 項 

「萊豬」係指含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極 

為 

同 

意 

同 

意 

稍 

為 

同 

意 

稍

為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極 

不 

同 

意 

計劃行為 

6. 我重視飲食安全。

mailto:hectorka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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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健康飲食是必要的。

8. 養豬場應維持良好的環境清潔。

9. 養豬場應有寬敞的飼養空間。

10. 親人會影響我對購買食品的選擇。

11. 朋友或同事會影響我對購買食品的選擇。

12. 意見領袖或網路名人會影響我對購買食品的選擇。

13. 政府公布的檢驗數據會影響我對購買食品的選擇。

14. 我自信能判斷資訊真假，不會被誤導。

15. 我自信不會過度解讀或渲染資訊。

16. 我知道很多管道，可以找到食材的正確資訊。

17. 我有農業或食品專業的朋友可以隨時諮詢。

資訊呈現 

18. 圖文並茂的資訊比較能吸引我的注意。

19. 動態資訊（影片或動畫）比較能吸引我的注意。

20. 正向的資訊能夠吸引我的注意。

21. 負向的資訊能夠吸引我的注意。

迴聲室 

22. 我喜歡在理念相同的社群媒體裡發言。

23. 我信任理念相同者的發言內容。

24. 我對感興趣的新聞或訊息會按讚。

25. 我對感興趣的新聞或訊息會留言回應。

26. 我會分享或轉發感興趣的新聞及訊息。

逆火效應 

27. 我會隱藏自己不認同的訊息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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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我會反駁我不認同的發言或訊息。       

29. 我會檢舉我不認同的發言或訊息。       

30. 我會封鎖我不認同的發言或訊息。       

31. 我會呼朋引伴去導正我認為錯誤的訊息。       

政治傾向 

32. 我相信小英總統重視動物福利（顧及其營養、環

境、傷病、天性等）。 

      

33. 我相信開放合格萊豬進口是政府重視食安的表現。       

34. 我相信政府對萊豬檢驗會嚴格把關。       

 

本問卷到此結束，再次感謝您的熱心協助，謝謝！ 

Copyright©2024 康仁俊、梁朝雲，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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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研究四量表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本問卷希望能瞭解您對農業訊息與豬肉消費意願的看法，您所提供的資料僅用

於學術研究，請安心回答！如果您在填寫問卷上有任何問題，可聯繫康仁俊

（hectorkang@gmail.com），感謝您的支持和協助！ 

 

研究團隊：康仁俊、梁朝雲教授（國立臺灣大學） 

 

=============================================================== 

 

壹、請點選最符合您真實狀況的選項。 

計劃行為 

1. 我重視飲食安全。       

2. 健康飲食是必要的。       

3. 養豬場應維持良好的環境清潔。       

4. 養豬場應有寬敞的飼養空間。       

5. 親人會影響我對購買食品的選擇。       

題         項 

 

「萊豬」係指含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極 

為 

同 

意 

同 

意 

稍

為 

同 

意 

稍

為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極 

不 

同 

意 

mailto:hectorka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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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朋友或同事會影響我對購買食品的選擇。       

7. 意見領袖或網路名人會影響我對購買食品的選擇。       

8. 政府公布的檢驗數據會影響我對購買食品的選擇。       

9. 我自信能判斷資訊真假，不會被誤導。       

10. 我自信不會過度解讀或渲染資訊。       

11. 我知道很多管道，可以找到食材的正確資訊。       

12. 我有農業或食品專業的朋友可以隨時諮詢。       

政治傾向 

13. 我相信小英總統重視動物福利（顧及其營養、環

境、傷病、天性等）。 

      

14. 我相信開放合格萊豬進口是政府重視食安的表現。       

15. 我相信政府對萊豬檢驗會嚴格把關。       

資訊呈現 

16. 圖文並茂的資訊比較能吸引我的注意。       

17. 動態資訊（影片或動畫）比較能吸引我的注意。       

18. 正向的資訊能夠吸引我的注意。       

19. 負向的資訊能夠吸引我的注意。       

資訊來源 

20. 我經常從社群媒體（如 FB、Instagram、LINE 等）

獲得新聞訊息。 

      

21. 我常從特定的新聞管道（如新聞電視台、報紙等）

獲得新聞訊息。 

      

22. 我會關注政府部門發布的訊息。       

23. 我經常從親友轉述中，獲得新聞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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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資訊防治方式 

24. 應該要透過學校教育，提升學生媒體資訊素養。       

25. 應該要透過宣導，讓民眾學習判斷假訊息的方式。       

26. 民眾、意見領袖或媒體應該要能自律。       

27. 應該要建立第三方協力查證的機制。       

28. 應該要立法或修法嚴懲製造及傳播假訊息者。       

29. 應該要立法或修法建立新聞從業者的證照制度。       

 

貳、基本資料 

30. 性別：□男   □女 

31. 年齡：＿＿＿＿＿歲 

32. 學歷：□高中職以下        □大學/專科           □碩/博士     

33. 職業：□媒體從業人員      □非媒體從業人員 

 

本問卷到此結束，再次感謝您的熱心協助，謝謝！ 

Copyright©2024 康仁俊、梁朝雲，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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